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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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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管理副总监埃米莉·奥尼尔（Emily Neville-O ’ Neill）与殷阿笛合影






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
 特别强调劳动分工的好处后，效率就成了管理学的终极目标。减少浪费和提高生产率的理念推动了工业革命，并开辟了“管理科学”。这门科学认为，效率是竞争优势的核心。“效率至上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撼动过”，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在本期聚光灯文章中写道。他另提到，如今，“全球所有商学院的课堂上都在推崇”效率。

但如果这一正统理念是错误且危险的呢？马丁指出，效率至上不可避免地造成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失败者人数众多，而相比之下，赢家寥寥无几——不论是企业界，还是整个社会，皆如此。

马丁表示，我们可以不接受这个结果。补救方案是什么呢？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应关注一个对竞争优势并没有最直接影响的因素：复原力。马丁从这一角度给出的两大建议——通过反垄断策略限制公司规模，以及通过贸易壁垒和其他措施增加摩擦，直接挑战了有利于Facebook和亚马逊等平台企业的规则。

马丁构想的关键因素是平衡，既包括效率和复原力之间的平衡，也包括短期现实和长期可持续性目标之间的平衡。当然，理解并实现平衡的能力是卓越领导力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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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 Adi Ignatius ）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创新文化

为何难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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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文化诚然令人向往，许多领导者声称自己知道创新氛围能带来什么，但是，这种文化实际上很难建立和维持。这一点令人费解。大家都喜欢的、有趣的做法，为什么难以实行？

传统观念认为，创新成功要有包容失败的环境和乐于实验的意愿，这个环境要鼓励员工畅所欲言，鼓励合作和去层级化。其实，这还不够。这些讨人喜欢的特征只是创新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更难、更无趣的东西会抵消它们。包容失败就要不容忍无能。乐于实验就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心理安全感，就要适应近乎残酷的直白。合作必须与个人责任相平衡。而不分层级的扁平结构需要强大的领导力。想要建立创新文化，必须妥善管理这种两面性造成的矛盾，否则很难成功。

以不容忍无能为例。有风险的创意，最终失败不要紧，但技术平庸、敷衍了事、工作习惯差、管理能力低下就有问题了。无法达到要求的员工要么被解雇，要么换到更符合他们能力的岗位。乔布斯会随便解雇他觉得无法完成任务的员工，这点是出了名的。亚马逊的员工按照活力曲线排位，垫底的人被淘汰。谷歌善待员工的文化很出名，但要在谷歌获得职位的难度也数一数二（每年有200万名申请者竞争5000个职位），而且有一套严格的绩效管理系统，让不达标的人换岗。在皮克斯，无法顺利推进项目的导演会被替换掉。

公司为员工设置高标准，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可惜，多数公司在这方面欠考虑。有的公司研发团队十几年都没有发现过新的候选药物，而高层领导却表示：“我们的文化氛围就像一家人。我们不习惯解雇员工。”这种做法在目前很多企业依然被推崇，这也是创新文化无法建立并推进的主要原因。

文化上的转变都很艰难。组织文化就像写明了成员守则的社会契约。领导者要改变组织文化，就像是要打破社会契约。因此自然而然地，组织内部的许多人，特别是目前的既得利益者，会有所抵触。这是本期封面文章《创新文化的严峻事实》一文给领导者们的提醒：建立创新文化中产生的这种矛盾必须妥善管理。作者加里·皮萨诺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Harry E. Figgie Jr.教席教授，他曾在全球各种公司的研讨会上非正式地采访过几百名管理者。他指出，创新文化可能会不稳定，相互制衡的力量容易失衡引起混乱，领导者必须留意任何领域的“过度”迹象，必要时采取行动恢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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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官的工作

也要被机器抢走了吗？


广告的竞标者在分析是否竞投某些特定的广告印象时，需要面对数量庞大的排列组合，结果量级可能是1的后面加15个零，也就是1000的5次方。这是只有机器才能应付的复杂数据。







哈佛商学院教授、大公司和私人股本公司战略顾问

杰弗里· 雷罗勒 | 文

娱乐及媒体行业掀起收入革命

克里斯多夫·沃尔默｜文

波纹式营销把握分享经济传播命脉



去品牌化：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变革

陈歆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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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为何在爱好中投入大量时间

CEO平均每天拥有约2.1小时的非工作时间，意味着他们可以利用这一时间干任何事情，从简单的休息到积极投身自己的爱好等，而且这一时间甚至可能会零散地分布于一整天当中。用一位CEO的话来说，拥有充满激情的非工作爱好的好处在于，“它会强迫你为它挤时间。”



锻造坚毅组织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提供优质护理已经变得十分复杂，不管医护人员有多坚毅，也不可能独立完成任务。这就要求医院和医疗系统在个人、团队和机构层面培养坚毅性。



自我护理为何成为一种负担

我们真的是希望提升健康和幸福感吗？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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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秀员工离职时

如何为团队“打气”


利亚妮·戴维（Liane Davey）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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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到深受爱戴的团队伙伴的辞职信真是太可怕了。此时，作为管理者，你一定会百感交集，既对团队其他成员可能出现的消极反应诚惶诚恐，又因为要在已经很繁杂的工作日程表上再增加招聘计划一事而感到挫败不已，最糟糕的还有那挥之不去的被抛弃感。像应对其他棘手问题一样，管理者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自己。深受爱戴的员工离职，若处理得当，那就只是一块微不足道的小小绊脚石；若处理不当，将可能成为导致整个团队士气走上下坡路的转折点。

先不要急着与任何人分享这则离职消息，而是花点时间充分思考一下你的处理策略。这样做的好处是，当你不得不面对团队其他成员可能作出的任何消极反应时，你自己已经基本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如果你在焦虑、挫败或是憎恨等负面情绪左右下仓促行事，那么即使你勉力传达一种积极的信息，你的肢体语言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让那些强烈的消极情绪一览无余。当积极的言辞配上暗藏担忧的体语，这种不协调一定会被团队成员察觉到，他们会根据你的表现而非讲话内容来揣测你的想法。

在仔细斟酌自己的情绪反应后，你可以通过一个系统化的流程将此事件所带来的破坏性控制在最低程度。



重视饯行过程

首先帮助大家一道欢送离职者。你可能会希望轻描淡写地处理员工离职事件，以期淡化其消极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不大可能管用。失去一个深受爱戴的伙伴势必会给团队带来忧虑甚至伤感。在这个过程中，伤感是人之常情，视而不见意味着硬生生地取消了一个关键环节。淡化离职过程、让离职者悄然离去只会透露出你对团队成员的漠不关心，所以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相反，你应该积极加入饯行的行列，站在前排，对离职者说：“我们会想念你的”；你应该策划一个欢送会，向离职者表达美好祝福，用积极的言辞肯定他对团队做过的贡献；你应该重温一些内部笑话及共同经历，并为此开怀大笑。这样做，不仅会让离职者对团队感觉良好，也会增强团队其他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回忆这些往事也将让你展露笑颜，这要远胜于一脸恐慌。你的一脸恐慌可能会让人觉得你心里在想“没有了他我们可怎么办？”或是“万一其他人也跟着离职怎么办？”而这只会让团队氛围变得更为紧张不安，因为大家原本指望能从你这儿获得“定心丸”。离职是件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你的言辞和体语需要传达出这样的理解与豁达。

离职者欢送会结束后，你可以诚挚邀请离职者顺便帮个忙——请他坦率地告诉你，你需要从他的离职案例中得到什么启示。即使你的公司有正式的第三方离职面谈流程，你依然可以以自己的身份去做离职面谈。请他直言相谏，留下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你和团队在未来做得更好。认真准备你的提问，进入虚心接受批评的状态。



发起深层次沟通

你需要为面谈设计出高水平的问题并准备好一些关键提示语，以便进入深层次沟通，否则你可能只得到蜻蜓点水式的回答——如“新工作给的报酬更高”和“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机会”。你需要确定最初是哪些因素使得离职者接了招聘人员的电话。你可以委婉地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助我不再让你这样的优秀伙伴被招聘人员的电话挖走吗？”“还有哪些事是我需要注意的呢？”“我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团队的工作体验呢？”这些一般化而不太涉及个人的问题也许会让离职者更愿意分享那些触及本质的逆耳忠言。

你还可以就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寻求反馈，如，“公司管理层还需听取哪些意见反馈？”“哪些因素能够让团队成员获得更好的工作体验？”整个面谈过程中，你自己应该尽量少发言，你的重点应该是提出一些高水平的问题，然后认真、客观地倾听。

离职面谈结束后，你的脑中会充斥着各种强烈而有时又会是相互矛盾的想法和心情。你可以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好好消化，第二天再着手将某些富有见地的想法付诸行动。首先你得“硬着头皮”找团队成员谈心，不管是一对一的交谈还是团队会议，你们要针对任何有价值的主题进行深入探讨。你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你的设想，让大家对你的思路进行梳理、提炼、验证，甚至提出质疑。

例如，你可以说，“我渐渐明白了，最大的问题不是工作量，而是把握不住工作重点，你觉得呢？我说对了没有，或者只说对了一半？”这种形成和检验设想的过程不仅仅能帮助你有的放矢地做出改变，也会帮助你增强与团队其他成员的连接。



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在倾听回答时，你需要深入揣摩他们与你分享的事实和信息。认真观察倾听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重视的东西。注意他们语气的变化，例如“我们总这样做”或“我们从不那样做”这样的强烈措辞往往表明他们很沮丧或很生气；相反，“我猜我们……”或“我想我们有时或许……”这样的委婉语气则暗示他们可能感到犹豫或无能为力。同时还要关注他们的肢体语言传达的信息，当你注意到某个情绪反应，可以追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你了解他们的真实感受。

试着通过这类对话去辨别这起离职事件仅仅是个孤立事件还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端。对潜在的整改持开放态度，并倡导其他利益相关者也作出一些利于团队优化的积极改变。

在离职面谈以及与同事检测自己设想的过程中获得的洞见诚然是极其珍贵的，但要切记提升团队士气的最重要方式是让团队致力于有意义的工作。在管理重点上加倍投入，确保每个人都明确你的期望，尤其是有关团队的最高（及最低）优先级事项。坦率的对话能够让团队成员觉得自己拥有必要的技能和资源将工作干好。同时，要更加注重反馈、指导和庆功，这将激励他们持续保持积极、敬业的状态。

如果团队出现了问题而你一无所知或刻意忽视，你也许要在失去一位深受爱戴的团队成员时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你需要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为团队建设开启一个良性循环。具体而言，你需要欢送离职员工，通过离职面谈寻求坦诚的反馈，形成并检验旨在改善团队环境的设想，然后作出有意义的改变，让团队成员感到存在感和价值感。如果能借机全面提升团队的精气神，那么失去一名团队成员最终只是付出相对较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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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妮·戴维
 是3COze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著有《团队领航：团队成长、协作、执行》(You First： Inspire Your Team to Grow Up, Get Along, and Get Stuff Done)一书，也是《领导力解决方案：跨越领导力鸿沟之路》(Leadership Solutions： The Pathway to Bridge the Leadership Gap) 的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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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

比其他人更敬业


托马斯·卡莫洛 - 普雷姆兹克（Tomas Chamorro-Premuzic）

刘易斯·加拉德（Lewis Garrad）

迪迪埃·埃尔津加（Didier Elzinga）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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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人都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一个老板、一个可以让他们投身其中的职场，以及让他们有使命感的职业。这一理想在史蒂夫·乔布斯的名言中得到了体现：“工作将占据你人生的很大一部分，唯有从事你相信是卓越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从事一份卓越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不出所料的是，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96%的员工都积极努力保持高水平的敬业度，即便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成功。

同样道理，科学证据清楚地表明，一个组织要获得成功，很少能有什么东西比拥有一支高度敬业的员工队伍更为重要。当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时，他们会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精力和动力，从而转化为更高水平的业绩、创造力和生产力。这不仅意味着公司将收获更高的收入和利润，而且还意味着员工更高的身心健康水平。相比之下，低敬业度会导致职业倦怠、更高的离职率以及具有反生产力效应的职场行为，如霸凌、骚扰和欺诈等。

因此，为确定敬业度的关键决定因素而开展的研究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敬业——因为工作而更兴奋、更有冲劲、更充满活力？传统研究的关注焦点是敬业度的环境或外部驱动因素，例如工作本身的特点、组织文化或领导者的素质等。虽然并不存在可以提高员工敬业度的通用公式，但一般而言，当个人被赋能以取得超出自身预期且富有意义的业绩、感受到与他人的连接，以及在公平、道德且富有回报的环境中为他人效力时（而不是处于持续的压力源之下），他们会对工作怀有更大热情。

但是，尽管敬业度的这些环境驱动因素很重要，人们对工作、老板以及所在职场的看法也可能因为自身的性格特征而异。事实上，在业界开始讨论“员工敬业”的必要性之前，许多高管似乎早把驱动力视为个人带到工作岗位上的一种要件——这是他们所雇员工的一大个性特点。即使在工作情形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例如为同一家公司、团队和老板效力），两个人的敬业度可能因为个性不一样而大相径庭。同样道理，那些不论身处何种境况始终能表现出勃勃雄心、旺盛精力和奉献精神的员工总是会有市场需求。

这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鲜有讨论的问题，即：多少敬业度实际是由个性决定的？最近的一项元分析报告提供了一些急需的、基于数据的答案。在这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综合了来自114项独立员工调查的数据，其涵盖来自多个国家的近4.5万名受访者，并且这些调查大多是已发表的、符合同行评审期刊出版标准的学术研究。研究人员开展这项综合研究的初衷是测算人们因性格特征而在敬业度上表现出的差异程度。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点，不妨想象一下有位朋友告诉你她有多么讨厌自己的工作。而根据你对她的了解程度，你可能会怀疑她的观点到底是真实地反映了她那令人可怕的工作，还是反映出了你这位朋友的悲观性格。再举个例子，当你在Tripadvisor、亚马逊或者IMDB网站上浏览人们对酒店/商品/电影的评价时：相关评价在多大程度上传达了被评价对象的信息，而不是评价者的性格特点？即便只用直觉去判断，我们应该都能明确这种评价通常是评价者和评价对象这两者的糅合，而这也适用于人们对自身工作和职业的评价。

虽然报告作者只研究了性格对敬业度的影响（没有考虑已知的环境影响），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却相当惊人：敬业度差异性的近50%可以通过人的个性来预测。具体而言是四个性格特征：正面情感、积极性、责任心和外向性。结合起来，这些性格特征代表了情商和逆商的一些核心要素。换句话说，那些积极、乐观、勤奋和外向的人倾向于表现出更高的敬业度。他们更有可能以富有精力和热情的面貌投入本职工作。

因此，如果企业想要一支高度敬业的员工队伍，也许最好的选择就是聘请那些具有“敬业”性格的人？我们最近梳理分析的研究表明，与任何设计用于提升领导力或为人们创造完美工作的干预措施相比，这样做确实会更有助于提高员工敬业度（通过访谈调查衡量）。虽然这种做法对于高管来说可能看上去很富有吸引力（特别是如果他们希望把敬业度单方面地归结为员工自身的问题），但是企业需要考虑四种重要的负面影响：


首先，面对不良或不称职管理层的更强逆商的确可能有益于个体员工的身心健康，但这可能不利于整个组织的绩效。
 沮丧的员工往往是一种预警信号，说明有更广泛的管理层和领导层问题亟待解决。如果领导者将员工的乐观态度和逆商变成关键的招聘标准，那么利用员工反馈信号来发现和解决领导力或企业文化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这好比餐馆老板说：“我将通过确保用餐者的更低标准来提高本店的评价，而不是去努力提供更好的食材或改善服务！虽然这可能会提高顾客的满意度评价”，但肯定不会提高餐馆的质量。换句话说，在身边聘用更有可能给你积极和乐观反馈的员工并不会让你更胜任自己的工作。


其次，正如此项元研究的数据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至少有一半的敬业度仍然来自关于员工工作的环境因素——所在工作单位的员工共同面临的问题或经历。
 因此，虽然一个员工的意见可能会因为个人的性格而严重偏向，但是集体观点（如组织调查中经常捕获的观点）更能代表人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这很重要，因为组织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他们是具有共同身份、标准和使命的协同作战团队。因此，敬业度代表了一个组织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文化增值”——塑造他们个人偏好和风格之外的精力、行为和态度。忽视这一点并不是缔造良好领导力的有效策略，并且会导致管理层将富有价值的绩效驱动因素排除在决策之外。


第三，组织中最有创造力的人很可能比其他人更愤世嫉俗、更具怀疑精神、更难以取悦。
 许多创新者也往往不服权威并具有挑战现状的倾向。这使他们更有可能吐槽管理不善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并使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不敬业。将这些人边缘化或筛选排除在外可能看上去是提高员工敬业度的捷径，但在大多数组织中，这些人是创造性能量和创业精神的重要来源，而从那些对现状自然满意的人那里获得创造性能量和创业精神要更难。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创新都源于对现状不满意的人——他们会想方设法改变现状。即便雇用具有高敬业性格的人确实能提高组织绩效水平（并减少不良后果），但排除那些通常更难取悦且一般不那么热情的人涉及很大的公平和道德问题，尤其是在他们也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胜任自己工作的情况下。


最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通常都是团队而不是个人表现的结果，而伟大的团队不是由相同的人组成的，而是由互补的人组成的。
 如果企业想要员工的认知多样性——思维、情感和行动上的多样性，那么具有不同个性的团队成员是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适合各种团队角色的各种性格组合——让一些天生具有主动性、外向性和积极性的人与一些可能性格恰恰相左的人一起协作。这么做的影响是明确的：如果提高员工敬业度的策略是只雇用那些具有更易“敬业”性格的人，企业最终将面临低水平的员工认知多样性，而这比低水平的人员背景多样性更不利于业绩和生产率（尽管我们认为应该同时提高这两种类型的多样性）。

因此，如果企业想真正了解组织中的敬业度，那么高管们既需要了解员工是什么性格的人，也需要了解他们对自身工作的看法。换句话说，更多针对员工性格的绩效校准是有必要的。例如，如果领导的团队总体上是刻薄或消极的，高管可以从性格的视角看待敬业度数据，从而更有助于直击真正影响团队绩效的问题。

这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机会：思考如何使用敬业度数据来鼓励员工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对工作的看法，让他们更灵活地发挥主人翁精神，并想方设法做出业绩。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40%的管理者认为情商和自我意识是影响员工是否主动为自己的敬业度负责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我们对敬业度的认知与我们对员工性格的了解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每个人更有效地在组织现实中游刃有余，从而为所有人打造更好、更有效的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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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泡沫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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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多年的连续创业生涯中，从 WebEx、盛维、腾展科技，到TOP Network，我“有幸”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科技行业泡沫——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和去年的区块链泡沫。这两个泡沫很快破灭，但商业机遇并未流失。从宏观历史时间线来看，每一波伟大技术浪潮的出现，必然会在资本的狂热和炒作中产生泡沫。泡沫注定会破灭，但很多伟大的科技公司在之后的废墟中顽强成长起来，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如此。

2018年见证了众多热门科技创业故事的兴起，震荡与破灭。共享单车项目或是被巨头低价收购，或是面临国内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海外扩张受阻的两难境地。人工智能尚未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内落地，硅谷大咖们失望地发现AI在许多应用上表现不及格，一些人甚至笑称其为“人工智障”。呼声最高的区块链与加密货币领域更是坐上了从巅峰到低谷的过山车。比特币牛市时期，区块链项目接连上交易所发行代币，私募与风头争抢区块链项目的币权配额。根据普华永道披露的最新报告，仅是前五个月内就有537个初始代币发行（ICO）项目完成，融资总额达137亿美元，超过了2018年以前所有ICO的募资总额。

可滑铁卢很快就来临了。11月，比特币价盘中一度跌破3500美元，不复2017年年底飙至近2万美元的荣光。自ICO这一新型募资方式诞生以来，近3500个ICO项目约七成胎死腹中或进展受阻。许多项目一上ICO交易所发币，三个月内币价就几乎归零。2018年5月底，中国信通院专家曾表示，目前全球有8万多个区块链项目，其中92%无人维护，平均寿命只有1.22年。代币熊市之下是创业团队的混乱，有的项目CEO、CTO接连离职，甚至出现项目投资人联名撰写“维权白皮书”，控诉团队在ICO后高位套现的怪事。


对科技的非理性预期。
 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或者区块链科技本身存在问题吗？答案并非如此。20年后的我们都切身体会到，互联网最终会落地变成巨大的生产力，产生前所未有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与20年前的泡沫相似，当下科技创投领域的泡沫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与不符合项目实际的估值模式。

在互联网泡沫时期，许多公司用网站页面浏览量为公司估值。虽然这种新估值模型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当时许多投资人和证券分析师彻底无视市盈率等传统估值指标，不去思考网站本身能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实际价值，导致许多公司在建立成熟的商业模式之前就已被炒作成热门概念。而当股票抛售解禁，越来越多投资者发现高估值掩盖下的项目空洞，接盘者越来越少，泡沫便不可避免地破灭了。相似的是，当下许多共享类创投项目并未摸索出有别于租赁的新商业模式，却通过概念包装吸收多轮投资，大量资金已经在价格战中烧光，但盈利的许诺依旧是空头支票。

正如曾经的互联网有潜力革新传统行业，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无记名的区块链有潜力颠覆当前的互联网行业。区块链与加密货币相结合能够建立新型“通证经济”(Token Economics)——区块链上的用户可以通过使用去中心化的app获得代币(Token)奖励，比如，区块链上的“微信”用户发一条信息，就能收获一定量的代币。这种模式能够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结构，把消费者从“韭菜”变成真正的受益者。


区块链泡沫的成因。
 通证经济实现的前提是，区块链上必须有足够多使用代币的用户。然而目前加密货币的用户渗透率过低，剑桥大学研究数据显示，加密货币钱包的活跃用户数估计仅有290万到580万 。这意味着许多新兴的区块链平台无法吸引足够的用户和开发者，导致将区块链与游戏、金融、支付、广告等依赖规模化经营的商业模式结合的代币经济在目前只是空想。

项目方在画大饼，投机者也乐于吸一口空气。比特币牛市期间，许多区块链投资人对代币的市场过于乐观，纷纷打起以折扣价拿私募配额，在ICO后高价抛售变现的如意算盘，却忽略了众多项目根本没有实际用户。加之监管、审计制度的缺位，有的项目从刚写好白皮书到上交易所的过程甚至只用了三个月，然而庆祝的香槟酒瓶口凉气还未散尽，破发的结局就到来了。

这些科技泡沫的破裂并非毁灭性打击，反而清除了行业噪声，给项目方和投资者们带来了建设性的信号。谷歌、亚马逊等公司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中得以脱颖而出，逐渐站稳脚跟实现盈利。泡沫破裂后，许多项目价值归零，但也获得了从零开始创造新价值的机遇。


回归商业本质。
 因泡沫破灭而受挫的科技创业项目此刻应当摒弃炒作，关注产品形态、用户需求和商业模式。项目方应当拿起曾经仓促写就的白皮书，重新评估自己许诺的产品在技术上是否可行，进一步思考用户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并及时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来调整、完善产品形态。2018年11月初，消费链（CDC）确认团队解散，仓促收场。该项目希望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存储消费数据，曾上线一个让用户上传消费小票照片以获取代币奖励的产品。然而普通消费者是否愿意上传小票，项目方是否能以合理的成本教育消费者形成向区块链上传小票的习惯，消费链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但这是否代表消费链的思路一定就是错的呢？不一定。在传统创业模式中，团队会反复打磨产品形态与落地场景直至成功，而大部分区块链项目一有困难就先撤退了。除了产品本身，项目方还应当关注团队建设，在管理上精细化运作，打造一支在熊市中也能作战，甚至更能作战的队伍。

泡沫破裂给了一些项目重新从零出发的机会，也让一些已完成从零到一的转变的项目脱颖而出。目前，除了IBM等领跑区块链行业的巨头之外，一些已拥有可行商业模式，并有坚实用户基础的中型互联网公司正在将项目转移到区块链平台上。以聚焦用区块链承载通信业务的TOP Network为例，在进军区块链行业之前，公司已经开发了三款通信应用，吸引了近5000万的用户。这些用户将被全部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块链平台上，这意味着从第一天起，TOP Network的区块链上每一秒就能产生超过十万的交易量，根本就不存在当下区块链项目落地难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科技项目，泡沫破灭非但不是障碍，反而在熊市中推动着它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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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客户服务


马修·迪克逊（Matthew Dixo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








强调知识型工作的客服组织，核心功能依然是处理顾客碰到的问题。来看看T-Mobile客服部门何以创下质量和效率新高。




客户服务和净推荐值是品牌渐进式增长的关键，却不是攸关存亡的问题。零售巨头沃尔玛，每天有大量顾客互动，却一直在所有顾客服务排行榜上垫底，而公司近年来却一直在增长。因此问题应该是，客户服务有多大的影响。其他一些例子比如星巴克、Panera面包乃至Chic-Fil-A，有些公司以顾客服务和商品相得益彰著称。这些连锁店的增长，主要原因并不是顾客服务，而是产品本身。去过苹果店的人都知道，清晰写明的安全问题和保修问题，门店店员乃至企业都不能改写。苹果6系列存在已知的产品设计问题，但公司没有承认，所以不必召回产品。因此，顾客服务和净推荐值是很好的指标，但必须有好的产品做支撑。

我喜欢文章里T-Mobile的例子，像“维珍”品牌一样，它已经开创了强有力的文化。这是因为领导者有远见，不只着手改变顾客服务，也会对产品及服务下功夫。所以问题仍然是，要关注商品本身，还是关注服务？正确答案是两方都要兼顾，要真正做到是很难的，需要审慎分析。好文章！


——努尔·安瓦尔

读者





我正好是在T-Mobile易主时开始用它的，所以感受到了它在客户服务方面的积极变化。其实这篇文章回答了我在跟他们的客服部门打交道时的几个疑惑。我和多数顾客一样，只希望能享受服务商承诺的价格和服务。最初服务商的承诺是在欧洲各地都能享受无线高速网络，然而实际网络性能很差。当时一个客服代表说，如果公司向答应过的所有顾客都提供无线高速网络，那就赚不到钱了。但我跟他们聊过几次之后就有了改变。客服代表间显然有沟通，而且没过多久我就获得了应有的服务。他们甚至还打电话来道歉，确保我能享用无线高速网络，并取消了早先的一部分费用。这不是偶然，后来另一件事情也是这样解决的。

补充说明一下，T-Mobile是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之后我又推荐给了三个人，现在他们都用T-Mobile。顾客会自发向别人推荐。我们只想要事先承诺的服务。公司最大的浪费就是让原有客户愤怒地离开。而如果对我好一点，再给我一点实惠，就推广成本而言，这绝对超值。


——唐纳德·贾德森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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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商业革命


阿查·莱凯（Acha Leke）、萨夫·耶博阿-阿曼夸（Saf Yeboah-Amankwah），《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1月刊








基础设施差、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并未阻止众多企业在非洲这片大陆上的创新脚步。集中在六大领域的商业创新让这片古老的大陆迸发出勃勃生机。读完本文，或许你能从中获得些许启发，学会如何在条件艰苦、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和创意实现商业突破。




非洲是下一个创新前沿。我们看到各方向非洲大量投资，特别是中国看到了非洲和东南亚的潜力。非洲的移动支付或其他网银服务成为模板，其他地区纷纷效仿。感谢作者介绍了这么多实验和创新机会。还有一个没提到的领域是医疗。非洲正在成为医疗创新、远程医疗、人口健康提升等多个领域的中心。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支持这一区域的创新机会。许多公司需要在非洲的社会挑战之外看到它在商业方面的机遇。


——努尔·卡迪尔

读者





好文章。我们在非洲31个国家做过支持中小企业生态系统的强化工作，可以验证这篇文章提出的观点。这项工作需要企业和政府等重要利益相关者参与，因此我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非洲企业巨头，对非洲这片“黑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


——约克·祖基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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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流程改进效果

更持久


马蒂亚斯·霍尔维格（Matthias Holweg）、布拉德·斯塔茨（Brad Staats）、大卫·厄普顿（David M. Upton），《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1月刊








很多改进计划很快取得成果，但会逐渐倒退。




我喜欢这篇文章。我是在金融业开始职场生涯的，在这个行业工作过20多年，因此对文中银行无穷无尽开展改进项目这点很有感触。文章提供的数据也很有启发性。但我认为，作者提出的关于保持改进效果的三项建议，明显遗漏了一个关键点：评价标准。用埃利亚胡·哥德拉特（Eliyahu Goldratt）的话来说就是，“告诉我你用什么标准评价我，我就告诉你我会怎么表现”。和很多行业一样，银行业的评价指标集中在销售和服务上。但由于效率对这两方面影响巨大，所以为提升改进效果的持久度，在设计改进项目时包含效率指标是必然的。这样做带来的额外好处，可能是销售和服务满意度的提升。


——凯伦·采格勒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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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遭遇

灵感爆棚的上司


伊丽莎白·桑德斯（Elizabeth Grace Saunders），《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1月29日微信文章《有一个灵感爆棚的上司，你很幸运，也很不幸》








富有远见的上司可以让工作变得新颖有趣。但是，当你实在没有办法紧跟他们所有的新想法时，这样的上司也会让你感到压力很大。




领导提出的新想法对下属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让领导的想法变为现实，付诸实践。但是在执行领导想法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去合理判断想法的可行性，多维度去分析，判断该想法与公司发展战略是否一致，能否为公司、为产品带来有效的贡献和收益。也许有些想法真的是领导的灵光一现，合理判断出想法所归类的属性，给予想法一定的优先级，然后再去执行。当然，在执行过程中也需要时刻关注外部发展情况，紧跟外部变化时刻做出调整，以防闭门造车。

有个有想法的领导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些想法能够帮你扩散你自己的思维，使自己提升，有助于自己的发展，但是也切记不要一切都听领导的，你要有自己的判断力。否则，长此以往你可能会变成一个执行机器，丢失自己的思考能力。执行重要，但是多维度分析思考同样重要。


——Superblack




这简直就是在描述我之前的领导嘛！我常常在睡前刷朋友圈的时候，接到领导转过来的微信，并附言“这篇文章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虽然我特别理解他是一位“夜间灵感爆棚”的人，但也让我受到很大的困扰。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对我都很有帮助。我正是逐渐从调整对等关系中减轻了心理负担，而且创意型的老板真的就是爱分享。


——圆圆滚滚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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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孕育创新？

如何孕育创新？

如今，各类公司都深受渐进式思维之害。尽管渐进式创新在增长型业务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足以支撑公司的长期发展。那是什么限制了创新呢？有人会禁不住将矛头指向科技、竞争和监管，但攻克这些障碍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真正阻碍我们的是偏见，它们扭曲我们的认知，遮挡我们看到可能性的视线。认知科学家们已经在试图破解人类的偏见和“可预测的不理智”行为方式。在经济学、市场营销和策略制定等领域，更基于人类行为学的认知方式已经颠覆了原来占支配地位的认知范式。但行为学革命尚未在创新领域大行其道。

在考虑开拓新的收入增长点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陷入各种可能强化偏见的认知陷阱，即研究人员口中的“局部搜索”：熟悉度偏误（高估已知事物的倾向）和确认偏误（将新信息视为现有认知之证据的倾向）。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与现状有关的机会，而看不到更有价值的远景机会。




[特写]


除了裁员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在电商时代，为生存而战的实体零售商正采取一种古老的策略：裁员节流。不仅薪资被削减，员工培训预算也大幅降低。人手不足及员工培训不到位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如今尤其糟糕，因为这夺走了传统零售商相较于电商的最大优势：顾客可以与真人店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零售商一直没有找到科学严谨的方式来确定每个门店的最佳员工数量及培训水平。




[特写]


挖掘企业品牌内涵

各大公司通常对旗下产品品牌有着清晰的定义，但如果谈到企业品牌，许多公司就没那么笃定了。母公司的名称究竟代表了什么？企业品牌名在市场上以及公司内部是如何被看待并加以利用的？清晰的形象定位就像北极星一样能为公司指明方向、明确目标。它能增强具体产品和子品牌的地位，帮助聘用并留住员工，在公司出现危机时提供声誉担保。反之，无法确定清晰的企业品牌形象并予以坚定维护，久而久之会让公司受到公众诟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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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企业援助的最佳时机

GIVING AFTER DISASTERS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声誉良好的公司在灾害发生后带头援助，将会受益；其他公司只有跟随这样的公司进行相似援助才会受益。此外，在受灾地区有根基和业务的企业，援助效果更好。






近
 年来，飓风、海啸、地震、山火等自然灾害明显更加频繁，且破坏力增强。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显著上升，剔除通胀因素后，2011年到2015年的损失均值是1980年到1985年的四倍。受波及的人数也在增加，近年时常高达3亿人以上。然而，政府、非营利组织、NGO等传统援助机构，却无法充分提供灾后恢复所需资金。

企业则开始加入援助者的行列。2000年，全球最大的3000家公司中，提供灾害援助的不到1/3，2015年则超过90%，且平均捐赠数额增长10倍。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提供灾害援助的比例，从1990年的不到20%上升到2014年的超过95%。

面对这一趋势，研究者主要关注两个明显的问题：提供援助的企业是否有必要与受灾地区有关联且熟悉当地情况？如果在这方面增加投入，企业及其股东是否会受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巴莱斯特罗斯（Luis Ballesteros）团队进行的两项研究，分析了2003年到2013年企业自然灾害援助的所有数据。研究者排除了饥荒和炎热等长周期问题，聚焦于突发灾害。他们利用保险数据等信息，统计每次灾害造成的人身和经济损失、援助到位的速度，以及灾区恢复所用时间。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分析企业捐赠对受灾地区的援助效果。研究者假设：灾害发生后，在当地有根基且熟悉情况的公司反应速度较快；如果提供援助的主要是这类企业，灾区的长期恢复情况较好。这一假设的逻辑不仅考虑到企业对当地的熟悉度；更重要的是，为尽快恢复正常经营，这类企业有动机参与当地基础设施重建和社会秩序恢复。另一个假设是，如果企业动用与日常运营相关的资源（如矿业公司提供掘土设备，或运输公司提供物流支持），援助效果会比仅仅写支票更快更好。

为验证假设，研究团队两两对比不同国家的情况，每对国家的客观属性和受灾情况相似，但接受援助的程度和性质不同：一个以本地企业的实物捐赠为主，另一个以外部企业的现金捐赠为主。研究者分析了影响援助到位速度的因素，包括国家经济规模、受灾严重程度（包括人员伤亡等损失），以及新闻报道的密集度。对于灾后恢复情况，研究者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进行评估。

结果显示，以本地企业援助为主的国家，援助到位更快；本地企业援助占比超过44%的国家，10年后的恢复水平高出145%；以企业围绕核心业务进行捐助为主的国家，援助到位更快且恢复程度更高。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分析了企业通过援助得到的回报。首先，研究者发现，带头实施援助的公司对其他公司有显著影响：在89%的案例中，无论市值、市场占有率和财务表现有多大差异，各公司捐赠数额相差无几。例如，2010年智利大地震发生几小时后，跨国矿业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即承诺捐款1000万美元，三家主要竞争者在此后几天内也捐出同样数额。“灾难发生时的不确定性太大，企业都争相响应。”研究团队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泰勒·莱（Tyler Wry）在解释这种跟随行为时说。

为分析援助对经营的影响，研究者对比了企业在受灾地区的实际营收与灾害发生前的预期营收，发现企业声誉（以灾害发生一年前和一年后的媒体报道衡量）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带头实施援助的企业对跟随者也有重大影响。“无论捐赠数额多少，声誉良好的带头者和跟随者都会受益，”研究者写道，“相比之下，声誉较差的带头者和跟随者会遭受损失。”研究者还发现，无论受灾地区的需求还是援助企业的能力，与捐赠行为的反响都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捐赠数额如何，都会有带头者和跟随者受益，而有些企业则遭受损失，”研究者写道，“实际上，承诺进行援助后，我们数据库中超过半数公司在灾区的营收下降，且无法仅以灾害影响解释。”他们还认为，在声誉较差的公司带头实施援助后，其他公司如果采取不同的援助行动，将可能受益。

在实践层面，本项研究传达的信息十分清晰。声誉良好的公司在灾害发生后带头援助，将会受益；其他公司只有跟随这样的公司进行相似援助才会受益。此外，企业与灾区的联系至关重要。“在当地有根基和业务的企业，援助效果更好。”研究团队成员、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说。

本项研究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有重要启示：经济欠发达地区缺少有实力的企业，灾害发生时很难得到大规模的企业援助，因此政府、NGO和非营利组织应准备好承担更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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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路易斯·巴莱斯特罗斯（Luis Ballesteros）、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泰勒·莱（Tyler Wry）：《企业灾害援助研究》[“Masters of Disast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w Societies Benefit from Corporate Disaster Aid”，《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7年]，《企业非市场行为回报研究》（“Halos or Horns? Reputation and the Contingent Financial Returns to Non-Market Behavior”，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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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爱德华多·马丁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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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后，灾区急需食品、水、药品等物资，因此物流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UPS利用自身专业能力成为这方面的领导者，经常因在全球各地的贡献受到表彰。爱德华多·马丁内斯（Eduardo Martinez）是UPS基金会总裁、UPS多元化事务负责人，他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介绍公司如何将其工作的价值最大化。





UPS从多年的灾害应对工作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不仅关注灾情处置，也关注事前预案、危机后恢复和供应链物流。我们需要利用自身优势制造乘数效应。这项工作并非危机发生时的临时反应，而需要我们始终投入资金和专业能力。




UPS是一家物流公司，自然有明显优势。如果是金融或咨询公司，它们能做什么？


私营企业都可以助一臂之力。人道主义援助机构需要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高风险行业的企业则需要提高复原力。飓风“桑迪”之后，纽约市的一项研究发现，30%到40%受波及的中小企业未能恢复经营。有些社区任命了“复原力事务官”，负责协调各方资源，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私营企业可以参与到这项事业中，帮助小公司培养复原力。




会有帮倒忙的情况吗
 ？

这是个经典问题。海地大地震后，我们接到一个跨国公司客户的电话，说想捐赠电热毯——要知道那是热带的七月。每次接到企业电话说想捐赠物资，我们都会说“谢谢，稍等，咱们先问问一线的人”。如果对方的东西用不上，我们会说明需要哪些东西，比如水、帐篷、照明设备等。通过这种管理方式，我们让供应链保持畅通。




想要帮忙的公司还应该注意什么？


并非每次灾害都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调动灾区本地的资源。最近印度洪灾严重，但没得到什么国际关注；埃博拉疫情再次爆发；加州山火并不总上新闻。无论事情是否成为焦点，我们都努力跟进全球各地的灾情。




科技是否改变了你们应对灾害的方式？


科技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在卢旺达使用无人机运送疫苗和血液制品，有时一天要送50多单。我们在叙利亚使用扫描器和磁卡为难民分配食品并进行追踪，而以前我们要用纸笔记录20万难民的配给信息。新的系统确保所有人得到足够营养，并减少了等待、损耗、囤积和转卖行为。




UPS从这项工作中获得了什么？


战略性的慈善事业有益于公司的声誉和品牌，但如果想真正动员整个组织，你不能满足于此。作为一个整体，我们都在从这项事业中学习，比如卢旺达的无人机项目就让我们接触到了这项新技术。我们逐渐了解不同文化，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市场中工作。我们也很能激励员工。如果做这些事只是为了上头条，那你可就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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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竞争会提升风险偏好




一个好苹果……


员工同时在多个团队工作时，积极的领导者行为有溢出效应：一个团队的老板充分授权，会让员工在控制欲强的老板手下工作时也能感到被赋权。


特洛伊·史密斯（Troy Smith）等：《多团队工作中积极领导者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Research: When Employees Work on Multiple Teams, Good Bosses Can Have Ripple Effects”）





在个人和组织层面，对待风险的态度都非常重要。例如，员工可能因为担心后果而不敢提出质疑，而领导者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会影响产品发布和收购等决策。过往研究发现了风险偏好的几个影响因素，包括外向性等性格特征，以及情绪和语言等情境因素。一项新研究分析了另一个变量：竞争关系。

研究者梳理了2002年至2010年NFL常规赛的全部现场数据，重点分析球员的两个高风险选择：达阵后选择射门得一分还是再次达阵得两分，以及三攻未果后弃踢还是继续四攻。利用专业赛事分析、谷歌搜索和球迷评论信息，研究者评估了每场比赛两队的竞争程度。在高竞争性的比赛中，球员选择高风险的得两分和进行四攻的概率，分别高出37%和7%。

在接下来的一项实验中，137名大学生玩一种纸牌游戏。认为对家来自“对头”大学的参与者，叫牌（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的次数更多。这些参与者心率明显上升，而且表现出“促进”而非“防御”倾向，表明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同时在起作用。

研究者认为，领导者可根据情境需要激发或抑制员工的竞争情绪。当需要大胆行动时，“管理者应考虑在工作中促进员工间的竞争（例如反复让能力相近的员工对垒），还可以让新员工了解公司的传统竞争对手，并经常与这些对手进行对标”。与之相对，如果不犯错误更重要，领导者应尽量消除可能引起竞争情绪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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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克里斯托弗·杜（Christopher To）等：《竞争关系对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Going for It on Fourth Down: Rivalry Increases Risk Taking, Physiological Arousal, and Promotion Focus”，《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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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用Twitter打造品牌

越来越多CEO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对1000名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了对品牌认知最有利的帖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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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维权投资者有利于股东价值

[image: ]




很多管理者谴责维权投资者，认为他们制造分裂和混乱，过度关注短期股价，影响公司聚焦长期战略。一项新研究分析了企业剥离资产后投资者的回报情况（其中有些是业务正常发展的结果，有些是维权投资者的要求），结果呈现出维权投资者的积极一面。研究者分析了2007年到2015年《财富》500强公司的全部资产剥离情况（共计4035宗），并使用维权公司治理数据库SharkRepellent等资源，找出哪些是维权投资者要求的。

通过评估投资者对资产剥离公告的即时反应，以及计算股东价值的长期变化，研究者发现，相比公司主动行动，维权投资者主导的资产剥离效果更好，且这一差异平均持续近两年。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维权投资者推行主张的成本很高，他们一般只会在能获得较高股东回报时出手。“通过引导管理者实施非常规战略，维权投资者能创造股东价值，因此可能承担了重要的公司治理职能。”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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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陈思文（音）、艾米丽·费尔德曼（Emilie R. Feldman）：《维权投资者主导资产剥离的股东价值分析》[“Activist-Impelled Divestitures and Shareholder Value”，《战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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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虚假折扣效果超预期

每个人都喜欢捡便宜，所以给商品标上折扣价格是促销的好方法。但所谓的原价一定靠谱吗？一位研究者分析了某主流零售连锁的直营店，发现专供直营店的所有商品，“原价”都是虚构的——这些商品从未以标示的高价销售。通过梳理店铺数据，他发现“原价”每高1美元，顾客就平均愿意多支付77美分（尽管常客不太好骗）。

包括JCPenney和Kohl’s在内的几家知名零售商，都曾因虚假标价遭到集体起诉，但这种案子原告很难打赢，因此零售商没什么理由停止投机取巧。“有观点认为，消费者反正足够精明，因此相对其他形式的欺骗，虚假标价害处不大，”研究者说，“但我的分析结果显示，还是有很多消费者看不穿。”



[image: ]



关于本研究
 唐纳德·倪（Donald Ngwe）：《虚假折扣带来真实销量》（“Fake Discounts Drive Real Revenues in Retail”，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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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分析

美国劳动力的老龄化

全球人口正在老龄化。美国的老龄化速度很快，大众对于变老这件事和退休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这对企业和管理者有启示。人们预期自己何时退休？多大岁数的人“老得不适合”某项工作？公司是否应帮助员工规划退休生活？更多相关内容，请访问HBR.org/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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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平衡

长期产假的代价


一杯拿铁引发的中产化


美国同一个邮编范围内每多开一家星巴克，区域房价就上涨0.5%。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金贤真、迈克尔·卢卡（Michael Luca）：《从Yelp数据看社区中产化》（“Measuring Gentrification: Using Yelp Data to Quantify Neighborhood Change”）





研究显示，父母更长时间的陪伴会让新生儿受益，因此很多企业员工游说管理层和政府延长父母双方的产假。但也有人担心，休假时间太长会影响职业前途。为评估这方面的风险，研究者在加拿大（母亲休满一年产假很常见）进行了三项研究。在一项实验中，相比最长只休过一个月假的女性应聘者，休过一年假的女性应聘者会被认为“不够符合条件”，且男性和女性评估者同样表现出偏见。此后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原雇主提供推荐信，介绍求职者的职业取向、目标和成就，就能让她免受负面评价。

第三项研究发现，如果曾加入公司为增强员工联系和投入度而设计的“保持联系”项目，休过一年假的女性更可能被认为敬业且符合条件。“较长的合法产假与女性在职业上的负面境遇有关联，我们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些解释，”研究者写道，“我们发现，产假长度被认为反映了女性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投入度，因此被用于评估她们的敬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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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伊沃娜·希德格（Ivona Hideg）等：《长期产假的负面影响》[“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Maternity Leaves: How Agency Interventions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Longer Legislated Maternity Leaves”，《应用心理学》（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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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

同理心的局限

无论面对下属、客户还是竞争对手，每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总有人说应该“从对方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了同理心的很多益处，包括增加利他行为、减弱刻板印象、增强人际纽带等。但同理心真的有助于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吗？

根据一项新研究，答案是否定的。在共计25项实验中，部分参与者被要求“尝试从另一个人的视角看问题”，然后评估对方的情绪或想法。结果，这些参与者的评估准确度略低于未得到任何指示的参与者。无论评估内容是陌生人的情绪还是恋人的偏好，结果都如此。

最后一项实验则表明，“尝试了解对方的想法”或许是更好的策略。在这项实验中，参与者被分为三组，猜测恋人对不同事项的意见（例如应该在巴黎还是伦敦住一年）。第一组被要求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第二组被要求通过提问来了解对方的想法，第三组为对照组。结果第二组参与者的判断准确度明显更高。“要想理解他人，我们不能只是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主动了解对方的想法，”研究者写道，“我们要依靠耳朵而非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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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塔尔·艾亚尔（Tal Eyal）、玛丽·施特菲尔（Mary Steffel）、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从对方角度看问题”无助于理解他人》（“Research: Perspective-Taking Doesn’t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Others Want”，HBR.org，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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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多样化存货能刺激销售

对于任何经营实物商品的企业，库存管理都非常关键。除了担心存货过多的成本和脱销导致的销售损失，公司还必须考虑消费者心理。例如，高库存能为顾客提供更多选择，可能显示商品受欢迎，但顾客也可能认为商品会持续有货，因此先去别家转转。企业应如何让库存保持在适当水平？

研究者收集了1289家通用汽车经销商在30周内的经营数据，分析恶劣天气对交货的影响。他们发现，经销商每多提供一种不同的车款（例如车场上没有的某种颜色的车款，或某车型唯一一辆双门版），销售额就有所增加。相反，每多一辆车场上已有的车，销售额就有所下降。“在增加库存时，细分款式差异化是企业应该首先关注的，”研究者写道，“我们的数据显示，尽可能增加多样性和减少重复性，会让企业明显受益。使用这种策略的车行在库存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销售额提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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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杰拉尔·卡雄（Gerard P. Cachon）、桑迪亚戈·加利诺（Santiago Gallino）、马塞洛·奥利瓦莱斯（Marcelo Olivares）：《增加库存能否刺激销售？》[“Does Adding Inventory Increase Sales? Evidence of a Scarcity Effect in U.S. Automobile Dealerships”，《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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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升级换代产品的卖点


高收入的诱惑


当员工知道平级同事收入更高时，工作投入度和绩效都会下降，离职概率上升。但当员工得知上司的收入比预想的高，他们会想得到类似的职位和收入，因此会更加努力工作。


佐伊·卡伦（Zoe Cullen）、里卡多·佩雷斯-特鲁利亚（Ricardo Perez-Truglia）：《收入比较效应》（“How Much Does Your Boss Make? The Effects of Salary Comparisons”）





企业营销团队通过持续推介“新品升级”，诱惑消费者更新换代。新研究探索了消费者的自我认知（尤其是与自我提升相关）如何强化他们对新品升级的意识，并最终增强购买意愿。

在一项涉及iPhone 5和iPhone 6的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列出自己在过去10年中的三项进步，之后比较两款手机的性能、评价手机在过去5年中的改进，并评估购买iPhone 6的意愿。最后，参与者被要求评价自己在过去5年中的进步，并评估自己对苹果品牌的认同度。结果显示，对自身表现评价较高且高度认同苹果品牌的参与者更了解iPhone 6的性能提升，并更愿意购买。

在涉及三星Galaxy S4和S5的类似实验中，部分参与者被提示关注朋友而非自身的进步。结果，高度认同品牌且认为自身持续进步的参与者认为产品有所改进，且愿意购买；但关注朋友进步的参与者，无论是否认同品牌，都没有类似的表现。

另一项实验测试了一条iPhone 7广告，广告语是“巨大的改进，7在此”。结果显示，对于高度认同苹果品牌的参与者，相比更中性的广告，该广告加强了他们对iPhone 7性能提升的认知，并提高了购买意愿。“本项研究显示，引导消费者思考自身的进步，可能有助于强化他们对产品改进的认知，并增加升级换代消费。”研究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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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索基恩特·达戈戈-杰克（Sokiente W. Dagogo-Jack）、马克·弗汉德（Mark R. Forehand）：《自我提升与品牌提升》[“Egocentric Improvement Evaluations: Change in the Self as an Anchor for Brand Improvement Judgments”，《营销研究》（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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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

女性主导的企业增长快

女性掌握51%以上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美国公司，过去10年在公司数量、员工数量、营收这三个领域的增速超过平均水平。



[image: ]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里斯本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安德鲁·哈芬布拉克（Andrew Hafenbrack）组织一项实验，其中部分参与者冥想15分钟，其他人则看手机或发呆放松，之后两组参与者要完成编辑文件等任务。研究者调查了参与者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和打算投入的时间，结果发现，进行冥想的参与者积极性更低，且打算投入的时间较少。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冥想使人没干劲

MINDFULNESS IS DEMOTIVATING

斯科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 访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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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芬布拉克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哈芬布拉克：
 实验结果符合我和合作者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的预期。统计结果表明，冥想者的积极性比其他人低10%左右，这个差异很显著。不过让我们惊讶的是，尽管积极性较低，冥想组完成任务的表现并不比另一组差。我们总共进行了14次实验，冥想组每次表现都不落下风，有一次甚至超过对照组。




HBR：所以说他们积极性不高，但能把事情做好。


是的，这让我们很意外。浏览一下目标制定方面的理论文献，你会看到差不多500项研究都证明，工作积极性和表现存在相关性。积极性更高的人表现更佳，反之亦然。积极性和表现出现背离，这很不常见，非常奇怪。




这是为什么呢？


冥想者较少关注未来，更加放松，因此工作积极性较低。这本该影响工作表现，但冥想体现出了益处。具体来说，冥想让参与者摆脱压力、义务和忧虑，让他们集中精力完成任务。从完成任务的效果看，积极性下降的负面影响和专注度提升的积极影响似乎相互抵消了。




也许积极性下降是因为参与者对冥想不太熟悉？


确实，参与者在实验中只进行了一次冥想。我不清楚参与者对于冥想是否有经验。不妨猜测，如果参与者平时经常冥想，结果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如果参与者习惯通过冥想来缓解压力，那么他们在实验中同样会有积极性下降的表现。




也许问题不在于精神状态，而是任务本身让参与者觉得没劲？


这是另一个问题。也许冥想带来的清醒状态让参与者看出任务很无聊。这在实验室环境下很难验证，但值得研究。不过我的推测是，冥想带来的放松和关注当下的精神状态，会让工作积极性降低。




为什么你要跟冥想，或者说“美式冥想”对着干？


呃，我对冥想没什么意见。但关于冥想的研究结果都那么积极，好像有点过了。我看过几千篇文章，大概只有五篇质疑冥想的价值。从专业和个人角度，我都很难相信有什么东西永远都好。所以我就想，这是怎么回事？精神聚焦当下会不会有消极后果？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而首次研究就有成果。不过我们没有预料到工作表现未受影响这一点。




你觉得类似这样的研究发现会让冥想热潮降温吗？


美式冥想，即所谓“正念”，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这个概念来自佛教，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而乔恩·卡巴特-金（Jon Kabat-Zinn）、米拉拜·布什（Mirabai Bush）、杰克·科恩菲尔德（Jack Kornfield）等冥想界人士在西方推广“正念”和冥想，只是近40年的事。但美式冥想已经偏离了原初的理念，不再关注与他者相关的哲学问题，而是被世俗化了。“正念”没有统一的定义，它可以是祷告，可以是冥想，可以是瑜伽。人们好像都在自说自话。

现在呢，搞营销的都掺和进来了，大家都在打擦边球。“正念”可不像“有机”那么容易被认定为虚假宣传，所以现在超市里都有卖“正念蛋黄酱”的了。




不是吧！


真的！连蛋黄酱都有觉悟了，而且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我见过一个服装品牌的广告词是“为正念男士量身打造”，另一家则出售“正念女装”。这些人简直无所不用其极。我是研究者，不参与市场竞争，所以这种事情跟我没多大关系。但如果你批评“正念”，绝对有人不高兴。




这项研究惹人不高兴了吗？


哦，可不是吗！我觉得我们只是提出了轻微的批评，却招来刻薄攻击。我们只是说，在某些非常特定的情况下，冥想可能有损工作表现，这甚至算不上批评。结果有人说我们是“行为学的孟格尔主义者”，这也太极端了，一点也不“正念”。




你打算用更多研究来戳破冥想泡沫吗？


一般来讲我感兴趣的是，哪些外部干预能让人们的状态和表现更好。我还想研究为什么有时这种干预会起反作用。我无意一直研究冥想，不过因为很多公司都引入了冥想项目，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类项目的机会成本很高。我并不是说冥想有危害什么的。总体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我们应该确保它不妨碍工作。这是我想提出的观点。




你自己冥想吗？


我会，但不是每天。我有时会用冥想来帮助睡眠，或在比较重要的会议前调整状态。我只在特定情况下冥想，就像头疼时吃片阿司匹林。这也是我想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冥想能很快改变我们的状态，所以只需一小会就能起作用。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每天冥想一小时。




那么企业HR部门应该取消冥想项目吗？


说真的，我不希望读者看完这篇文章后说：“得了，咱别再冥想了。”冥想毕竟有很多益处，所以停止冥想是糟糕的做法。冥想的卖点之一是，它能让你自发地感觉良好。冥想让你放松下来，帮助你客观观察身心内外的状况，从而自主进行决策，而非逃避现实或机械应对外界变化。这能让你更好地掌控生活。我们需要冥想。





HBRC TIME




可口可乐中国：


我们在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一家已成功百年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人才争夺战中保持其竞争优势的。






越
 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素有“金字招牌”之称的跨国企业正在丧失过去的吸引力，它们在与国企与民企的人才争夺战中处境艰难。过去5年中，40%以上的跨国企业在华高管已跳槽，且大多数都去往同一方向。在此期间，中国企业约1/3高管来自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领导层仅有10%来自中企。2012年苹果是在华最有吸引力的雇主，但到2017年中国企业已在6个行业中的5个独占鳌头。这种转变对计划扩大在华业务的外企来说，来得不是时候。因为中国经济依然强劲，其电商市场已相当于全球的40%。为改变这种趋势，跨国公司须改变思维和行事方式。

跨国企业如何能在人才争夺战中保持竞争优势呢？不妨看看持续登上最受赞赏企业全明星榜的可口可乐公司是如何吸纳来自不同领域行业背景的优秀人才加入，并真正做到人尽其用。可口可乐中国最近再次荣膺“中国杰出雇主”称号，我们特地采访了可口可乐大中华、韩国及蒙古区人力资源副总裁刘乃瑛，探讨了公司是如何吸引和留住员工、保持员工工作热情、顺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并培养下一代领导者。以下是采访摘要。



新的竞争环境下打造人才竞争优势



HBRCTIME:
 跨国企业目前对人才的竞争优势正在降低，可口可乐如何保持它的影响力？



刘乃瑛：
 我们现在的企业文化赢文化（WIN），即乐为第一（World Class）、乐在创新（Innovation）和乐领未来（Next Generation），就是我们竞争力的体现。乐为第一是指我们希望加入可口可乐的人才不断地超越自己，敢为人先寻找机会。同时他们也必须乐在创新，创新是可口可乐的DNA。最后一个是乐领未来，可口可乐已经成功了百年，我们希望能继续成功百年，所以未来对我们来说充满无限可能。我们希望加入公司的人才对未来敢于挑战，勇于寻求机会创新，且具有好奇心，这是我们要求他们具备的特质。





HBRCTIME:
 可口可乐在社招和校招方面有哪些不同的人才战略？



刘乃瑛：
 针对社招方面我们在人力资源部门做了非常大的转型，将人才培训部门与人才招聘部门打通，这样不仅可以看到人才还可以关注人才加入后的发展计划，是否符合组织业务需求，同时可以运用数字化系统去观察人才加入公司后，胜任力或其发展是否连贯。

在校招方面我们引入人才数字分析，启用AI来筛选简历，既节省了人力资源部门的时间成本，又实现了更有效的匹配，找到更具竞争力的人才。





HBRCTIME:
 如何从中辨别出高潜人才？



刘乃瑛：
 我们有一个关于胜任力的评估模型，体系里有非常详细的定义，基于企业需求，对其进行打分或做出评估，入选前10%的人才我们定义为高潜人才。



多样化人才策略实现人尽其才



HBRCTIME:
 作为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考虑到人才的多样性，你们如何从其他国家找到适合在中国工作的人才？



刘乃瑛：
 我们有一个人才发展论坛，每个季度或半年我们会组织不同层级间的一次讨论，探索人才在哪里，他们的发展如何，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这个论坛上讨论继任者计划。继任者计划对企业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论坛上老板会看现在人才是否满足目前和未来业务需求，哪些能力缺失，通过何种渠道去培养，哪个国家哪个岗位出缺，有哪些优秀的继任者等等。加入可口可乐，就是加入一个全球性平台，只要你做得好，能力与公司需求匹配，你就有机会接受公司的专门培训，打破国籍限制，接任关键职位。





HBRCTIME:
 如果公司战略发生变化，你们认定的高潜人才与新战略需求不匹配，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做？



刘乃瑛：
 公司战略发生变化不会是一夕之间，需求与匹配间的变化也不会突然就发生。我们不认为公司战略发生变化，对人才的要求会变化很大。但战略变化，对人才的能力和胜任力的要求肯定有变化，这需要我们人力资源部门在过程中能引导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HBRCTIME:
 可口可乐的人才竞争压力是来自像娃哈哈或者是康师傅这样的民营企业，还是依然是百事可乐？



刘乃瑛：
 我们的人才压力其实不是与哪一家公司间的竞争。这是一个人才流动非常自由的市场，任何一家公司或任何一个行业都可能是我们的人才来源。我们更多的挑战来自我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内部系统是否足够完善，是否可以提供创新环境以及更好的晋升机会。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样性的，未来可口可乐人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我们需要他们去创新，去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HBRCTIME: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像其他公司那样，从奢侈品领域请来一个人做你们的市场营销主管？



刘乃瑛：
 有这种可能。人才策略上我们强调的是多样性，我们不会自己设限。公司内部有一个所谓的开瓶计划，我们希望在可口可乐的员工不需要通过离开这里才能接触到不同产业的人或相关知识，我们会对人才进行多样化培养，或与其他公司进行短期人才交换。通过这些不同选择，让大家有机会去了解其他行业，累积不一样的经验。



开通快速晋升通道激励创新



HBRCTIME:
 你们针对现在不断涌现的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有哪些不同的人才战略？



刘乃瑛：
 我们的乐为第一、乐在创新和乐领未来企业文化对人才在这三方面的要求是很符合现在90后与00后的特质的。他们不喜欢太多讲解，他们很好奇，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有探索的内需力。通过管培生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在公司里有很好的表现，在某些事情上愿意发挥自己的专长努力探索。因此可以说，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很激励人心的。





HBRCTIME:
 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年轻人在可口可乐勇于创新，他们就能有机会打破层级，快速得到晋升？



刘乃瑛：
 对。我们的晋升不是看年限，或是一个职位空出来。我们会看谁最适合这个位置，不一定要求他工作多少年。这不表示我们不在意他在公司工作多年的经验。这要视工作岗位来定，有的工作岗位是非常需要经验的，时间的累积很重要，但有些工作其实是更具开拓性的，更需要年轻人的特质去挑战，那他们当然有快速晋升的机会。





HBRCTIME:
 据北森发布的《中国企业员工敬业度报告》，去年中国企业员工敬业度最低，今年略有回升，可口可乐公司如何应对员工敬业度降低这件事？



刘乃瑛：
 就可口可乐中国区来说，我们的敬业度并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升。这是因为员工非常认可我们的全品类饮料公司战略转型，战略上的认可带来了员工的热忱和投入。这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同时，我们针对敬业度也有一系列管理体系，通过这个体系我们会关注员工工作连贯性，根据不同时期，出台不同的激励措施，让整个组织更为高效。




HBRC TIME-人才管理专题视频由《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北森云计算公司联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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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青靖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钮键军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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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惠普公司大中华区总裁：

让注意力回归客户

庄正松 | 口述 廖琦菁 | 采访整理 李全伟 | 编辑




回到惠普公司之后，庄正松面对不断下降的中国市场份额，采取了三项措施：专注客户，做好服务；建立与总部的良好沟通和获得支持；重塑业务和品牌，发力中小企业市场。这些举措不仅让员工的士气得到提升，还在生意量和客户满意度方面获得不错的结果。






四
 年前的秋天，我接到了惠普公司亚太区老同事的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重新回到中国，领导惠普公司的PC和打印业务。2007年我离开惠普时就是负责中国区和中国香港的PC业务，所以我当时的反应是，为什么要走回头路。这份工作并没有激起我的兴趣。

但电话一放，我的心情就不平静了，我27岁进惠普，45岁离开，这是一段很难忘的岁月。惠普对我真的很好，直白地讲，我不是一本大学毕业，也没有显赫的背景，年轻时家里比较贫穷，但惠普开放的环境能够让我从一名销售做起，经历这么多成长，变成一名高管，我是非常感恩的。虽然离开7年了，但我与老同事们一直都有联系，也知道惠普公司中国区那几年发展得并不太好，那时候在外面谈事情碰到同行还会聊一下，但毕竟是置身事外。可是我心里很明白，虽然我站在外部的角度去看惠普的发展，但每次谈完后心都会痛。我觉得与其不断地感叹可惜，为什么不帮助惠普公司重新找回市场份额。所以我又打了一两个电话，然后就决定要回来，我甚至还跟他们说，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就尽快安排我回去。

我常常讲一句话，人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那里。惠普公司那几年在中国太重视内部了，是内部指标推动所有事情，每个人只在意自己的KPI，忽视了我们存在的目的是服务客户。大家做的事情是把报告写得漂漂亮亮，找一个借口告诉全世界为什么在这里做不好，比如我们在中国市场拿不到这个产品，或者拿不到这个价格，所以我的生意就做不好。但是拿到产品和价格之后，又可能找到新的理由，总之进入了一种负面循环，而不是真正地反省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这些因素影响了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公司的市场份额慢慢下降，生意量、客户满意度和员工的士气都在下降。

像过去那样，我们只是专注在内部的问题，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完，永远可以找到完美的借口。但是，如果我们把心血、能力和时间专注在客户身上，就能够做好服务，重新赢得客户。所以，我回来以后，引导所有同事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基本面，服务好客户，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希望我们能重新建立跟亚太和全球总部的沟通模式，从而引进更多的资源和产品，打造更多的能力。三是根据这些资源，重新塑造我们的业务和品牌。惠普作为一个近70年的品牌，它传承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品质，比如对质量和服务的重视，以前我们说惠普的电脑通过了美国国防部MIL-STD-810G的9项测试标准，但这些对我们客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些专业性的知识和优点转化成客户能够理解，以及对他们有价值的故事？所以我们要重新塑造品牌。这是我回来以后专注做的三件事情。



让员工重回根本

拆分以后［2015年11月原惠普正式拆分为两家上市公司，慧与企业（HP Enterprise）和惠普公司（HP Inc.）］，惠普公司做的生意就是PC和打印机。我们的生意需要更接地气，更能与广大用户打成一片，所以我希望所有人把注意力回到所谓的根本——每天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这个挑战是巨大的，现在的信息太过爆炸，人心比较浮动，比如大家喜欢谈论一些世界上的大事，那些很重要，也应该关心，但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把注意力回到惠普公司的生意上来，要专注于公司的业务。

那么思路是什么？我常跟业务人员讲好销售的定义。第一，要把东西卖得出去，这是最基本的。第二，钱要收得回来，这个现在不太成问题，但十几年前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客户要对产品和服务满意。做到这三点还不够，还要看客户是否愿意把你的产品和服务介绍给他的朋友。明确了好销售之后，我们就应该根据这几点思考每天能够做什么。

假设我是客户，想得到什么服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去百货公司或者上网买一件衣服的时候，自己在意什么？希望什么样的消费体验？遇到问题时，希望什么样的措施？解决方法并没有那么复杂，消费者希望获得更完整、透明的信息，获得信息的过程很方便，及时收到产品，包装精美能给人一种惊喜感，使用商品后能很快得到服务，这是一个好的体验。今天不管是买电脑，还是买打印机，跟买一件衣服的体验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希望每一位同事都能够专注在更倾听客户的声音，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让客户觉得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比别人更好。这是我一直努力做的事情。

作为管理者，在改善工作过程中，是否能够允许员工们犯错误，是否能够同员工们一起学习，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过去三年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员工有很多疑问。刚开始他们会想你讲的是真的吗？这件事情有多严肃？如果员工真的照你说的做了，得到的反馈很差，他们就会打退堂鼓。可是一旦公司鼓励员工，他们得到积极的反馈，甚至是在反馈不好的时候，公司能够跟员工一起检讨、学习和改进，那么员工就会知道我们是真心在做这件事情。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不断地重复，去实践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同事们就会回归根本，才会更加专注和认真做好工作，才会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水平。



建立信任感

我希望我们能重新建立与总部，不管是亚太或者是全球总部的沟通模式，而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信任。我们相当于美国公司派到这里的分公司，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们无法把总部的资源、好的产品和一部分研发功能引进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那之前讲的要符合当地客户的需求，把我们的服务做好就变成是空谈。

以前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按部就班地发展。但是，中国在很多事情上是跳跃式的，摆脱了以前我们在西方社会，或者是亚太地区看到的一些发展规律。事实上，它是直接从很低的地方一下子跳到高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发展相对落后，但这些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在全世界独一无二。这种变化必须亲身才能体会，置身度外或者习惯用老眼光看问题的人，会看不懂中国。他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甚至有很多的怀疑。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

我的工作是代表惠普公司大中华区，我20%以上的时间在跟公司海外的同事解释什么是中国，中国为什么不一样。这难在哪里呢？难在中国太大，有太多面。特别是来过几次中国的同事，他到的地方，可能是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很先进的一线城市，看到的都是某一些表象或某些角度，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市场。比如，生活在乡村和偏远地方的人是如何看待惠普这个品牌的？困难点在于我每次跟他们讲的时候，只能从一个角度切入，当我尝试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困惑，因为跟我之前说的不一样。

后来我想，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大概率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必须跟他们建立一种信任感，如果我跟对方没有信任感，又在试图解释中国的多面性，他们可能会半信半疑。可是一旦我跟他们建立起了信任感，我就可以慢慢从各个角度解释中国，告诉他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明，都代表了中国的现状。

如何才能建立信任感？这是没办法要求的。我跟别人第一次碰面时，我说你要相信我，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但是人家凭什么？所以我们跟总部建立信任感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讲的话明天会成真，明天讲的话后天会成真，人家就会慢慢相信你。惠普公司的说法是，在一个账户里投下你的资产。

比如说游戏笔记本电脑，几年前惠普公司还没有游戏本，我跟全球总部提出销售游戏本时，他们不理解，因为游戏本在国外是“附属市场”。到现在，游戏本已经在惠普公司的生意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公司游戏本的地位是从中国建立起来的。这件事情让总部觉得我们讲的东西还是靠谱的，靠着真诚和远见，我们慢慢跟总部建立信任关系。

信任感建立很难，毁掉却很容易。我们可能要9次、10次不断证明自己讲的话是真的，才会累积一点点信任，可是我们只要一两次没做到，就会永远失去对方的相信。所以，我们不管在对内、对外沟通的时候，都很在意自己的承诺，言必信，行必果，不夸大和吹嘘。



服务中小企业

我是台湾人，但来大陆的时间比较长，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我记得第一次到大陆是1992年，那还是物资比较缺乏的时代，欧美的科技水平比较领先，只要是引进来的东西，就能卖得动。

30多年以来，中国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快速变成了一个成熟和复杂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需要国外产品，还需要功能、设计和服务模式非常先进的产品，否则根本打不开市场。而且，中国很多科技发展是跳跃式的，像手机、人工智能、云、移动支付等等。随着中国科技水准的提升，大家开始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这个需求也无法从其他市场中找到解决方案。

我深信，中国已经进入精细化阶段，所以在产品方面我们必须更接地气，符合当地的发展，“战系列”就是为服务这个市场的中小企业诞生的。我们认为，中小企业是一个没办法用惠普公司原有产品定义的群体，又是一个很庞大且富有活力的市场，每天都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创办。整体看，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近3000万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比重越来越大。

定义中小企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刚开始也有点迷茫，到底什么叫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本身就活力十足，不断变化，与其说去下定义，不如去了解它们的特点。第一，它带来创造力和新想法。这不光体现在专利或新技术上，今天一些大企业在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从中小企业率先开始的。第二，中小企业对国家经济贡献很大。从全国企业总量看，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占到了99.2%，对GDP的贡献达到60%以上，税收占了50%以上，就业占80%以上。大企业虽然体量大，但它也会有起伏。这就是我们国家一直鼓励中小企业的原因。

既然是中小企业，在创业的过程中并不像大企业那样有钱、有经验和资源。一方面，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IT部门。一旦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困难，没有IT部门能马上帮它们解决问题。电脑作为一个创造力工具，对企业特别重要，一旦这个工具出现问题，不是等几天修好就可以了，那几天对企业的生产力、创造力都是很大的消耗。所以惠普公司希望成为它们的虚拟IT部门，为它们提供7×24的电话咨询服务，随时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创业时往往资金不足。能够融到大量资金的企业只是很小部分，因此“战系列”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性价比。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不希望有很大的议价空间，不像大企业一次买多少台，能拿到多少折扣。惠普公司希望非常直观地给它一个更好的、高性价比的产品。如果中小企业真的需要，可以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京东，拿到一些像白条、分期的财务支持。我们的思考逻辑很简单，假如自己是一个创业者，会希望得到惠普公司怎么样的服务，如何得到最佳体验。这些都是经营的本质，我们一直希望回到本质去思考问题。

举例来说，我们的一个客户极视角公司，为各行业提供人工智能分析，特别是安防方面的解决方案。虽然极视角是一家中小企业，但在人工智能和安防等方面，它们的竞争对手都是巨头。极视角有很好的能力，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但这些必须展现在一个硬件平台上，极视角没有财力和IT部门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着“战系列”，极视角解决了问题。对这家初创公司来说，大量的算法设计和代码开发工作需要极高的电脑硬件性能。惠普公司的“战系列”在设计之初就搭配了优秀的独立显卡和一系列高配置，能支持大量运算的工作。极视角全面选用了“战系列”的产品，它们的反馈是，惠普公司的产品很好地帮助它们解决了问题，能够充分展现极视角的能力，能够与强大的对手竞争。在财务困难的时候，极视角能够从我们的伙伴处获得财务支持。在遇到硬件问题时，它们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咨询顾问打电话，有时候我们还会提供备用机器。

我们的目标是，“战系列”成为广大中小企业可信任的、靠谱的伙伴。在推出这个系列之前，惠普公司在中国中小企业市场占有率非常低，只有1%-2%。可喜的是，在2018年第三季度IDC的调查中，我们在这个市场的份额已经升到8.1%。当然，我们不是去追求数字，我相信数字会跟着我们的目标而来。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对我们来说，客户成交并不是结束，而是希望得到客户的反馈，并在反馈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服务，从而让客户的需求更加融入到惠普公司的服务体系中。未来，我们还要丰富“战系列”的产品内容，不仅从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工作站这些单个产品来定义中小企业的需求，更是从客户的需求出发，让整个“战系列”更符合客户需求，把这个细分市场做好、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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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中的五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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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刊于2018年与李东红教授所在机构合作，对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深入调研，调研结果已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上发布。本文是此次调研的重要成果之一，挖掘出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容易掉入的五大陷阱。期望本文对那些正在转型或想要转型的企业有所帮助。






数
 字化转型是当下的热潮。面对潮流，企业或兴奋于追逐可能出现的商机，或焦虑于落伍时代步伐的风险，纷纷奋勇争先，如潮水般涌入转型者之列，以求立于潮头，或希望至少可以分一杯羹。

然而，潮起潮落的历史经验，总是不断提醒：任何潮流，既蕴含着新生事物强大的生命力和潜在商业价值，又很容易在涌动中吹起泡沫，形成陷阱，引盲从者折戟。今天，数字化转型的不少陷阱已然显现。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既要积极投身洪流，也应冷静思考，努力避免掉入各种各样的陷阱之中。



战略陷阱：

把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新增长点

放眼企业界，有太多的企业热衷于把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未来的重要业务和新增长点，这是极大的战略定位上的误区。

一些传统上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企业，摇身一变，开始兜售数字化解决方案。如日中天的互联网企业，自认为只要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把触角伸向实业界，稍加时日，便可以成为这些领域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专业提供者。垂直领域的企业，尤其是行业领先企业，自认为在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积累起足够的数字化转型技能、专业人才和管理经验，将来完全有能力向本产业甚至跨产业的各类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

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和不安。若干年前，ERP风潮涌动之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景象。回顾历史，当年热衷于成为系统集成商的大批IT和非IT类企业，最终修成正果者，不过是少数。在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对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感兴趣的企业，会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可以预见，其中相当多以此为战略定位的企业，可能会遭受挫折。

这方面，GE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实事求是地讲，单就GE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来说，无疑走在了全球制造业企业的前列。GE在航空、能源、医疗等设备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圈可点。然而，GE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尝试借助Predix平台为全球各类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平台和提供服务支持的努力，成效不佳。

对于多数企业，面对热潮，重要的不应是去把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未来新的业务和增长点，而首先要做的是努力实现自身的业务数字化——以数字化理念、工具和方法等改造企业的现有业务，提高业务运作效率，增加业务附加值，更为出色地满足顾客的需求，充分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随后，企业可以适度考虑推进数字化业务——把汇集海量数据及分析数据得到有价值的结果作为新业务，在向客户提供数据及分析结果中获得增长。这会是部分企业的新业务，但对多数企业来说，这未必能形成规模十分庞大的新业务。而未来能够成长为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提供商的企业，将是少数新式专业化企业。



组织陷阱：

寄希望信息化部门承担数字化转型重任

不少企业很自然地把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交给了信息化部门，希望在首席信息官（CIO）的带领下，由信息化部门来完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如此安排，常常带来力不从心的局面。

毋庸置疑，信息化部门同样以数据为工作对象，几乎是企业内部与数字化转型工作距离最近的部门。惯性思维，很容易指向这样的决策：交由信息化部门负责数字化转型最为合适。

如此思维，至少忽视了两个重要风险：一是现有的企业信息化部门缺乏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有的业务能力。长期以来，信息化部门普遍只是为企业处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财务数据、统计数据等提供支持，并不参与具体的业务工作。

一个汽车制造商的信息化部门，触及的数据包括：零部件等的采购量、批次与金额，主要供应商的基本情况，产销量，残次品率，成本核算结果，经销商及购买者的基本情况，融资渠道与成本，资产与负债，等等。然而，对于加工车间在加工过程中的机器工况，车间现场的状况，工程技术人员在研发及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售出去的汽车行驶中的车况、路况与驾驶人员的行为，汽车故障维修过程中的车况及维修人员的行为等，并不了解，因而缺少对业务运行中形成的车、人、场景等数据进行专业化分析的能力。因此，单靠信息化部门已有的工作条件和知识积累，根本无法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海量数据的搜集、储存、传输、分析与应用等工作。

二是现有信息化部门有可能会低估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要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阶段，不少基础工作，有时容易被信息化部门从过往的工作习惯出发视为信息化工作的已有内容或延伸，无法从一个全新的新事物的视角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此，企业要想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一定要下决心建立起专门从事数字化转型的部门或岗位，由专业的人员来负责这项工作。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由新设部门来统领数字化转型工作是较之由信息化部门负责更为有效的选择。新设的数字化转型部门与岗位，需要与业务部门密切合作，甚至嵌入业务部门中，以便更为有效地推动企业经营过程中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人才，既要懂企业的业务，又要懂数据挖掘与分析。信息化部门现有人员中，那些能够以开放心态接受数字化这一新生事物、并能迅速补足所需知识与技能的，自然应该优先吸收进入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部门中。不过，相当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部门人员，很可能并非来自企业的信息化部门。例如，中信集团设立了由公司高管挂帅、集团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子公司负责人共同参与的转型小组，组建了专门负责转型工作的中信云网公司和中信科技公司，引入专业化人才，广泛对接内外部资源，以灵活的机制推进数字化转型工作。



工具陷阱：

以为引进数字化工具就万事大吉

热潮之下，企业争先恐后地大规模导入数字化工具，诸如各种无线或有线传感器、仪器仪表、摄像头、云存储与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边缘计算等，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走在时代的前列。显而易见，这是非常片面化的认识与行动，数字化转型不是企业堆砌大量数字化工具就可以顺利完成的。

企业不能落伍于时代，但企业也不能为了赶时髦而盲目引入各种各样的最新工具。时髦且先进的数字化工具，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并不是每一个工具对任何一家企业都同等重要，也不是在特定企业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同等有效。

工具本身并不能带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工具需要有合适的人才来掌控，需要和各项业务工作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需要以精细化的企业内部管理做支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把人员、设备、场景等不断联结在一起，实时获取海量的各类数据，有效进行分类、存储和模型化的分析，为更加高效地开展各项业务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否则，先进的工具对企业来说并无实际价值。

先进数字化工具的导入，需要在硬件、软件、人才等方面投入大笔资金，并需要源源不断地追加投入。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业务发展需要和财力状况，量力而行、分阶段推进。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企业并不需要大肆引入各种数字化工具，重要的是要引入自身转型中确实需要的数字化工具。

数字化工具的应用，确实有助于促进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等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但是，数字化工具并不能取代企业的产品及服务本身。这些工具并不能“包治百病”，企业决不能让数字化工具冲淡了业务领域和核心技术层面的创新要求，在引入数字化转型工具的同时，企业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围绕客户需求，在核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治理陷阱：

以为抓到数据就占据了优势

数字化热潮出现后，企业所有的部门和人员都开始认识到，数据是有价值的，数据正日益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很多企业认识到，积累数据是最重要的，一是把本企业的各种数据集中起来，二是想方设法从外部获取各种数据。一些企业以为，从内外部获得的各种数据，只要努力抓在自己手里，就抢占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甚而至于，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企业内部也出现了众多部门抢夺数据的现象，带来了一个个“数据孤岛”：信息化部门和企业综合管理部门找各种机会尽可能把各种企业数据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并不愿意把数据轻易提供给其他部门使用；各个业务部门、职能部门想方设法把数据留在自己手里，尽量阻隔其他部门收集和共享数据。显然，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数据的终极价值，在于借助对其分析得到能够用于鉴证、预测的结果，以此促进业务提升，数据的价值需要在传输和分析应用中得到实现。企业以及内部各个部门想方设法把数据都抓在自己手里的做法，无助于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现。对于不懂业务的部门来说，拿到数据，也未必能够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结果。而且，这种情况下来自业务与职能部门的数据，很可能是已经被过滤和处理过的数据，其本身可用于分析的价值已经远远下降。对于每一个业务部门来说，如果只是抓住本部门的数据，能够用作分析的事项非常有限。就整个企业来说，仅仅依靠自身所获得的数据，推动数字化转型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内外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数据治理机制，数字化进程中缺少清晰的任务分工和职责权限界定，缺少必要的数据搜集、传递与使用法定程序与机制。为此，企业内部需要建立良好的数据治理机制。企业有必要在充分把握自身业务特性的基础上建立其自身的数据分类体系、数据标准和数据收集与存储办法，建构起能够高效率获取并存储高质量数据的企业数据仓库。同时，企业要建立起内部数据流转机制，确保只要经过必要的流程，任何部门在业务活动中需要用作分析的数据，都可以及时、完整、高质量、界面友好地获取。企业外部也需要借助联盟合作、行业组织、政府部门及国际组织的力量等，建立起不同社会组织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共享、买卖等所需要的治理机制，既保证每个企业与数据相关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又保证不同企业可以依据确定的规则开展数据买卖与共享等行动。一旦在企业内外部的数据治理机制得以建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业绩陷阱：

以为数字化转型能够立竿见影

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是为了提升业绩水平，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要求，本无可厚非。不过，寄希望于数字化转型能够立竿见影，要求数字化转型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全面收回各种投入并带来十分突出的业绩增长，可能有些操之过急。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行动，需要长期投入和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绩效提升。目前来说，各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普遍处于初期打基础阶段，在人员、设备等方面的初始投入很大，短期内能够带来的绩效无法完全覆盖投入是很正常的。

数字化转型和业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数字化转型更多地体现为对业务绩效提升的助推作用，数字化转型相对独立的绩效，不容易单独衡量。如人力和物料成本降低了，残次品率减少了，库存量减少了，交货期缩短了，各种故障以预警的方式提前排除了，维修中的停机时间减少了，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精准了，客户的满意度提高了，等等。在这些情形中，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直接价值不容易从现有业务的综合绩效中剥离出来。

正因如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为了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工作，企业设立专门的部门、岗位，大规模引入数字化转型的高端人才，投入大笔资金拥有相关软硬件建设。然而，由于数字化转型工作与业务紧密相连，这些专业化的部门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往往又带有很强的业务特性。企业的业务工作，常常是要看到显而易见的绩效的。不过，数字化转型部门及其人员，却在一段时间内并不能产生大量的直接效益。这样一来，从企业高层到数字化转型部门，都会因此而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甚至在压力面前，一些企业开始削减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投入，裁减部门和人员，走向了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反面。

因此，企业做数字化转型，不能受制于短期绩效要求，要做好长期打算，从战略发展的高度出发，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和人员，算大账、算长期账。对于专门从事数字化转型的部门和人员，不要从一开始就赋予他们业务部门的业绩要求，不列入利润中心，而将其列入成本费用中心。对其考核方式，不能以短期直接收入与利润指标来衡量，而要以其在推进企业转型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改变作为工作的业绩，甚至鼓励大胆尝试，允许必要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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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效率至上”

RETHINK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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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

高昂代价

THE HIGH PRICE OF EFFICIENCY

罗杰·马丁 | 文




消除浪费是管理学的终极目标，但过度强调精简会引发大量问题。公司应同样关注复原力。






亚
 当·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国富论》中曾指出，相比让每个工人都负担部分生产成品的工作，更明智的劳动分工方式会大大提高商业组织的效率。40年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基于其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阐明了斯密的观点。他声称，因为葡萄牙工人酿酒效率更高，英国工人则更擅长织布，所以他们最好坚守自己的优势领域，并与对方进行贸易。

这些洞见反映并推动了工业革命，而后者主要就是利用新技术，进行流程创新，从而减少浪费并提高生产率。当代管理学主要建立在以下两大观点上：1.相比个人努力，工作的组织方式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大；2.专业化会带来商业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和李嘉图是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前辈。泰勒指出，管理可以被视为科学；这一观点引发了大规模运动，并在爱德华兹·戴明（W. Edwards Deming）提出全面质量管理系统（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旨在消除生产流程中的所有浪费）后达到巅峰。

斯密、李嘉图、泰勒和戴明共同将管理变成了一门科学，其客观效果是消除浪费——不管是时间、原料还是资本。效率至上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撼动过，不仅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旨在提高贸易效率的多边组织中，还通过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自由化、有效的税收形式、放松管制、私有化、透明资本市场、平衡预算和反浪费政府的形式，纳入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此外，全球所有商学院的课堂上都在推崇效率至上。

消除浪费听上去是个合理目标。我们为什么不希望管理者努力以更高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呢？但在我看来，过度关注效率可能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效率过高的企业可能造成社会失序。这是因为随着效率的提升，专业化程度变高，效率最高的竞争者获得的市场支配力越来越大，因此效率带来的回报越来越不公平，并形成风险极大的商业环境。高回报只会流向越来越少的公司和人群——这种结果显然不可持续。我认为，补救方案是让企业、政府和教育机构花费更多精力在对竞争优势并没有直接影响的因素上：复原力。这可能会减少短期效率收益，但从长远来看，将创建更稳定和公平的商业环境。最后，我要阐述一下复原力议题所涉及的内容。

要了解长期以效率为导向的危险性，我们必须首先探讨就经济活动回报的分配方式而言，会有哪些最基本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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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管理学已经被视为一门科学，其目标是让商业组织更高效。但一心一意追求高效会削弱企业的复原力。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长期保持高效的企业所得利润在总利润中占比会越来越高，并钻市场空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会围绕单一垄断企业模式进行整合，最后很可能导致灾难性错误和剥削。




解决方案


企业、政府和管理教育必须更重视组织复原力。这包括限制企业规模、增加全球贸易和资本市场中的摩擦、让长期投资者在战略决策方面有更大发言权、创造有更多学习机会的工作、提供平衡高效和复原力的教育项目。





结果并不一定出于偶然

我们在预测收入、利润等经济结果时，往往假设个人层面的所有收益都是随机的：完全出于偶然。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收益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我们做出的选择。但这些因素过于复杂，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暂且可以说经济结果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偶然性只是符合我们观察认知的简单假设。

如果说经济结果都出于偶然，那么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这些结果会服从高斯分布：在图表中展示时，大多数收益都会接近平均值，之后不论向哪个方向延伸，这种情况都会越来越少见。这有时也被称为正态分布，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事物都遵循这一规律，包括身高、体重和智力等人类特征。看形状的话，这种分布也被称为钟形曲线。随着数据点的增加，经济结果会越来越服从正态分布。

高斯分布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界中太普遍了，所以很可能在多个领域中都会出现。我们认为，不管在物质世界，还是更大的范畴内，结果都会，也必须服从正态分布。

举例来说，我们预估各个行业的个人收入和企业绩效数据都基本服从高斯分布，基于这一假设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并相应做出行动。人们往往会这样思考行业：不管你对行业的定义如何，行业中总会有一小部分赢家、一小部分输家（很可能会被淘汰）和大量集聚在中间的竞争者。在这种环境中，多数效率收益都会迅速消失，被其他利益群体吞噬，而新公司也会自然取代倒闭的企业。理想的竞争形式恰恰是反垄断政策希望实现的目标。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家公司变得过于庞大和强大，导致分布失常。如果结果真的属于随机分布，竞争优势持续时间并不长，那么效率竞争会是可持续的。

但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经济结果具有随机性。实际上，效率收益让某些群体获得持续优势，而这种结果的分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的分布。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帕累托就观察到，20%的意大利人拥有这个国家80%的土地。在帕累托分布中，绝大多数事件发生率都集中在底端，而顶端的长尾无限延伸。这种分布中缺乏有效的平均数或中位数，而且极不稳定。添加新数据点会让帕累托分布更加极端，这一点和高斯分布极为不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和高斯分布相比，帕累托分布中的数据点对彼此的依赖性更强。以身高为例，如上所述，这种特征的数据满足高斯分布。一个人的高矮对另一个人的身高并没有影响，所以身高（在各个性别内）服从正态分布。现在我们想想，当一个人决定关注Instagram上的哪个人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通常他会查看不同用户都有多少粉丝。只有几个粉丝的人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相反，像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这种有大量粉丝的名人（据最新统计，她已经拥有1.15亿粉丝），会立即被关注到，因为他们已经有众多粉丝了。粉丝集聚的效应会不断放大，进而形成更大的效应：更多粉丝慕名而来。因此，Instagram粉丝群满足帕累托分布：少数几个人坐拥最大的粉丝份额，大部分人只有很小的份额。粉丝群的中位数是150人到200人——这只占到金·卡戴珊粉丝群的极小一部分。

这也适用于财富。在这个世界上，金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你的每一分钱别人都得不到，而你的赚钱活动并不独立于其他人的赚钱活动。此外，你拥有的钱越多，就越容易赚到更多钱；常言道，你要有钱，才能赚钱。我们常听人说，最富有的1%美国人拥有美国近40%的财富，而最底层的90%美国人只拥有23%的财富。美国最富有的人比最贫穷的人富1000亿倍；相比之下，美国最高的成人比最矮的成人高不到3倍——这再次说明，在帕累托分布中，结果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发现，财富的地理分布也出现类似的两极分化现象。富人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1975年，最富有的5%美国人中，21%的人居住在最富有的10座城市，到2012年，这一比例增至29%。收入也是如此。1966年，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的人均收入与纽约市持平，现在却落后37%；1978年，底特律与纽约市不相上下，现在落后38%；1980年，旧金山比美国平均水平高50%，现在高出88%；纽约市的同期数据则分别为80%和172%。

商业结果似乎也开始服从帕累托分布。发达国家的行业整合日益普遍：越来越多的行业，利润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里。举例来说，在过去20年里，75%的美国行业集中程度都升高了。1978年，最赚钱的100家公司所得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总利润的48%，但到2015年，这一数字甚至升至84%。（
详见边栏“少数公司日益增强的权力”

 ）所谓新经济的成功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要对此负责——平台企业迅速发展，其网络效应往往会带来竞争优势，从而迅速将高斯分布转变成帕累托分布，金·卡戴珊和Instagram就是典型案例。

现在我们来探讨，对效率的追求如何融入这一发展趋势中（所谓单一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某些群体如何受到权力和利己主义的诱惑，钻营投机并带来破坏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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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公司日益增强的权力


自1997年以来，美国多数行业的集中程度都越来越高。在经济学家看来，很多行业现在已经“高度集中”。这往往和低水平竞争、高消费者物价和高利润率相关联。




关键：集中度的计算方法

行业中前四大公司控制的份额说明了行业的集中度——这一指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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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集中度在提高……

针对美国超过850个行业自1997年至2012年的集中度变化，绘制的图表显示，2/3的行业出现上升趋势，1/3呈下降趋势。下斜线图表顶部的巨大落差表明，几乎所有在1997年就达到高度集中的行业都维持或提高了集中程度，而且现在很多行业的集中程度都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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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以及《经济学人》（向《哈佛商业评论》提供了以上数据）的分析



……特别是当权力严重向顶级公司倾斜时

在这种情况下，285个行业（约占本次研究行业总数的1/3）都是“巨头行业”：前四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变化了至少10个百分点，其中216个行业的集中程度提高，69个降低。



这种模式在92个“超巨头行业”中尤为显著（这些行业的前四大公司市场份额变化了至少20个百分点）。几乎所有行业的集中程度都提高了，只有10个行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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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在行业层面上成立

通过数据汇总，我们看到，所有行业的集中度都提高了。以下是前四大行业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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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如果没有2012年的数据，我们会选用最近可用年份的数据。



（返回原文阅读）








整合的压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比尔·麦凯维（Bill McKelvey）等研究复杂性的学者，已经找到了系统地将结果转变为帕累托分布的几大因素。其中包括系统承受的压力和系统成员之间连接的便利性。想一想复杂性理论家最喜欢的实例——沙堆。即使将数千沙子一粒粒填进沙堆，沙堆也不会倒塌；一粒沙子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也可能你再填进一粒沙子后，就出现了连锁反应，最后整个沙堆都倒塌了；突然间，一粒沙子有了巨大影响。但如果沙堆处在无重力环境中，就不会倒塌。只有在重力将最后一粒沙子拉拽下来，迫使其他沙子也失去重心后，沙堆才会倒下。

在商业结果中，重力对应的是效率。以美国废弃物管理行业为例。曾经美国各地有数千家小型废弃物管理公司，或者说垃圾回收站。每家公司都会就特定路线安排一到几辆垃圾清运车，为沿线客户提供服务。这数千家公司的利润率满足正态分布。多数都集聚在平均值附近，一些效率极高、规模较大的公司赚到更多利润，一些实力较差的公司赚到较少利润。

之后Waste Management公司（WM）的创始人韦恩·休伊曾加（Wayne Huizenga）加入了战局。从企业的成本结构来看，他明确了两大因素：卡车采购（车辆价格高昂，而且因为使用频繁，需要定期更换）以及保养和维修（车辆使用强度大，所以这一要素尤为重要，而且成本极高）。每家小型公司一次都买一辆或多辆卡车，并经营配套的修理厂，为自己的小车队提供服务。

休伊曾加发现，如果他在某一地区获得多条路线，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首先，他对卡车制造商会有更大的采购优势，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垃圾清运车。其次，他可以关闭单个修理厂，集中建立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工厂。随着改革的实施，效率提高的效应不断叠加。休伊曾加创造了足够资源，可以持续购买小型废弃物管理公司并向新领域扩张，进而扩大WM规模，同时进一步增效。这给所有小型运营商很大竞争压力，因为WM可以进入其领域并提供更低价格。这些小公司要么亏损，要么被WM收购。休伊曾加的成功说明了系统受到的压力剧增。

和沙堆的倒塌一样，行业也会迅速整合；WM作为主导者，获利最多，而第二大整合者Republic Services公司赚到的利润也相当可观。几家规模明显较小的潜在整合者有少量回报，大量小微企业只能勉强维持运营。如今该行业的结构和帕累托分布一致——WM作为赢家，垄断了市场。2017年，公司营收超过140亿美元，在2018年3月去世时，休伊曾加已是亿万富翁。

既然WM如此高效，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呢？难道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受益吗？是由WM还是由众多小公司给环卫工人发薪水，这重要吗？答案是，超高效的垄断模式会增加灾难性失误的风险。为进一步阐释原因，我们来看看一个农业案例。



单一文化的问题

美国多地都曾种植过杏仁，但有些地区更适合杏仁生长。在多数生产环境中，规模效应都可以通过整合获得。事实证明，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央河谷是最适合种植杏仁的地方，如今全世界超过80%的杏仁都产自这里。这是生物学家所谓的“单一文化”的典型商业案例：一家工厂生产一种产品，一家公司主宰一个行业，一种软件主导所有系统。

这种效率是有代价的。杏仁行业有意消除冗余，或者说富余，但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冗余带来的保障。一次本地极端天气事件或一种恶性病毒就会削减一大半全球产量。

整合也会有连锁效应。加州所有的杏花都必须在同一时间段内迅速完成授粉，因为杏树都生长于同一片土壤上，气候条件也完全一样，因此种植者必须从全美各地运来蜂巢。但与此同时，蜜蜂流行病肆虐，人们开始担忧美国人工给所有植物授粉的能力——毕竟植物本来应由蜜蜂授粉。关于蜜蜂流行病的理论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陆运蜂巢是单种栽培中从来未出现的情况，所以蜜蜂的抵抗力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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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利己主义

从WM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高效系统的另一结果——最高效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权力最大的玩家。考虑到人们主要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因此系统越高效，高效组织就越可能钻空子，而当这种情况出现时，高效目标就不再是将社会整体价值长期最大化了。相反，高效开始被解读成，哪些因素能给主导者带来最大直接价值。

你可以在资本市场中看到这种趋势：关键公司决策的制定者会联合最大的股东。具体情况是：机构投资者支持对以股权激励形式发放高管薪酬，之后高管会以提高效率的名义采取行动，削减工资并减少研发和资本支出。成本及时减少后，现金流量随之增加，进而带动股价飙升。这些投资者（特别热衷于投资对冲基金）随后和高管一起出售自己名下股份，获得短期收益——股价会跌到初始水平。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其他人付出了代价。最明显的输家是因公司财产缩水而被解雇的员工。但长期股东也会蒙受损失，因为公司的未来岌岌可危。客户会在产品质量方面受到影响；公司减少对产品改进的投资后，就不能保证质量了。

股东价值的支持者表示，手握更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新进入者会缓解这一状况：他们将雇用下岗职工，大量客户会被他们的产品吸引，股东也会投资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回报的项目。但该观点的前提是，市场内部快速变化，权力没有集中在少数组织手上。有些行业确实如此，比如航空业：飞机和登机口是主要资产，比较容易购买和处理掉，所以每当需求增长，新公司就会进入市场。但创办银行、芯片工厂或电信公司并非易事。（讽刺的是，进入可能是新经济中一些最热门领域里最困难的事。这些领域中，在位企业有网络效应强有力的支撑，并往往因此获得竞争优势。）在有些情况下，权力会过度集中，必须通过政治干预，减少主导者对行业的垄断，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反垄断运动。

养老金公司是个垄断者滥用权力的典型反面例子。理论上，基金经理应就自身长期投资决定的质量展开竞争，因为这才会给养老金领取人提供价值。但美国最大的25家养老金公司中，有19家公司的资产占到全美最大的75家养老金公司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且是政府创建和监管的垄断企业，其客户无法选择提供商。如果你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教师，政府规定，你的退休资产由政府机构得克萨斯州教师退休金（Teacher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来管理。因此，只要基金经理不犯过于明显或公开的错误，工作就比较安稳。他们完全有机会钻空子。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接受贿赂（往往来自对冲基金），选择特定的投资方式（让对冲基金受惠）。仅仅在过去十年里，美国两家最大养老金公司（也是政府垄断企业）的高管就因对冲基金数百万美元的贿赂被起诉。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每发现一起类似事件，就意味着更多人逃脱了追查。此外，贿赂并非总那么明目张胆。养老金经理可以接受自己根本无法负担的奢侈旅行，还有很多人辞职，去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找到了油水丰厚的工作。

养老金行业中另一阴险做法是，将股票借给卖空的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是使用这种计谋的最大组织）后，基金经理可收取好处费，数额相对较低，但肯定能帮他们实现回报目标。这种做法让对冲基金得以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交易商获得了机会，但公司领导者实行长期管理的能力被削弱了。养老金领取人蒙受损失，而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经理从中渔利。

在竞争的无形之手操控下，关注自身利益的人只会在变化迅速的市场中寻求长期价值最大化，因为市场活跃的话，结果就比较随机。如果竞争过程中短期效率是关注点，以上情况就不会出现——如上文所述，一些高效组织的优势往往会持续很久。这些组织获得市场份额的同时，市场支配力也会提升；他们有更多机会谋取私利，而非创造价值。

效率至上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混乱，那么社会该如何遏止这一趋势呢？如上文所述，我们必须更多关注一项较少受到关注的竞争优势：复原力。



向复原力倾斜

复原力是走出困难的能力——在受到冲击后恢复初始状态。现在我们想一想适应既有环境（关注效率的结果）和适应环境变化之间的区别。有复原力的系统往往具备以下几大特征：多样性和冗余，或者说富余，而这些都是效率力图消除的特征。

要避免效率陷阱并增强复原力，组织可以：


限制规模。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反垄断政策的趋势都是放宽管制，避免效率受损。实际上，在美国和欧盟，即使合并可能导致过度集中——效率收益只会给少数垄断者带来好处，但只要冠上“提高效率”的名义，都会被视为正当交易。

我们必须扭转这一趋势。市场垄断即便通过有机增长等合法手段实现，也并非可接受的结果。Facebook凭借核心业务累积的雄厚资本，资助旗下品牌Instagram击败Snapchat，这对世界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我们也不能容许亚马逊剿杀其他所有零售商。英特尔几十年前为了压制AMD，给不使用AMD的电脑制造商折扣，这不值得提倡；近年来高通（Qualcomm）也有类似行为，这并非好事。我们的反垄断政策必须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动态竞争，即便净效率会因此降低。


增加摩擦。
 我们在追求更高效系统的同时，消除了所有摩擦。这就像我们试图创建一个干净到没有任何微生物的房间。就在一切都发展得非常顺利时，一个新的微生物进入了房间，给本没有抵抗力的住户带来极大危害。

为避免类似陷阱，企业和政府必须定期进行免疫治疗。我们不应消除系统内的所有摩擦，而应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增加有益的摩擦，从而提升系统的复原力。

举例来说，降低国际贸易壁垒不应被视为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虽然大卫·李嘉图明确指出贸易会带来效率收益，但他未预见到这对帕累托结果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设置一些贸易壁垒，确保少数巨头不会支配全部市场，即便这种支配似乎可以将效率最大化。法国的小型法棍面包店受到多种监管条例的保护，避免出现激烈竞争。结果是：虽然法国的长棍面包并不便宜，但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面包。日本的非关税壁垒让外国汽车制造商几乎不可能打入本地市场，但日本依然打造出了几家全球最为成功的汽车公司。

资本市场也需要摩擦。美国监管机构当前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流动性，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于是他们先是允许了纽约证交所收购其他多家交易所，之后允许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纽约证交所。如果该目标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那么身家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投资人会以更快的速度，在更有限的大型市场中交易，并获得更不合比例的帕累托结果，而他们本身就已经处在帕累托财富分布的最顶层了。美国监管机构应借鉴欧盟的做法：欧盟阻止了欧洲两家最大交易所——伦敦证交所和德意志交易所的合并。美国也必须停止设置阻碍新进入者建立新交易所的壁垒，因为这些壁垒只会巩固大型合并组织的力量。此外，如果政府禁止公共部门养老基金（如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基金和纽约州公共退休基金）借出股票，卖空和卖空引发的波动就会大幅减少。


提高耐心资本。
 普通股权应该是一种长期股权：公司一旦获得，理论上就会永久持有该资本。但事实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未经公司许可的情况下，在股票市场上购买这种股权。也就是说，普通股权可以是种短期投资。但对于想要制定和部署长期战略的公司来说，长期资本比短期资本的益处要大得多。如果你给我100美元，但告诉我，你有权提前24小时通知我，你要改变这笔钱的使用方式，相比你告诉我，我可以在之后10年内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笔钱，第一种情况中的100美元更有价值。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希望的股票持有期像他开玩笑说的那样是“永久”，那么相比投资只维续几毫秒的量化套利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巴菲特的资本价值更高。

尽管这两种股权投资对公司的价值不同，但都享有同样的权利。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应基于资本持有期限决定表决权。这样的话，每多一天持有一股普通股股票，持有人就会能多一票表决权，持有期限最高可达3650天，或者说10年。如果你在10年内持有100股，就可以投36.5万股股票。如果你卖出这些股票，买家就会在交易当天获得100票表决权。如果买家成为长期持有者，最终可获得36.5万票表决权。但对于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这种维权对冲基金买家来说，持有期以月份为单位，所以长期投资者的战略难免会受到利益左右。我们提到的这种表决权分配方式会奖励提供最有价值资本的长期股东，并让维权对冲基金很难有效控制公司，因为他们购买的股票每股股权只能转变成一票表决权。

有些人认为，这会造成管理持续低效。事实并非如此。在当前情况下，对管理层不满的投资者可以出售他们对每股股票的所有权及附加的表决权。在上文提到的系统中，如果投资者感到不满，也可以出售每股股票的所有权和附加的表决权。但如果很多股东对管理层都表示满意，而某一维权投资者希望赚快钱，于是迫使公司出售资产、削减研发费用或采取其他可能危害公司未来的行动，那么他获取表决权，进而实现其目标的行为就会遭到有力抵制。


创造好工作。
 我们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产生了这一想法：常规工作是必须最小化的成本。公司对培训和技能发展的投资不足；雇用临时工和兼职人员；为避免“多余时间”，工作安排过于紧张；设置的工作对技能要求不多，所以薪酬会极低。但另一事实被忽视了：人力不仅仅是种成本，还是可以产生效益的资源，但现在的管理方式在降低人力成本的同时，压低了这部分效益。

如果我们关注长期生产率，会怎样？如果我们不再设置低技能、低工资的钟点工工作，而是创造带来效益和价值的工作，会怎样？在《好工作战略》一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指出，有些折扣零售商对员工的投资加倍，招募更敬业、更懂行的员工，提高客户服务水平，降低流动率并提高销量和利润，从而进一步扩大投资。好工作战略有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关键点：容许冗余，或者说给员工宽裕时间，让他们更自发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好工作战略不仅仅只有益于企业。廉价劳动力模式会让整体经济都付出惨痛代价。沃尔玛等公司在压缩劳动成本时，只是将以前由雇主承担的成本转嫁给纳税人。近期的国会研究评估了一家有200名雇员的沃尔玛门店对联邦预算的影响。研究表明，每名员工每年的低薪补助要花掉纳税人2759美元（按2018年美元价值计算），包括食品和能源补贴、住房和医疗援助、联邦税收抵免等。考虑到沃尔玛有1.1万家门店和230万雇员，公司引以为豪的劳动效率似乎代价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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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复原力。
 管理教育的核心是一心一意追求效率，并侧重培训学生的分析技巧——利用短期指标评估提效能力。结果是，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我认为他们无意中）建立了极其缺乏复原力的高效企业。

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和学生无疑会提出异议。但他们的课程恰恰反映了这一问题。金融学教学生竭力打造高效的金融机构。人力资源学教学生高效的人员配置。市场营销学教导如何高效定位细分市场并进行销售。运营管理学教导如何提高工厂效率。终极目标是将股东价值最大化。

当然，这些本非坏事。公司应在长期内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问题在于，现在市值是定义股东价值的指标。同样，本季度劳动力成本降低也是体现效率的指标。将本年度运营环境的资本结构优化，体现了高效的资本配置。这些都是评估长期结果的短期方式。

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上述短期指标，管理者就会设法在这些方面取得最高业绩，即便长期复原力会因此受损。维权对冲基金将控制公司，并以短期指标为方向迫使公司采取相应行动，从而实现高效。监管者和代理表决权顾问机构会支持这些基金；他们会继续以为，自己的行为与公司脆弱化现象无关。

为了民主资本主义的未来，管理教育必须呼吁加强复原力，而非持反对意见。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指出，现代历史的主题是专制主义和现在所谓“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后者显然占了上风，但要说取得胜利（福山这样认为）还有些勉强。每天我们都发现新证据，证明民主资本主义一直以来的基础——经济效率，并不能合理分配新增收益。帕累托分布的残酷现实威胁到了全体选民的核心价值观：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可以在长期内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系统变得更脆弱且更不公平，这远非我们所愿。改变必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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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
 是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著有《创造伟大选择：领导者的整合思维指南》（Creating Great Choices: A Leader's Guide to Integrative Thinking，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





聚光灯 SPOTLIGHT



数据显示：成功导致不平等

雅各布·格林斯庞（Jacob Greenspon）

达伦·卡恩（Darren Karn）| 文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的经济复苏有两个特点：社会团结和贫富差距缩小。2007年至2009年大衰退之后的复苏则截然不同。举例来说，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明显扩大，最成功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急剧扩大。





富人收入越来越高（高很多）

自1971年以来，处于财富分布后半段的人群收入一直停滞不前。排在后50%至90%的美国人，收入只增长了1/3，但排在前10%的美国人收入增长了一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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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的公司渐行渐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最高和收入处在中位数公司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最新数据显示，收入处于第90百分位以上（即前10%）的公司所得回报几乎是其资本投入的两倍，而中等收入公司的数据则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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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不再进步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数美国人的联邦所得税税率稳步上升，直到1981年和1986年里根减税后大幅下跌。自1966年以来，收入最高的美国人对最终收入所缴纳的税款大幅减少；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的人所缴纳税款的缩减幅度要小得多——在有些情况下还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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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完全复苏，但房价还没有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房价回升缓慢——这意味着财富主要为房产的美国人变得更加贫穷。从2007年到2016年，最底层的50%美国人平均损失了16%的财富（经通胀调整后）。但2016年的主要股市指数比2007水平高30%——这一反弹主要受财富增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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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格林斯庞
 和达伦·卡恩
 分别为马丁繁荣研究所的研究员和高级助理研究员。





聚光灯 SPOTLIGHT





福特汽车公司CEO
 吉姆·哈克特：



“复杂性的成本

很难被察觉”

“THE COSTS OF COMPLEXITY ARE HARD TO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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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福特汽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的总部，大厅里赫然摆着一辆T型车复制品。这是流水线生产的第一辆车，多年来只有一种颜色——黑色。这辆车提醒着人们，公司可以因高效实现行业垄断。但在第12层楼上，总裁兼CEO吉姆·哈克特（Jim Hackett）正带领公司向另一目标迈进：他称之为“企业适应力”（corporate fitness）。哈克特曾领导办公家具公司Steelcase完成IPO，并带领公司从销售小隔间向销售开放式办公空间转型。2013年，他进入福特董事会；2016年，他离开这一职位，成为福特智能移动的董事长。2017年5月，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Bill Ford）任命他为CEO。在最近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丹尼尔·麦克金（Daniel McGinn）的对话中，哈克特（曾与本期封面文章《效率的高昂代价》作者兼战略顾问罗杰·马丁有过长期合作）谈到了效率和适应力之间的区别，他如何和员工沟通复杂观念，以及让华尔街相信他正成功推动公司前进有多困难。以下为本次对话节选。





HBR英文版：
 汽车制造商痴迷于效率。罗杰·马丁提出的“公司不能太过高效”观点是种异端邪说吗？



哈克特：
 过去一直流行这句话：“你想要速度、质量还是低成本？三个中，你只能实现两个。”效率是对这三种目标的平衡。但如今我们的输赢取决于是否有更好的系统设计。系统本身必须高效，因为一旦使用太多资源，它就不能存活下去。但成功不仅仅关乎效率。




是否和你所谓的“企业适应力”有关？你如何定义这个词？


人们会问：“你为什么不说：‘我们压缩成本吧？’”但当我提到“适应力”的时候，我想的是达尔文对“适者生存”的理解——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变得更具竞争力。现在的竞争力和很多因素都有关。订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交付？公司能提供多少产品？你的员工配置是否正确？企业必须有对的人和合理的设计，才能取得成功。




你对组织进化的认知源于达尔文？


是的。多年前，有位教授给了我一沓圣菲研究所物理学家写的白皮书，我对这堆资料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开始了解到复杂系统理论：进化不仅仅是种生物过程，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我不禁问自己：“既然达尔文思想在自然界中成立，商业中怎么能不成立呢？达尔文主义是不是可以解释一切？”




你在Steelcase时怎么应用了达尔文思想？


我在Steelcase当了20年的CEO，就像达尔文对生物学的研究一样，我看着这家公司一步步进化到现在。我发现我处在波动模式中：我在经济衰退期间缩小公司规模，然后再扩大，再缩减，再扩大。这并非健康发展模式。我们必须降低平均成本，面向所有国家设计公司。这就是我所谓“适应力”的部分意义。




听上去你是将适应力定义为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所以擅长长跑的马拉松运动员是“高效”的，而能够应对一系列体能挑战的十项全能运动员“适应力更强”，可以这样说吗？


差不多。我要用另一种类比方式。假设你和我正在攀登一座高山。我打败了你，但只快了十亿分之一秒。假如第二年我再来比赛，并对自己说：“我要比去年做得更好。”我发起竞赛，我还是赢家——我占到先机。但山上的环境变了，所以我要想再取得胜利，就必须比去年表现得更好。这就是困难的地方：竞争是动态的，或者说是达尔文主义的现实体现。企业往往关注市场份额、利润和每股收益。这些的确重要，但重要的不仅是我们和其他汽车制造商的每股收益对比，还应包括我们和亚马逊的周期时间对比等。亚马逊不仅制造汽车，还能销售整车或汽车部件。这就是颠覆的结果。你可能不会输给常规性竞争者，真正难应付的是突变。你不能指望你爬的那座山会永远不变。




为提高福特的适应力，你采取的做法包括在更有限的平台上建立模型，以及减少消费者可选择的方案和配置数量。为向这个方向转型，福特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了很大努力。为何没有成效呢？


复杂性干扰了我们。在自然界，森林大火烧掉了灌木丛，实际上有助于树木茁壮成长。福特正处在消除复杂性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得到很好的结果。我的担忧是，汽车行业的妊娠期比我原来的行业长。我不希望员工失去信心；我清楚这些理论会有成效。大家都说：“我们还没看到效果。”但他们总会看到的。复杂性成本在没有完全消除前很难被察觉。




你倾向使用非常复杂的理念，并用复杂的方式描述这些理念。作为领导者，这会带来挑战吗？


毫无疑问会。好消息是，我在Steelcase就经历过这种挑战了。我的工作是，描绘出员工可以理解的蓝图。我故意使用不同语言。为什么说“适应力”，而非“压缩成本”呢？因为压缩成本就是要憋住一口气。但如果你只是憋气，却不做出任何改变，成本（这口气）还会涨回来。大衰退时期，福特大幅降低了盈亏平衡点。但成本还会回来，因为公司并没有改变设计。我正尝试在沟通方面做出改变。一种方法是授权一部分沟通工作；另一方法是将我们的计划归纳总结，方便员工理解和执行。




回到2012年或2013年，就在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的CEO任期已经接近尾声时，福特可以做出哪些不一样的决定，让现在的处境更好一些？


我一般都会先说，当时的管理团队非常精明。所以他们丢失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当我们的战略出现时，我们的竞争对手都破产了。福特是更强大、更具适应力的公司，因此避免了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这算是优势。但弊端是，从破产中走出来的竞争对手更强大并更具适应力。破产迫使他们重新设计企业。福特失去的是，当竞争对手的适应力增强时，我们对自己的发展轨迹感到自满，因此我们没有做足够的改变。




福特作为家族企业，容易进行大规模改革吗？


福特家族就是我们所说的长弧股东。他们自1903年以来就是公司所有人，并保留了40%的表决权。这说明他们对公司依然有很大把控权。比尔·福特想要获胜。让他引以为豪的是福特的前瞻性——公司对待员工和影响环境的方式。但他在驾驶福特野马时，依然会兴奋得睁大双眼；产品的生命力对他来说极为重要。在我接受这份工作前，我们曾促膝长谈。我告诉他，他有一堆人可以选择，我可能不是那个合适的人。我并没有主动推荐自己——我是被要求考虑一下这份工作。




你为什么不是“最合适的人”？


和你之前谈到那一点有关：沟通。本次转型的性质在初期阶段会很简单且容易理解吗？我告诉他，要在组织内部看到成效，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有所斩获，华尔街随后会跟进。




成为CEO以后，你宣布福特将在美国停售多数车型。为什么你的结论是，你们不能在那些细分市场获胜？


如果你大致勾画一下T型车，就会得到一个轮廓。我问其他人：“如今这个轮廓在哪里能看到？市场上还有吗？”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轮廓，或者说汽车的形状已经改变了，因为世界、市场和人的体型都变了。

小轿车的形状变了，因为消费者现在更偏好大型车，比如SUV。过去，汽车制造商不愿停售小型车，因为担心一旦油价上涨，他们就完了。低油价让我们知道消费者更喜欢什么：他们偏好大型车。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驱动模式：电池供能和混合动力。我们正在设计有更大轮廓，同时不会牺牲燃效的汽车。




罗杰·马丁认为，效率会减少冗余并削弱复原力，导致系统风险增加。福特过于依赖F-150皮卡，复原力会因此降低吗，毕竟这款车是公司所有利润的来源？


我们的确因F-150而获得明显优势，在这个领域我们是赢家。有了它，我们可以承受更多风险。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开发具有和F-150同样性能的其他车型。有更大马力和扭矩的皮卡车Super Duty今年比F-150增长得更快。我们在会议中谈到了Super Duty靠什么适应了当前形势。为什么它会这么受欢迎？因为买家要做的工作是F-150擅长的领域。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真的了解这款车的性能吗？我们该如何在未来更好地支持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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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汽车制造商一样，福特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投入也很大。这些车何时进入市场？


我对此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未来自动驾驶可能超出人们的认知。有句话大概这样讲：人们高估了技术的短期影响，低估了长期影响。这句话在自动驾驶领域也成立。当自动驾驶汽车真的到来时，就会是可怕的颠覆者。




在这个政治不确定性加剧，贸易政策风向转变的时代，企业适应力是不是显得尤为重要？


贸易系统处在平衡状态时，对我们最有利。你可以在平衡状态下设计公司。我们不希望被卷入贸易战；那是个糟糕的主意。我们不需要确定性——我们可以应付环境的跌宕起伏或原材料的短缺。但加征25%关税的突然决定就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你使用“教导”这个词的次数比大多数CEO都多。这是你领导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吗？


在这样的职位上，你的手下会是能力很强的人。他们不需要你每天鞭策他们，所以我要扮演的角色是，帮助他们了解，如何利用智慧和好奇心，做出更好的设计，而非给他们下达命令。我请求员工让我扮演这一角色，并抱有耐心。我们正进入同一节奏中。




在你的行业中，特斯拉受到了极大关注。这家公司制造了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但很难扩大产量。你如何看待这一挑战？


人们有时会说某件事不是艰深的“火箭科学”。我的竞争对手伊隆·马斯克（Elon Musk）还真的就是个火箭科学家。我非常敬重他，因为他挑战了系统的设计方式。

福特每四秒钟就生产出一辆车。所以我们系统的适应力是初创公司难以企及的。如何将系统整合起来是道物理难题——和将火箭发射到太空一样难。但因为特斯拉的出现，系统的适应力无疑增强了。现在客户期望汽车软件都可以无线更新，因为特斯拉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这项技术将是汽车行业的“桌上筹码”之一，而这要归功于马斯克。




特斯拉的存在有助于你说服员工，让他们不要将眼光局限于通用和丰田，而是想象不一样的竞争对手吗？


如果一家汽车公司的某款车接到40万或50万的预售订单，你就要留意了。这种谦逊是达尔文教我们的：你的未来没有保障。这不代表我们要悲观，只是提示我们，设计可能要改变了。





对话 HBR-C DIALOGUE




百度总裁张亚勤：


AI时代，拿了一副好牌

刘筱薇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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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互联时代到智能互联时代，科技创新和商业拓展的机遇何在？未来科技巨头的竞争将集中在云和人工智能上，这是微软夺得全球云业务霸主之后，主流的分析观点。根据微软公司2018年的三季报，微软云业务的收入达到87亿美元，由此，在过去的12个月间，微软在云业务上的收入达到267亿美元，超过亚马逊。

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微软和亚马逊，也不仅只适用于美国，在中国同样适用。为了争夺云市场，各科技巨头纷纷加大了在云业务上的投资，BAT更是各显神通，纷纷打造混合云服务，并加快云计算的升级。目前，阿里云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或许是微软的成功案例，让百度云的掌门人，百度总裁张亚勤对百度云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理由是，由于市场已经从移动互联时代进入到AI 时代，因此，技术优势将使得百度云异军突起。

2014年9月，张亚勤离开微软，成为百度总裁，负责技术体系和新兴业务群组。作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中举足轻重的领袖级人物，同时也曾是促成微软Azure云落地中国的核心人物，张亚勤表示，百度云不是简单的云端。承载百度140项人工智能能力的百度云是百度技术输出与赋能的窗口，目前已与金融、通信、制造等行业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企业级云服务市场具有明显优势。百度云的最新财报显示，百度云的用户数和合作伙伴数都同比增长了3倍，市场营收翻了4倍，用户流量则实现了5倍增长。

2018年11月，在百度世界大会间隙，《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独家专访了张亚勤。在采访中，张亚勤指出，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相继落下帷幕。PC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和IT软硬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此一批利用技术最先发力的互联网公司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如微软、IBM。移动时代，大量App和平台涌现，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新产品模式、用户交互模式和商业模式的成功，却鲜见核心技术的突破。百度作为一家以技术为强驱动的科技企业，在这一时期渐失增长动力，成为BAT中市值唯一没有达到千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

但随着云计算的行业应用市场的打开和云计算生态的形成，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扩大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对多个行业，乃至物理世界和未来生产生活方式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并将人类带入AI时代。张亚勤认为，人工智能将是比移动互联网大十倍的市场，而在这一高精尖领域中，老牌互联网企业得益于其基因、技术储备和规模效应，在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了最好的位置。在移动互联时期稍显沉寂的百度也会凭借AI能力，再次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以下为本次专访的节选。



时代变了



HBR中文版：
 百度凭借搜索引擎开拓疆土，在进入AI时代后对自身的定位和未来战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亚勤：
 我们的AI战略是很早就确立的重大战略，也决定了百度现在和未来业务的布局规划，用“百度体”来概括就是“夯实移动基础，决胜AI时代”。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抢占先机。百度拥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已经在软硬件技术储备、科研配套资金和人才储备具备领先优势。目前，我们主要在推进技术布局和技术在产业中落地应用。我们针对家和车两大场景，分别建立了AI技术平台、DuerOS开放平台和Apollo（阿波罗）开放平台，并以强大的百度云为载体，与钢铁、种植、汽车制造、金融、客服、新零售等产业的公司展开合作，输出ABC领域的先进技术，帮助合作伙伴降本增效——这代表我们已经从传统的消费互联网领域进军产业互联网，大举开辟To B市场。




人物小传

张亚勤

百度公司总裁

张亚勤博士于2014年加入百度(NASDAQ: BIDU)，担任百度公司总裁。百度是一家领先的全球化互联网公司，专注于移动、搜索及人工智能，在全球20个国家有超过4.5万名员工。加入百度之前，张博士曾供职于微软16年，其间历任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董事长、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等要职。此前，他曾担任美国 Sarnoff公司多媒体实验室主任（1994-1998）和GTE （Verizon）实验室高级研究员（1990-1993）。

张亚勤博士是数字视频和通信领域世界级科学家和企业家，其职业发展过程中拥有60多项美国专利，发表5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12本专著，牵头开发数字视频、网络、操作系统和云计算领域的多个核心产品，为互联网与软件产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张博士作为自动驾驶和云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担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自动驾驶委员会委员。

张亚勤博士在国际上获得过诸多专业奖项和荣誉。1997年他被授予IEEE Fellow，成为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2017年当选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ATSE)院士，也是澳大利亚该年度授予的唯一外籍院士。他曾获得“杰出电子工程师奖”、IEEE“行业先锋奖”、多项IEEE最佳论文奖，并被《IT时报》《CNBC》《商业周刊》《全球商业》等媒体评为亚洲十大CEO、年度最佳CEO、50位全球影响力人物、十大创新人物等称号。张亚勤博士是五家高科技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参与过多种国际技术标准的制订，是全球八所领先大学的校董或名誉教授。

张亚勤博士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乔治华盛顿大学科学博士，并于哈佛大学总裁工商管理项目毕业。







HBR中文版：
 现在不仅企业在谈“智能化”，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AI的发展。这样的市场前景吸引了大量企业的目光，包括阿里和腾讯也在部署企业级云服务。百度如何争取领先者地位？



张亚勤：
 我们在PC互联网时期崛起的关键是搜索技术，到了移动互联时期，可能在市场理解和运营方面略输一筹，失去了一些机会。此外，互联网变得封闭，每个大的App实际上都是封闭的小系统，系统之间开放与否取决于商业之间的契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搜索造成了困难。但到了AI时代，整个互联网系统在重构，App将会慢慢被取代，只存在我们所谓的内容或者说内容中的技能。随着藩篱的打开和结构的变化，百度的劣势会明显缩小。

此外，百度的AI技术优势非常明显。我们的“百度大脑”已进化到3.0版本，在图像处理、语音交互、自然语言处理、用户画像、知识图谱等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生态上，百度作为全球最大、最开放、能力最强的AI生态和平台公司，在全球AI开放生态影响力上处于第一位次。可以说，在技术为王的AI时代，百度拿了一副好牌。



Cloud 2.0



HBR中文版：
 现在搜索对百度的意义是什么？



张亚勤：
 搜索对百度来说，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十分重要。AI并非一夜之间建成。搜索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里最重要的互联网业务。搜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信息数据，需要结构化并建立数据的知识图谱，所以搜索公司都必须开发云。此外，你在搜索时提出的问题，会得到相应回答，有时是一段答案，有时是一个链接——这是一个很智能的过程。为什么我们会有先发优势？因为我们在业务逻辑的探索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综合运用了多方面的AI能力。反过来，我们的业务也是AI应用的天然场景。





HBR中文版：
 除搜索外，你们开辟的车、家、企业云业务有哪些重要意义？



张亚勤：
 垂直行业中，车和家是我们特别重要的领域。因为我们围绕这两个场景建立了自己的生态，而生态的成长依托于前端的海量数据——光车的场景每天就有1T的数据保存到后端云中。生态扩大后，我们的云也就会发展起来，分析能力、计算能力和AI能力自然会提升，反过来对前端的支持能力也会加强。





HBR中文版：
 这是你们内部云的能力，还是面向企业的云？



张亚勤：
 我们内部的云本身处在行业领先水平。目前，中国云端的三个最大工作负载（workload）——搜索、视频和存储，都是由百度提供。这三个工作负载用到的大型数据中心、大型分布式计算工具、大型数据分析工具等基础设施，我们都已搭建完毕。过去我们做的主要是把计算、存储、通讯、数据，还有商业流程和商业智能等IT技术，变成一种云服务；或者说，用云搭建起公司的整个IT架构。我将这一阶段称为Cloud1.0时期。

Cloud1.0时期，百度的云只是用于内部开发，但现在我们将云开放出来，以云为载体开发多种垂直业务，并与多个垂直行业的企业展开合作，比如教育、医疗、金融、物流、制造业等。将私有云变成公有云，不仅标志着我们向To B市场的倾斜，也促进了云计算架构发生质变和ABC深度的融合与落地。现在云计算已不是一种概念或基础设施，而是在多个行业、场景中加速万物相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进入了Cloud 2.0时代。





HBR中文版：
 Cloud 2.0时代出现了哪些重要变化和进展？



张亚勤：
 Cloud 2.0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新的数字化。早期的数字化更多是内容数字化，比如语音、图片、视频，包括商业流程和企业的数字化。新的数字化是对物理世界的数字化。比如最近我们在讲对公路的数字化，在公路上设置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将现在物理公路变成信息公路。过去大家都在建立虚拟公路，现在你发现随着AI的出现，物理公路和汽车本身都数字化了。人脸和语音识别等更复杂高级的AI技术，加快了物理世界数字化的速度。





HBR中文版：
 那过去IT产生的数据和现在可能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了。



张亚勤：
 对，所以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云会有新能力，不仅仅是提供基础设施，更要提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能力。Cloud 2.0时代，人工智能会作为一种服务，进入各行各业，开发各种新能力和新服务。第三点，整个系统架构或者说云架构的大变革。PC时代的IT产业是完全分布式的，但没有连接。云计算1.0时期，IT又开始中心化了。现在的趋势变化叫做矩阵式架构，即中心加边缘，这一时期的数据爆炸了，不能全部传到云上，所以会在本地做计算，比如自动驾驶中，90%的决定一定在车上做，10%在云上。所以未来的架构既会中心化，也会有分散的地方。简单来讲，云在2.0时代更多提供了AI能力，1.0时期则更多是一种基础设施。





HBR中文版：
 就中国本土而言，云计算的市场竞争格局会有怎样的变化？



张亚勤：
 我们从云1.0时期开始讲起。那时，企业就是提供IT基础设施，这个时候谁先发动，谁就有规模效应，后面的企业会追赶得很辛苦。此外，中国云计算市场空间很大，目前不管是阿里、腾讯还是百度，我们所有的云计算服务都加起来市值还很小，可能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多一些。我想中国以后的市场一定和美国是差不多大，甚至可能会更大一点，所以目前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HBR中文版：
 现在的领先并不算真正的领先？



张亚勤：
 没错。到2.0时代，百度机会更大，因为这时比拼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更多的是ABC的能力，也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的能力。特别是我们将私有云开放后，会更顺应未来的发展趋势。



进军B端



HBR中文版：
 百度是怎样进军B端市场的？和其他提供企业级服务的老对手相比，百度的竞争底气何在？



张亚勤：
 百度的AI to C主要通过搜索实现，to B的载体则是云。作为百度AI战略的载体和原动力，百度云是百度大脑的云化，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百度云以人工智能为中枢，以大数据为依托，以云计算为基础，全面输出百度ABC技术能力和资源。Cloud2.0时代重点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业务场景，提供智能的解决方案，从同质化的基础云服务竞争上升到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层面的综合性竞争。现在，我们的ABC已经完成3.0版本的升级，为B端市场提供最全面、最落地的A；最开放、最安全的B；以及持续领先的C。ABC不仅是A+B+C，还是一套可扩展的架构，能够将物联网、边缘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灵活地嵌入其中，最终让ABC真正做到无处不在。

百度是AI落地应用行业最广的公司，大力推进To B商业对接。我们针对不同行业差异化需求，推出了定制化的垂直行业解决方案，建设ABC+全产业体系。我们在金融、工业、交通、传媒、消费升级等行业赛道重点部署，开启与垂直领域相关企业的合作，赋能产业伙伴的同时，打开B端市场，完善我们的商业版图。





HBR中文版：
 你们的合作伙伴会更期待技术共享，还是担心你们进入他们的行业后会加剧竞争？



张亚勤：
 这个行业刚开始，容量巨大，现在企业更迫切需要“上云”来更加科学和快速地释放企业数字潜力。未来90%的组织都会上云，各行各业需要以云为载体，通过AI脑力获取行业知识，洞悉行业未来可能的方向。这也是为什么百度云要将自己的云开放，帮助企业上我们的云或者建立混合云，从而通过ABC赋能企业级市场。而且如果你目标清晰，就不会和合作伙伴有直接竞争。我们和所有公司都是竞合关系，没有百分之百的竞争，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合作。





HBR中文版：
 你们已经开始通过云，融合哪些垂直行业了？



张亚勤：
 我们在有些垂直行业里，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比如金融业。我们可以为金融企业提供精准营销、智能客服、智能风控和运营优化等多种基于ABC技术的服务。仅人脸识别技术，就已经得到大量应用，比如我们和广发银行合作，共同打造了人脸识别技术通用平台，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为金融场景提供身份验证支持。

在和农行的深度合作中，我们将百度大脑AI能力与农行金融业务场景进行了融合，帮助农行构建金融大脑智能云服务平台，支持农业银行智能银行建设转型。基于金融大脑，农行在掌银渠道、集中运营、风险控制、客户画像、精准营销等方面都推出智能应用，极大提升了客户服务体验。百度云支持的人脸活体认证、信用评分、交易反欺诈等功能，进一步加强提高了信用风险和交易风险的管理水平。我们的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还能制作客户画像标签、产品精准推荐等，充分推动农行的营销业务转型。





HBR中文版：
 这些能力对金融业这样的基础行业尤为重要。



张亚勤：
 对。我第二个要谈到的行业是制造业。我们最早开发了一个物联网的边缘计算平台，叫“天工智能物联网”，面向的是机器人、钢铁等行业的企业。在落地时，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我们后面专门做了一体化方案，软件叫ABC Stack，硬件直接放在企业的服务器中去部署。ABC Stack升级到2.0版本后，可以全形态输出140多项AI能力，9个开源开放的大数据服务能力，以及10种计算实例、6类网络组件、3级对象存储等强大的基础云服务能力。





HBR中文版：
 如何落地也很重要。



张亚勤：
 对。以钢厂为例。我们之前还没考虑过这个行业，后来发现钢厂的有些流程，比如质量检测，用电脑模型识别分析图像，花费很大人力物力。但这其实是AI的机器学习里面一个很容易的场景。目前机器学习没那么智能，但就分析同类型的海量数据而言还是很聪明的。例如质量检测中，钢的瑕疵有很多图像，我们可以建立AI模型去学习。机器学习之后，检测效果一定是比人好。





HBR中文版：
 所以要选择可以发挥机器学习优势的行业。



张亚勤：
 的确。只要行业是垂直的，在模式识别和检测方面，机器绝对要比人厉害。人脸识别已经通过大量数据的训练、模型、参数优化，所以精准度高、节省人力、提高效率。比如在和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合作中，百度云 ABC 一体机中的百度云图像识别的功能， 能够有效提取红色铁皮、褶皱、孔洞等残次品特征，建立基于机器视觉的钢板缺陷分类模型，可视化呈现钢材缺陷分类结果。在2017百度云智峰会现场，百度云 ABC 一体机对钢材图片进行现场预测，准确率达99.98%。

另外，客服中也有大量重复的语音问题，这也是展现了语音识别技术和机器学习优越性的领域。我们的智能客服极大程度上减少了人的工作量，而且可以应用在多个行业。比如和东方航空的合作案例中，我们帮助客户构建新一代智能客服系统，从而沉淀知识库、优化运营、降本增效和实现服务智能化升级。智能客服解决方案在渠道、端、内部员工中收集信息，通过接入层将信息交由AI组件层、模型层、数据层组成的智能模块，进行智能化处理，极大提升了信息处理准确率。





HBR中文版：
 百度也可以利用自身技术开辟新领域。



张亚勤：
 当然，我们以AI为引擎，促进了信息流、教育、视频等自身业务的智能化发展。比如百度做了大量视频，目前短视频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1亿，日分发量达30亿。我们的搜索技术能使高质量的视频结果占比达20%，用户通过语音搜索关键词和语句，就能迅速匹配定位到自己所喜欢的视频内容，这大大降低用户的时间成本，提升娱乐体验。用户在百度App中信息流、搜索框入口以及好看视频App、全民小视频App，均可以畅享百度的短视频乐趣。对视频本身的编码、解码、转码、流媒体，包括内容的审核、内容的结构化、搜索、识别中，都有很广泛的AI应用。



“阿波罗”计划



HBR中文版：
 百度自身的两大业务场景车和家又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张亚勤：
 先谈下家庭场景。我们现在的对话式AI操作系统是DuerOS，现在主要通过语音连接，未来会有更丰富的交互场景和系统。DuerOS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已经承载在100多个不同的设备，包括我们自己的小度音箱。我们同时和TCL、海尔等厂商在电视等各个不同场景进行多方面合作，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是和合作伙伴一起搭建的操作系统或者平台，上面开发他们的应用和硬件产品。我们的财报显示，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习惯用DuerOS进行语音搜索、观看视频、听音乐和操控其他智能家居设备。DuerOS正在连接起家居生活全流程，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都拥有一个私人AI助手。





HBR中文版：
 大家都知道百度的自动驾驶技术先进，2017年在北京五环路的实验引起了轰动。



张亚勤：
 百度做车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我们在2013年研发自动驾驶技术时，更多从视觉、感知系统、传感系统、机器学习、高精地图着手。2017年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举措，把沉淀的这些技术和代码、平台都开放出来，打造了全球最大自动驾驶平台Apollo。

开放代表一种新模式。当你开放的时候，整个产业，不管是国内，还是全球，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了。基本上所有大厂商，包括汽车制造厂商、芯片厂商或者一级制造商（Tier1），都愿意跟你对话，因为你没有发起竞争，而是寻求共赢。经过一年半的发展，Apollo取得很大进展，超过我们的预期。





HBR中文版：
 形成生态圈，对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极为有利。



张亚勤：
 对。随着Apollo生态平台不断扩大，我们在L4级自动驾驶汽车的运营经验上持续领跑业界。2018年7月正式下线的自动驾驶小巴“阿波龙”，已经在国内十多个地区展开运营，运行了一万多公里，服务人次超过万人，实现100多天的安全运营。我们还准备拓展车路协同解决方案的落地，与政府部门深入合作，一起构筑全域数据感知与全局实时决策的智能交通体系。我们还会以AI 城市的大局观，更全面地解决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城市规划、环境治理等问题。

对整个行业而言，建立生态圈有三大好处。首先我们避免了重复性开发。我们的很多技术不管是通过平台还是通过模块，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使用。第二，硬件厂商还可以贡献自身技术，只要他们的产品可以嵌到Apollo标准，就能在行业内普及。这就拉动了整个生态的良性发展，形成正向的循环。第三，正因为有Apollo联盟，大家有很多对话的机会。现在不仅是我们单独和厂商对话，所有参与计划的厂商都在一起进行对话，相互给出反馈。这对我们提升Apollo技术和落地也都有好处。





HBR中文版：
 这个思路就像当年谷歌在手机端做安卓系统的模式，是吗？



张亚勤：
 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完全一样。对比当年的安卓和iOS系统，我们看到谷歌采取的开放系统还是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开始希望做自动驾驶领域的安卓。但我近期和二三十家芯片制造商和Tier1的大型厂商CEO交流，发现大家都在革新和寻求突破。一方面整个产业空间很大，有大量新机会，但另一方面各种风险都存在。到底未来是属于技术公司、汽车公司，还是出行公司，谁会有更大话语权？结果还未见分晓。





HBR中文版：
 为什么着重发展车这个场景？



张亚勤：
 百度最大的AI场景一开始是搜索，但未来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场景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是我们未来几年一个梦想级的挑战，其中有最艰巨的人工智能难题。AI最先需要解决的是感知问题。你要在汽车里面安装各种传感器，用不同的摄像机等等，实现人类五官的感知。其次是决策，第三点是行动。这些工作必须在实时，以最安全的方式去完成，而如果这件事做成了，AI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自动驾驶让大家这么兴奋？因为它很难，但一旦攻克，AI离真正实现就不远了。这像阿波罗登月。登月本身是一种渴望，但要实现登月，你必须对通信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火箭发射技术，包括医疗和食品保鲜技术都有重大的技术突破。





HBR中文版：
 所以百度将自动驾驶平台命名为“阿波罗”？



张亚勤：
 对的。



拥抱5G



HBR中文版：
 5G也是一个划时代技术。你认为，5G会对未来有哪些影响？



张亚勤：
 5G为AI时代的大规模计算任务架设了新高速公路，是AI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每一次网络基础架构的变革都会催生新的产业。3G催生了移动互联，4G催生了视频，我觉得5G会催生AI产业。也就是说，嫁接在5G基础设施之上的自动驾驶、智能家居、AR等应用将成为新的产业。在3G、4G时代，中国是跟随者，而在5G时代有望成为引领者。





HBR中文版：
 百度的战略会发生变化吗？



张亚勤：
 5G时代，百度AI战略落地速度会加快。技术方面，在5G的支撑下，新架构、边缘计算将更好地满足如无人车所需的低延时、高速度、快速决策的功能需求。我们的自动驾驶、物联网及端云一体平台等会有更先进的网络架构、更大的数据吞吐量和更快的数据处理效率。业务布局方面，百度有成熟的AI战略架构。DuerOS、Apollo和百度云构成的“两端一云”会成为新增长引擎。百度还在2018年于国内首发智能边缘，同时完成了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金融等广泛落地。5G为我们AI战略落地提供新一代网络支撑。





HBR中文版：
 百度如何布局5G？



张亚勤：
 针对新一代5G布局，我们一方面积极推动Over The Edge（OTE）等技术研发和应用。另一方面则探索“5G+AI+边缘计算”的垂直合作模式。我们与Intel共建“5G+AI边缘计算联合实验室”，加速移动边缘计算（MEC）研发；与联通共建“5G+AI联合实验室”；与华为在5G MEC领域战略合作。联合以运营商为代表的网络层、以英特尔为代表的芯片层、以华为为代表的设备层等进行创新布局，是百度在5G时代的新打法。





HBR中文版：
 为什么选择联合研发的模式介入5G？



张亚勤：
 这种模式，有助于5G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也让我们更快实现在云边缘节点、普适服务器、智能终端和MEC节点等全面赋能应用，同时降低互联网应用接入边缘资源门槛，提供不同场景下的边缘解决方案。举例来讲，在无人驾驶领域，我们与中兴和中国电信在雄安开展基于5G的感知共享技术研发，有望在uRLLC标准冻结前，抢占5G市场先机。此外，百度与华为将在MEC平台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验证等方面，打造兼容电信MEC功能和互联网边缘计算应用需求的开放平台。这是互联网企业和电信设备商在5G MEC领域的首次合作，对我们在5G时代建立先发优势和实现共赢有重要意义。



长期导向



HBR中文版：
 百度凭借技术优势，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独树一帜。有人说，你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标企业从来都是谷歌，你怎么看
 ？


张亚勤：
 我们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当然会参考对手或者其他行业伙伴，以及产业势态和主要趋势，但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对标哪家公司。我们从来都不是追随者，也不会因为要打败谁而发起直接竞争。





HBR中文版：
 近期Facebook泄密丑闻让大众对互联网巨头的疑虑越来越大。百度如何保证个人和企业隐私得到保护？



张亚勤：
 失去客户和用户信任的公司是没有生命力的。Facebook因泄漏用户隐私，股价几乎触底，失信于众，后果惨重，这给互联网巨头敲响了警钟。现在欧盟、美国、中国等多个国家都在推出隐私法和安全法，对大型数据分析公司是种鞭策。百度的第一原则就是保护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我们用先进的技术确保：百度使用用户数据一定让用户知道（Communication）；用户必须对数据使用有知情权（Consent）；只在用户同意的场景中使用其数据（ Control），比如百度云端有加密功能，我们完全看不到客户的内容。我们还提供SMC技术，帮助多个合作伙伴或数据源分享数据时隐匿内容。另外我们也有追踪技术，可以查到问题的源头。我们认为，越是主导行业的企业，就越是要自律，为行业树立更高的标杆。





HBR中文版：
 你和李彦宏都是极度重视技术的领导者。但如何确保研发投入转化为商业利益？怎样平衡短期业绩压力和长期有机发展？



张亚勤：
 大部分百度的投入，商业回报也是在不同时段。比如我们讲的自动驾驶并不仅仅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只是最终的结果，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也有大量成果，如车联网、高精地图、自动泊车，这些都有商业回报。我们在深度学习、语音和图像识别分析、视频理解、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投入也都有回报，而且奠定了我们做车、家和云的基础。我们的云业务增长很快，用户规模、收入都呈多倍增长，未来将是我们财务收入的主要动力。所以说，研发投入有不同时段，有些针对短期发展，有些针对长期存亡。公司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必须这样做。这是对未来的一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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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荟同学校：


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近年来，
 技术变革将颠覆各行业的思潮成为主流，机器代替人类工作也即将在AI时代成为现实。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指出，就业环境正在发生快速变化，职场人士因此必须不断掌握新技术、拥有新能力。因此，培养人才的方式也应所有转变——从传统的知识学习转向个人能力的培养。

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人的价值？如何能够拥有持续被需要的技能？只有从教育入手，才能赢得未来。但放眼全球，学校体系仍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教育创新受制于现有制度的惯性、教师家长等利益相关方对新模式的怀疑，以及学校系统性变革复杂艰巨等原因，迟迟未有重大进展。尽管其中不乏“创新型学校”出现，但其创新往往是从某一个角度或项目入手，难以实现整体突破。总体来看，学校变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资深美国教育改革家、爱迪生学校创始人魏克礼（Chris Whittle）决定迎难而上。他在教育和媒体领域拥有超过40年的领导经验，是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基础教育界一项重要变革——特许学校运动（Charter School Movement）的发起人。2015年，魏克礼创办了荟同学校（Whittle School&Studios），旨在打破全球基础教育停滞不前的现状，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校。

荟同学校如何做到“重新定义教育”？近日，《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对荟同学校主席兼CEO魏克礼、副主席兼全球总校长杜宁凯，以及全球招生和市场营销总经理李婧进行了专访。



现代学校始于设计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设计，一个房间，甚至是一张桌子都有人费尽心思提出更好的设计方案，但这样的精神在学校领域却不存在，几乎没人为了改善学习体验而设计过学校。”在魏克礼看来，让学校变得更好，核心在于设计。设计做得好，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今天坐飞机，会发现机翼开始向上倾斜，这提高了飞机的燃油效率。波音777上有超过250个不同的设计小组，驾驶舱、头顶储物箱设计、起落架开发等等都有专门的小组负责，这就是每年飞机都变得更好的原因。学校也该如此。”

25年前，魏克礼提出了“学校整体改革(whole school reform)”这一概念，强调学校变革不能基于局部思考，必须从整体设计入手。点、面的微小改动并非设计，往往也很难撼动传统学校。作为人大附中前副校长、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前秘书长，有着20多年教育行业经验的李婧对此深有体会。在她看来，建立一所现代学校或者是把课程设计得更好的想法，在教育行业由来已久，通常是个别老师基于新想法的项目创新，大多数改革都是碎片式的。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传统学校受到制度和习惯的保护。维系其运行的种种规章制度阻碍了教育创新，教师群体的惯性以及家长对新事物的保守心态都为传统学校提供了生存土壤。另一方面，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极高，“整体设计一所学校”的想法令人畏惧，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且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

杜宁凯表示，基于这种认知，荟同学校的做法是，在初始阶段，就组建了一支包括全职设计人员、顾问在内的40人团队，负责设计学校的整体系统。其中包括教学设计、课程设计、校园环境设计，再具体到学生需要掌握的各种科目等等，环环相扣，达到一体化的设计效果。

荟同学校的教学设计持续四年半，学校管理层和全体教职工参与到设计之中。在过去两年内，荟同在K-12（幼儿园至高中）教育领域进行了深度探索和研究，调查和学习了包括特许学校、高等教育等各个系统中顶尖机构所采用的课程与实践。同时，设计团队还保持着与建筑、技术、人力资源等其他职能团队的深入交流与协作。

魏克礼提出，“设计不会停止，真正让一个公司或机构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就是持续不断的设计。”2019年秋季，荟同的首批两个校区将在深圳和华盛顿开学，并计划十年内扩展到覆盖世界多个主要城市的三十多所校区。随着校区逐步开放，每所学校的教师都将成为设计团队的一员，分享各校区的经验，并逐步改进形成新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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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同学校全球品牌发布会（华盛顿）现场





理想的毕业生目标

如果计算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每个孩子一生在学校教育上花费的时间达到30000小时，其中每分每秒的体验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学校教育是学生在学校所经历的一切，是学生踏入学校后的每一刻。老师呵斥学生，这也许不是好的经历，但也是学生学习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考虑完整的体验。”在魏克礼看来，一所现代学校的教学范畴不应局限在教学内容上，还应该关注教学之外的方方面面。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二十一世纪，学校需要思考它希望培养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的毕业生。

从理想毕业生出发，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荟同学校做的第一件事是绘制毕业生画像，荟同学校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学生，并成长为某一领域的领导者或群体领袖。

杜宁凯提出，在这个新时代，就业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未来五到十年，一些职业将会彻底改变。所以荟同的毕业生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必须致力于终身学习。要做到这些，毕业生一方面需要具备分析和定量技能，另一方面需要具备定性和沟通能力。要培养所有毕业生的思考和调查的能力，以及寻找可信信息、分析信息和评估信息的能力，从而应用在寻找未来教育机会、评估就业前景以及工作机会上。

从对毕业生的期待着手，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荟同反向推演出一套旨在培养特定技能、知识和组织的教学计划。荟同学生在校的每一天将体验三种不同的学习模式。首先，是基于创新、个性化理念的核心学科学习，为学生提供基本知识和技能。其次，是跨学科课程学习，通过项目式学习和综合学科应用以巩固知识和技能。第三是体验式学习，利用其课堂所学对所在城市的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通过三种方式的结合，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发挥所长，追求兴趣与爱好，从而充分掌握知识和技能。



荟同在中国

今天中国有很多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包括认同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性、希望能利用神经科学管理注意力等等。不仅在中国，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在思考教育改革。在中国，荟同希望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本地学生能够在国内体验这些新的教育理念。杜宁凯表示，必须强调的是，荟同学校是一所国际化学校，除了国际学生，荟同更致力于让各校区所在地的学生加入学校。

对于中国家庭来说，荟同学校提供了一个让孩子们从当代新知识中受益、专注于高效的学习方法，培养学习热情的机会。荟同希望能够多维度和实时地测评每个孩子的进步，为此创建了一个基于掌握能力而非应对考试的评估系统，该系统会记录学生参与项目的表现，由老师给出针对性评价，而非传统学校的考试分数。系统记录将生成学生档案，伴随学生整个K-12阶段，并不断更新和完善。

荟同学生既能够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又能在全球范围内游刃有余。因此，学校特别强调语言教学，每位荟同学生都将会掌握两到三门语言。荟同学校在全世界主要城市都将设立校区，学校鼓励学生在就读期间到不同的校区进行国际交换，中国学生将有机会在另一个文化中学习。

杜宁凯表示：“中国家庭对于荟同学校的接受度很高，我之前与一些家长交谈，他们对让孩子不仅仅会考试的学校非常感兴趣，他们明白这也许意味着孩子会出国上大学。但能让孩子体验到另一种大学教育和文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image: ]



廖琦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





特写 Feature 文化



创新文化

的严峻事实

THE HARD TRUTH ABOUT INNOVATIVE CULTURES

加里·皮萨诺（Gary P. Pisano）|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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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可能十分混乱，需要规范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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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插图


来自摄影师格雷丝·珍的“毛茸茸系列”，她拍摄了小狗接受日系美发前后的照片，强调每条狗的个性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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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困境


传统观念认为，创新成功要有包容失败的环境和乐于实验的意愿，这个环境要鼓励员工畅所欲言，鼓励合作和去层级化。其实，这些要素还不够。




缺少什么


这些讨人喜欢的要素都需要有其他不那么好玩的要素来平衡：不容忍无能，严格规范，极度直白，个人问责，强大领导力。




领导者的作用


这样的文化中产生的矛盾必须妥善管理。不确定性和员工的困惑，必须以决断力和公开透明来化解。必须让无法适应的员工离开，并抵制走捷径的倾向。






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文化，不只对公司利润有好处，还受到领导者和员工的重视。




笔者在全球各种公司的研讨会上非正式地采访过几百名管理者，询问他们是否希望在将创新行为视为常态的组织中工作。所有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不能怪他们。创新文化一般都被形容得很有趣。我继续请这些管理者形容这种文化，他们立刻给出了一长串管理学书籍鼓吹的特征：包容失败、乐于实验、提供心理安全感、高度协作，以及不分上下等级。相关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这些行为能够提升创新表现。

创新文化诚然令人向往，许多领导者声称自己知道创新氛围能带来什么，但是，这种文化实际上很难建立和维持。这一点令人费解。大家都喜欢的、有趣的做法，为什么难以实行？

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创新文化被误解了。广受大家喜爱的那些特征只是创新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些更难、更无趣的东西会抵消它们。包容失败就要不容忍无能。乐于实验就要有严格的规范。要有心理安全感，就要适应近乎残酷的直白。合作必须与个人责任相平衡。而不分层级的扁平结构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创新文化具有两面性。必须妥善管理这种两面性造成的矛盾，否则无法成功建立创新文化。



1.包容失败，不容忍无能


创新活动要探索未知领域，
 因此容忍失败自然是创新文化的一大重要特征。一些最受人推崇的创新者都经历过失败，比如苹果的MobileMe、谷歌智能眼镜和亚马逊Fire Phone。

然而，创新组织高度包容失败，却不容忍无能。这些组织为员工设置了极高的业绩标准，招募最优秀的人才。探索有风险的创意，最终失败不要紧，但技术平庸、敷衍了事、工作习惯差、管理能力低下就有问题了。无法达到要求的员工要么被解雇，要么换到更符合他们能力的岗位。乔布斯会随便解雇他觉得无法完成任务的员工，这点是出了名的。亚马逊的员工按照活力曲线排位，垫底的人被淘汰。谷歌善待员工的文化很出名，但要在谷歌获得职位的难度也数一数二（每年有200万名申请者竞争5000个职位），而且有一套严格的绩效管理系统，让不达标的人换岗。在皮克斯，无法顺利推进项目的导演会被替换掉。

公司为员工设置高标准，这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可惜，多数公司在这方面欠考虑。前不久笔者与一家制药公司合作，了解到其中一个研发团队十几年都没有发现过新的候选药物，而高层领导并未对该团队的管理及人事做出调整。由于公司采取人人平等的薪酬制度，这个团队的科研人员获得的薪水与奖金几乎与其他绩效更好的研发团队没有差别。一位高管透露，只要没有违反伦理，公司几乎不会因为绩效不达标而解雇研发人员。笔者问起原因，这位高管说：“我们的文化氛围就像一家人。我们不习惯解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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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包容失败需要员工有足够的能力胜任。要开创新的技术模式或商业模式，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你经常不知道自己究竟不知道什么，必须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能提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帮助你继续前进。然而，失败也可能是由于设计考虑不周、分析不够全面、缺乏透明性，以及管理欠佳。谷歌可以鼓励员工承担风险和失败，因为谷歌对大部分员工的能力有信心。

建立一种既重视从失败中学习，又重视卓越表现的文化，在两者皆无的组织中是很困难的。要想开个好头，高层领导者应当明确有意义的失败与无意义的失败之间的差异：有意义的失败能带来有价值的信息甚于其成本。只有能够促进进步的失败才值得喝彩（而“为失败喝彩”的陈词滥调没能切中要点，我们应该为学习进步喝彩，不是为失败喝彩）。一个简单的模型由于之前不为人知的技术问题而未能达到预期的表现，但如果员工从中获得的新知识可以运用到将来的设计中，那么这就是一个值得喝彩的失败。花5亿美元开发烂产品，只是花了很多钱又搞砸了而已。

建立一种强调胜任力的文化，需要明确制定员工须达到的绩效标准。如果这个标准难于理解，人事任免方面的决策可能会显得变化无常，更有甚者，可能被误解为对失败的惩罚。组织上下的高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应当定期清晰地沟通对员工的期望。聘用标准可能需要提升，即使会让公司增长暂缓也没关系。

员工的“不称职”并不是自己的错，这种时候，管理者要做出解雇或调职的决定就格外困难。技术或商业模型转变，可能会让在一种情况下非常能干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变得不称职。例如，数字化影响了许多行业中不同技能的价值。内向的软件工程师开发算法，用于预测哪些客户最有可能购买本公司产品，于是销售代表出众的交际能力对于组织逐渐失去价值。

部分情况下，组织可以留下员工培养新的能力，但如果一个职位需要非常专业化的技能（如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就无法在短期内培养。让技能不匹配的员工留下，也许很有人情味，但会给组织带来危险。

要在“包容有意义的失败”和“根除无能”之间保持平衡绝非易事。2015年《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关于亚马逊的文章，阐述了这种困境。文章基于对100多名亚马逊员工及前员工的采访，称亚马逊的文化“很讨厌”，讲述了许多员工由于巨大的绩效压力而坐在办公桌边哭。保持平衡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在于造成失败的原因有时并不确定。产品设计不完善，是因为工程师决策错误，还是因为遇到了无人能克服的问题？如果是由于技术或商业决策欠佳，那么后续会如何？每个人都会犯错，对错误的包容会在何时变为纵容？设置高绩效标准又会在何时变为无论员工成绩如何都没有尊重的残酷文化？



2.乐于实验，但要有严格的规范


乐于实验的组织善于应对模糊和不确定性。
 这类组织不会假装预先知道所有答案或能够分析洞察一切，实验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生产能够立刻推向市场的产品或服务。

不过，乐于实验并不是像三流的抽象画画师那样往画布上乱涂颜料。如果没有规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说成是实验。注重规范的创新文化，会根据潜在学习价值慎重选择实验，并且精心设计实验，尽可能多地获取价值，提升实验性价比。这样的组织会在实验一开始就制定明确的准则，确定继续推进、加以调整和叫停实验的标准。而且，这样的组织能够直面实验结果，可以承认某个假说是错误的，某个曾经似乎大有可为的项目必须叫停或转型。注意及时叫停失败的项目，尝试新项目就不会冒太大风险。

将实验精神与严格规范结合得很好的文化，可以参考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Flagship Pioneering公司，其商业模式是根据创业学进行创投。Flagship一般不向独立创业者征集商业计划，而是利用内部研究团队发现新的创投机会。该公司有一套正式的探索流程，由研究员组成小团队，在一位合伙人的指导下，对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或经济意义的问题（如营养学）进行研究。探索过程中，团队要阅读相关文献，并利用公司广阔的外部科学顾问网络，了解最新科学发现。探索伊始不受限制，接受一切看似不合理的想法。公司创始人兼CEO诺巴·艾费扬（Noubar Afeyan）说：“探索初期，我们不会问‘这是真的吗’或‘这个创意有数据支持吗’，我们不去找论文证明，而是思考‘如果是真的会怎样’或‘假如是真的，会不会产生价值’。”在这个过程里，团队要形成可验证的创投假设。

实验是Flagship探索过程的中心，因为创意挑选、改良和演进都通过实验进行。但Flagship的实验与笔者在其他公司见到的实验有根本上的不同。首先，Flagship不用实验去检验最初的创意。恰恰相反，团队要设计“杀手实验”，尽可能地让创意的不足之处暴露出来。其次，许多在位公司对创业活动大量投资，误以为更多的资源能换来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创意，而Flagship设计杀手实验的成本一般在100万美元以下，时间不超过6个月。这种精益方式不仅让公司以更快的速度检验更多创意，也不会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可以轻松放弃没有前途的项目。这推动团队关注最重要的技术不确定性，更快地给出反馈。其要旨是及早发现错误，迅速转向更可行的方向。

第三，Flagship重视实验数据。如果实验得出某个假设的负面数据，团队就要对该假设做出相应调整，或者放弃这个假设。在许多组织里，获得不符合预期的实验结果是件坏事。团队总要杜撰数据，将实验结果解释为某种误差，保住自己的项目。而在Flagship，实验结果必须受到重视。

最后，Flagship的风投团队成员遵守项目规范可以获得奖励。坚持继续做失败的项目不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事实正好相反。继续失败的项目，等于放弃加入成功项目的机会。再看看其他公司，项目被取消对于员工来说通常都是坏事，会让员工失去地位甚至丢掉工作；保住自己的项目则对事业有好处。而在Flagship，对事业有好处的是进行成功的创投，而不是保住自己的项目。（信息披露：笔者供职于一家Flagship公司董事会，但相关信息来自笔者调研并参与撰写的哈佛商学院案例。）

遵守规范的实验也需要平衡。作为领导者，你想要鼓励员工接受“不合理的创意”，给他们时间去提出假设。要求实证数据或过早地否定某个假设，可能会影响员工对真正有价值的创意的探索。当然，即使是精心设计、顺利进行的实验，也不一定能得到非黑即白的结果。要挑选哪些创意可以继续推进，哪些需要调整，哪些该放弃，需要科学和商业判断。但高级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提倡规范，比如叫停自己主持的项目，或者在获得某项实验的数据后公开宣布自己改变了想法。



3.有安全感，但直白得残酷


心理安全感是一种组织氛围，
 让员工感到自己可以对问题畅所欲言，不必担心报复。哈佛商学院教授埃米·埃德蒙森（Amy Edmondson）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发现提供心理安全感的组织不仅能帮助组织避免致命错误，而且有利于学习和创新。例如，埃德蒙森、医疗专业人士理查德·博默（Richard Bohmer）和笔者一同研究心脏手术团队对某项新型微创外科手术技术的应用情况，我们发现，团队内的护士感到能够对问题畅所欲言，这个团队掌握新技术最快。如果员工害怕批评，不肯公开挑战上级观点，不跟别人争论，也不敢提出反对观点，创新可能会付诸流水。

我们都想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声，不必恐惧，我们都想被别人听到，但心理安全感也有两面性。我可以批评你的创意，你当然也可以批评我的，不受你我二人在组织中的地位影响。这种直白对于创新至关重要，创意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演进和提升。笔者旁听或参加过多次研发项目团队会议、项目评审和董事会会议，发现不同公司对这种直白批评的适应程度相差很大。在一些组织，员工能够自如地质疑他人观点、方法和结果，发出尖锐批评。这些组织中的员工要有能力用数据或逻辑捍卫自己的提案。

其他一些地方的气氛更客气，不同意见受到限制，员工谨慎措辞，批评含糊不清（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意见过于尖锐会显得没有团队精神。笔者提供咨询的一家大公司里的一位管理者一针见血：“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所在的组织太友好了。”

若论创新，直白的组织一定强于友好的组织。友好的组织混淆了礼貌和尊重。坦白和尊重之间并无冲突。笔者认为，提出和接受直白的批评，才正是尊重的一种标志。只有你尊重提出反馈的人的意见，才会接受针对自己想法的尖锐批评。

然而，除了那种重要的警告，“直白得残酷”的组织并不是多么舒服的工作场所。对于外部人士和新人，这种组织里的员工可能会显得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对于设计理念、战略、设想和市场理念，没有人会委婉措辞。无论职位高低，每个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仔细审视。

在一些组织里，员工倾向于回避冲突，抑或质疑和辩论被视为违反文明规范的行为，在这样的组织里建立鼓励辩论的文化是很困难的。高级领导者必须以身作则，要有意愿（且有能力）对他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领导者鼓励这种文化的一种方式是，要求其他人批评自己的提议。可以看看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在诺曼底登陆三周前对盟军高级军官的作战方案简介作为参考。杰弗里·佩雷特（Geoffrey Perret）编写的艾森豪威尔传记中写道，将军在会议开始时说，“看到方案中有缺陷就要说出来，我认为这是大家的责任。我不同情无法承受批评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艾森豪威尔不只是请其他人批评反馈，而是命令大家这样做，而且用了“责任”这个军队文化中的崇高概念。你会定期要求直接下属批评你的意见吗？



4.要合作，也要问责


创新系统要顺畅运行，需要信息、输入和整合多方贡献。
 在重视合作的文化里，员工认为向同事寻求帮助是很正常的，不管同事的正式岗位描述中是否包含提供此种帮助。他们具有一种集体的责任感。

然而，“合作”常与“一致同意”混淆，而后者有害于快速决策及处理变革式创新相关的复杂问题。一个人做出决定必须为结果负责，这就是问责文化。

既重视合作又强调个人责任，这样的文化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决策可能会经过委员会审查，团队成员也可能提出建议，但最终是由具体的某人负责做出重要选择，如保留或去除某些功能，选择哪家供应商，采用哪种渠道战略和营销计划，等等。

皮克斯开创了许多向导演提供反馈的方法，但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艾德·卡特穆尔（Ed Catmull）在《创意，公司》（Creativity, Inc.）一书中提到，导演自行选择接受或无视哪些反馈，并对电影内容负责。

个人责任与团队合作可以互补，个人责任可以促进团队合作。试想在组织中，你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不论好坏都要承担其结果，就不会有隐瞒。你会非常愿意听取反馈，争取获得组织内外各种人的帮助与合作。

个人责任促进团队合作的一个例子是亚马逊。笔者在为哈佛商学院研究一个案例的过程中了解到，2003年安迪·杰西（Andy Jassy）负责亚马逊新推出的云计算机业务，他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确定该打造何种服务（云端服务对于亚马逊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全新的领域，因此这项任务并不简单）。杰西立刻向亚马逊的技术团队、商业及技术领导者以及外部开发者寻求帮助。他们对要求、问题及需求的反馈，促成了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最初的成功——如今杰西运营的亚马逊网络服务已经发展成为价值120亿美元的业务。对杰西来说，他个人对这一项目负责，但与他人的合作对于成功必不可少。

要鼓励个人问责，领导者可以公开自行承担责任，虽然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几年前，保罗·施托费尔斯（Paul Stoffels）主持强生医药部门的研发，他的团队在一个重要的后期临床项目中遭遇失败。（信息披露：笔者曾为强生多个部门提供咨询。）

笔者参加过强生管理者的一次会议，当时施托费尔斯说，高级领导层和董事会要求有人负责。“我负责，”施托费尔斯回答，“假如放着不管，把责任丢给冒着风险发起和管理这个项目的人，我们的组织会变得趋避风险，更加恶化。我要遏止这种趋势。”施托费尔斯现在是强生首席科学官，他常常跟集团上下的员工说起这件事，最后给出一个简单的承诺：“你们去冒险，我来承担指责。”他要求其他人将这一原则贯彻下去。



5.扁平结构，要有强大的领导力


组织结构图会让你对公司的扁平结构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但并不会反映出其文化扁平度——员工行为及互动是否不受职位影响。在拥有扁平文化的组织，员工可以获得广阔的行动、决策和发声的空间。人们听从有能力的人，而非等级高的人。文化扁平组织通常可以更快地对迅速改变的环境做出响应，因为决策权分散，且更接近相关信息源。这样的组织倾向于更多元的想法，而非等级划分，因为获取知识、专业技能及视角的来源更广泛。

没有层级并不是没有领导。扁平组织反而比层级组织更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如果领导层未能设置清晰的战略重点和方向，扁平组织容易陷入混乱。亚马逊和谷歌是扁平组织，决策和责任都落实到个人，各层级员工在创新方面都享有高度自主权。这两家公司都拥有极其强大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向员工传达组织目标和组织运营的重要原则。

扁平组织和强大领导力之间要达到平衡，还是需要灵巧的管理。扁平并不是让高级领导者与运营详情或项目保持距离，相反，其实是让领导者得以缩短与具体行动的距离。笔者为撰写哈佛商学院案例，采访过让菲亚特及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而后又促成两家公司合并的塞尔吉奥·马尔乔内（Sergio Marchionne），他说：“我在两家公司都采用同样的原则。首先让组织扁平化，缩短我与决策者之间的距离（马尔乔内在两家组织一度有46位直接下属）。如果有问题，我希望能从相关者那里直接得知，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上司得知。”

在菲亚特和克莱斯勒，马尔乔内都把办公室移到工程一线，以期更接近产品策划及开发项目。他重视细节，让组织中等级较低的人做决定，这两点都是出了名的（有那么多直接下属，他当然要让手下的人做决定了）。

要在扁平组织和强大领导力之间取得平衡，对于高管和各层级员工而言都很难。高管既要能够向员工传达有说服力的愿景和战略（总体全局），又要能够处理技术和运营问题。具备这种能力的领导者比如史蒂夫·乔布斯，他为苹果规划了强有力的蓝图，又极度关注技术和设计。员工则要培养领导力，还要习惯采取行动以及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着手改变

文化上的转变都很艰难。组织文化就像写明了成员守则的社会契约。领导者要改变组织文化，就像是要打破社会契约。因此自然而然地，组织内部的许多人，特别是目前的既得利益者，会有所抵触。

打造并维持创新文化尤其困难，原因有三。其一，创新文化需要采取各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混乱。一个大项目失败了，是否应该庆祝？项目领导者该负责吗？答案取决于具体环境。这次失败能避免吗？假如提前获知问题，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团队成员知情吗？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学到有价值的东西？等等等等。这些细节问题不明确，员工容易陷入混乱，乃至怀疑领导者的意图。

其二，创新文化需要的部分行为相对容易，但还有一部分对于组织中一些人而言比较难以接受。以为创新等于自由放任的人，会把规则看作是不必要的对创意的束缚。习惯顺应共识的人不会喜欢个人问责制。一些员工会迅速适应新规则，甚至令你大吃一惊，但也会有人不乐意。

其三，创新文化是由相互依存的行为组成的体系，无法逐步实行。想想行为是如何互补和互相增强的。有才能的员工会更好地适应决策和责任，他们的“失败”也能带来有价值的教训甚于浪费。遵守规范的实验，成本更低，能带来的有效信息更多，于是容忍失败实验这个行为具有长远意义。个人问责有助于建立扁平组织，而扁平组织能够加快信息流动，促进更好的快速决策。

除了领导者促进文化转型的常规做法（如传达和解说价值观、树立榜样等等），打造创新文化还需要一些特别的措施。第一，领导者必须对组织成员坦白有关创新文化的残酷现实。创新文化不只是高高兴兴做游戏。将来可以拥有充分的自由进行实验、试错、合作、畅言及决策，许多人都很激动，但也必须认识到自由与责任不可分割。从一开始就坦白，好过在转型过程中规则发生改变时再引来怀疑和抵触。

第二，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建立创新文化没有捷径。许多领导者以为，将组织拆分成更小的单位，建立自治的创新小组，就能模拟初创公司的创新文化。这种方式效果有限，将规模和文化混为一谈。将大的层级组织分割为多个较小的单位，不可能凭空增添创业精神。如果管理层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塑造价值观、规范和行为，这些小的单位仍然会承袭原组织的文化。自治团队不是不能用于尝试或催生新的文化。但在这些团队内部打造创新文化的困难不容小觑。而且这种文化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此必须慎重选择让母公司的哪些人加入小团队。

最后，因为创新文化可能不稳定，相互制衡的力量容易失衡引起混乱，领导者必须留意任何领域的“过度”迹象，必要时采取行动恢复平衡。对失败的容忍如果太极端，可能造成员工懈怠、寻找借口，而对无能太过严苛则会让员工不敢承担风险。两个极端都没有好处。鼓励实验假如没有限度，可能会让员工轻率行事，而太过严格的规则可能会让不够成熟的好创意埋没。过度提倡合作可能阻碍决策，但过度强调个人问责可能引起环境失调，每个人都一心保护自己的利益。坦率和不友好之间也有区别。领导者必须提防“过度”倾向，尤其是自身谨防过度。身为领导者，如果希望组织达到绝佳的平衡，自己必须首先具备保持平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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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证方法估算社会和环境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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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尽管商业世界已经普遍接受了估算潜在投资财务收益的工具，但没有类似的方法来计算以美元为单位的社会和环境预期回报。




解决方案


睿思基金和布利吉斯潘集团已经开发出一种方法，用于估算影响投资产生的社会或环境商品的财务价值。




如何操作


六步估算法最终得出一个数字，即货币影响力倍数（IMM），将社会价值转化为投资倍数。






随着对稀缺性和不平等担忧的逐渐加剧，许多投资者渴望在商业和社会两方面均产生回报——“行善事，得善果”。其中途径之一是影响力投资：将资本引导到能产生社会和环境效益以及利润的初创企业。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尽管商业世界有几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工具，例如估算潜在投资财务收益的内部收益率，但没有类似的方法，以美元为单位计算对社会和环境的回报期望值。预测此类收益通常只能通过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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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影响力不仅在于涉及的人数，也在于取得的改进。相对于更多人数但影响较弱，获得更大改变的少数人，可能价值更大。





类似的，希望利用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记录来评估未来机会的投资者，很少能发现有用的评估数据。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报告现已成为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大中型公司的标准做法，但通常仅限于有关承诺和流程的信息，很少产生实际影响力。

睿思基金（Rise Fund）是由TPG Growth管理，价值20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布利吉斯潘集团（Bridgespan Group）是全球社会影响力咨询公司。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与它们展开合作，试图将严格的财务业绩衡量标准纳入社会和环境影响力评估。通过反复试错，以及与在该领域工作数年之久的专家共事，睿思基金和布利吉斯潘的合作有了成果——在投入资金前，估算出每一美元投资可能带来社会和环境财务价值的方法。因此，无论是公司还是机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都可以评估某一机会的预期回报。我们将这一新指标称为货币影响力倍数（IMM）。

计算IMM并非易事，因此任何希望使用这一标准的企业首先须确定哪些产品、服务或项目适合进行评估。作为权益投资者，睿思对潜在投资项目进行了定性评估，过滤掉了不太可能通过IMM标准的交易，就像滤掉没有财务前景的交易一样。只有具有社会责任和潜在可衡量影响力的公司才能通过筛选，接受IMM评估。只有当IMM计算出每投资1美元的社会投资回报不小于2.5美元时，睿思才会投资该公司。采用IMM标准的企业可以设置自己的最低回报率门槛。

需要说明的是，设置估算标准的过程包含许多假设和选择，因此我们的方法不保证提供确切的数字。但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为哪些投资能否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力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下文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在投资选择过程中计算IMM的六步骤。



1 | 评估相关性和规模

投资者应首先考虑所评估产品、服务或项目的相关性和规模。家用电器制造商可能希望考虑在其产品线中投资节能功能。医疗诊所可能希望评估扩展到低收入社区的潜在社会效益。

关于规模，你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多少人使用该产品或服务？其影响程度如何？ 睿思在计算其首批影响力投资项目之一，教育科技公司EverFi的产品受众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本文中的财务和参与数据仅起示范作用，实际数字保密。）睿思发现了三个已经颇具影响力的EverFi项目：防止大学生酗酒的在线课程AlcoholEdu，已覆盖400多所大学；针对大学生约会暴力和性骚扰的教育课程Haven，约650所大学正在使用；以及向学生介绍信用卡、利率、税务和保险的财务扫盲计划，已提供给6100多所高中。根据这些项目预计年度学生注册情况，睿思估计从2017年开始，投资EverFi可能会在五年期限内让610万学生受益。

当然，一个项目的影响力不仅限于接触人数，更在于取得的进步。相较于对多数人产生有限的影响，能够深刻影响少数人可能更有价值。以另一个睿思投资项目Dodla Dairy为例。该项目每天向印度南部农村的22万多名小农户收购和加工新鲜牛奶。参与项目的农民数量已知，因此睿思需要评估的是Dodla可能从他们那里购买多少牛奶以及收购价格。由于预计五年内销售的牛奶为26亿升，睿思估计，投资Dodla将使农户年收入增加73％，从425美元增加到735美元。拥有可靠牛奶买主的小农户花在营销上的时间和金钱更少，并具有进行长期投资需要的可预期性和支持，从而提高牛奶产量和收入。



2 | 确定社会目标或环境成果

计算IMM的第二步是确定理想的社会或环境成果，并决定现有研究是否能验证该成果可实现且可量化。幸运的是，投资者可以参考大量社会科学报告来评估公司的影响潜力。过去十年间，基金会、非营利组织和一些政策制定者（包括美国教育部设立的投资创新基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成果来指导社会项目投资。

这一探究“什么有效”的潮流促进了以衡量社会结果为中心产业的发展，行业领导机构包括：非营利社会政策研究机构MDRC，麻省理工学院（MIT）的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和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智库。

对于AlcoholEdu，我们采用了2010年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接触该计划的学生所经历的“与酒精相关事件”减少了11％，例如危险行为、尴尬言行，或因饮酒感到内疚，事件总数约减少239350例。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与酒精有关的死亡人数约占美国大学生死亡人数的0.015％。

睿思估计，五年内约有220万学生参与AlcoholEdu，预计该计划能挽救36条生命。（挽救生命可以说是减少酗酒的最重要影响，用货币衡量其价值相对容易。但减少酗酒显然对个人和社会有额外好处。）

对于Haven，我们专注评估预防性侵。每年约有10.3％的本科女生和2.5％的本科男生遭遇性侵。根据2007年评估美国东北部某大学防止性侵的线下课程影响力研究，在学习该课程的群体中，对女性的侵犯减少约19％，男性则下降了36％。

将此数据应用于预计将在五年内体验Haven计划的260万学生，并假设有相同数量的大学女生和男生参与，睿思估计该计划将避免25869起女生遭遇性侵的事件，以及12029起男生遭遇性侵的事件。



3 | 估计这些社会成果的经济价值

一旦明确了目标结果，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需要找到一个“锚定研究”，将这些结果转化为恰当的经济术语。面向银行、大零售企业、电信公司和政府的非洲移动支付平台供应商Cellulant是很好的例子。Cellulant与尼日利亚农业部合作，重新设计了一个深受腐败困扰，提供种子和肥料补贴的项目。Cellulant开发了一款手机应用程序，允许农民直接从当地商家购买补贴商品，减少了贪污受贿的机会。由于管理不善和腐败，该计划已经失去了89％的资金。Cellulant的应用程序现在可以提供90％的预期援助。

我们的任务是，了解获得补贴的种子和肥料时对农民经济状况的影响。我们使用了一项可靠的研究，将参与补贴计划的农民在同一季度的收获与未参与的类似农民的结果进行比较。该研究发现，通过提高玉米产量，参与补贴的农民在该季度多挣了99美元。

选择锚定研究，我们看重几大关键特质。首先是严谨性：该研究是否系统地评估以前的研究结果，并得出关于该研究主体的结论？或者它可否提供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和指定干预组以及未指定干预组都进行了比较？两种类型的研究都优于观察或案例研究。其次是相关性：该研究是否包括生活在类似环境（城市或农村）和同一收入阶层的人？类型越接近越好。时效性越强的研究越好。研究文献中经常引用的研究，格外值得关注。当不确定性或缺乏可靠的研究让你的工作进展变慢时，请寻求该领域专家的指导。例如，我们曾考察以低中收入人群为目标的金融科技公司Acorns，研究其三大影响力途径之一，即帮助人们建立定期储蓄的习惯。但当时我们找不到适当的研究来证明这一途径的影响力，便向芝加哥金融服务创新中心（Financial Services Innovation）求助。我们对该项目进行的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只要能适度进行储蓄，就可以减少使用成本高昂的发薪日贷款。

为了将AlcoholEdu的结果转化为美元，我们借鉴了美国运输部评估减少死亡或伤害的办法。他们使用一种称为统计寿命值的衡量标准。根据这项锚定研究，死亡事故价值540万美元。因此，AlcoholEdu挽救36条生命，就能产生至少1.94亿美元的社会价值。

对Haven来说，我们发现NIH的研究人员已经就性侵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事实上，NIH将通货膨胀调整后单次性侵的法律、健康和经济成本定为16657美元。睿思将NIH提供的成本乘以预计可避免的性侵数量（约37898起），价值接近6.32亿美元。由于上报的性侵数量往往少于实际，睿思认为Haven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对于EverFi的财务扫盲计划，我们依靠2016年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为高中生提供了类似的计划。调查发现，与未接触该计划的类似学生群体相比，参与该计划的学生在22岁时的消费债务平均要少538美元。这笔额外债务在五年内的利息平均累计在81美元左右。假设有130万学生在五年内完成了EverFi计划，且都节省了81美元，该计划的经济价值将达到1.05亿美元。我们估计，三个EverFi项目五年间的社会影响力经济价值总和为9.31亿美元——AlcoholEdu为1.94亿美元，Haven为6.32亿美元，财务扫盲计划为1.05亿美元。




与道德问题的较量

有时将社会或环境效益和成本货币化会带来复杂的问题。例如：

• 与发达国家中的某人相比，额外一美元收入是否会对新兴市场中的某人产生更大影响？

• 以收入增加为目标时，是否需要将之前的家庭收入纳入考量，或是只有在家庭收入不足特定门槛时才能计算其影响力？

• 当挽救生命是理想结果时，我们能否将每条生命转化为美元价值？

• 健康经济学家对生命价值（VSL）的估算因国而异。但地理因素能够决定生命价值差异吗？

为解决这些问题，影响力投资基金睿思基金依靠研究来确定证据决策，并为决策提供分析依据。例如，针对一些IMM，睿思基金已经创建了全球统一的生命加权平均值，而不是使用特定国家的度量标准，来避免倾向于投资发达国家的非理想结果。对于计算其他IMM，睿思基金研究了相对更高收入阶层，贫困人口的实际花费增量美元。这些棘手的问题值得投资和研究业界持续关注。





4 | 调整风险

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证明，社会科学研究可应用于货币化社会和环境效益，但我们也意识到，应用与特定投资机会不直接相关的研究结果蕴含风险。因此，为反映研究的质量和相关性，我们调整了锚定研究得出的社会价值。我们运用了计算“影响力实现”指数的方法，为六个风险类别赋值，然后将它们相加，得出了百分制的影响力概率分数。

其中两个指标涉及锚定研究的质量及其与产品或服务的直接关系，共占百分制中的60分。基于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或随机对照试验的锚定研究得分最高，而观察性研究则得分较低。AlcoholEdu的研究属于前者，Haven和财务扫盲计划的研究属于后者。

在锚定研究与产品或服务预期结果之间建立联系，有时需要做出假设；假设越多，风险也越大。例如，EverFi财务扫盲计划的主题研究明确将培训与较低的学生债务挂钩，从而获得最高评级。但是，Alcohol Edu和Haven所依赖的研究联系不那么明确。AlcoholEdu假设其培训能减少酒精事故和降低与酒精相关的死亡率。Haven的锚定研究假设防止性侵的培训可以减少性侵次数，从而减少性侵带来的后果。

对于剩下的四个指标，每类指标最高得分为10。它们分别是背景组（研究的社会环境是否与项目相对应？例如，都是城市，还是其中一个是农村？），国家收入组（研究人群与项目是否处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同等国家收入水平？），产品或服务相似性（研究中的活动与项目提供的内容有多接近？例如，交付的产品或服务的受众是否属于同一年龄组？）和预计用量（是否存在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比预期使用量低的风险？比如健身房会员的高弃用率。）

将该指数应用于EverFi计划时，睿思计算出AlcoholEdu，Haven和财务扫盲计划的影响力概率分数分别为85％、55％和75％。然后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货币化影响力，AlcoholEdu为1.64亿美元， Haven为3.48亿美元，金融扫盲计划为7700万美元。所有三个项目风险调整后的影响力总额从9.31亿降为5.89亿美元。

现实告诉我们，构建指数颇具挑战。我们根据专家对评估和测算的反馈，对风险类别和每一次的分配价值进行了多次改进。例如，某版本强调了根据地理位置（例如国家或大洲）比较研究结果的重要性。但专家建议，更准确的办法是，将相似收入群体的研究放在一起比较，无论所在国家或生活环境如何（城市相对农村）。

影响力实现指数试图捕捉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但我们认识到它并未捕捉到所有的影响力威胁，或锚定研究与公司产品或服务之间的细微风险差别。我们期望其他人能贡献新想法，让我们有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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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估算最终价值

在财务方面，最终价值衡量的是超出明确预测期限的公司价值，并且通常占公司预计总价值的很大比例。然而，这是社会投资上的一个新概念，其中关注通常集中在量化当前或历史影响力上。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许多项目（例如，分配氯化片）而言，其社会影响力（更安全的水）不会超过该项目期限。但是其他项目（例如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可能会产生更长期的影响（在安装后很长时间里，电池板都可以节能）。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估计最终价值是有意义的。

睿思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投资最后一年的影响估值开始，睿思评估产出（覆盖的人口）和社会价值将持续五年不变的概率。两种情况下概率均高的公司获得5％的贴现率，这意味着每年的剩余价值下降5％，得分低的公司贴现率为25％。

为了估算EverFi项目在获得所有权之后，2022到2026年的最终价值，睿思假设其投资的最后一年——2021年的总影响力价值约为1.59亿美元，而且接下来的五年间每年都可以产生同等价值。然后，这个数字每年按复利折现20％，反映出假设的项目毕业用户数量和培训影响力所持续的时间。根据这一假设计算出的最终价值为4.77亿美元——五年间睿思可以从这三个项目获得剩余价值。睿思将这一剩余价值与投资期间风险调整后的5.89亿美元影响力相加，得出总影响力约11亿美元。



6 | 计算每一美元花费的社会回报

计算IMM的最后一步因公司和投资者而异。公司可以简单估算社会或环境效益的价值，并将其除以总投资。

假设一家公司投资2500万美元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居民推出低成本眼镜产品线，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提高的客户生产力和收入，估计会产生2亿美元的社会福利。该公司只需将2亿美元除以2500万美元。因此，每投入1美元，眼镜就会产生8美元的社会价值。IMM将此表示为8X（八倍）。

然而，投资者必须采用额外步骤来解释他们对所投资公司的部分所有权。假设睿思投资2500万美元，购买一家预计将产生5亿美元社会价值公司30％的股权。我们只能将其股权反映的价值比例，即1.5亿美元归功于睿思。睿思将1.5亿美元除以2500万美元，得出每投资1美元产生6美元社会价值——即6倍的IMM。睿思对50％EverFi的投入为1亿美元，根据EverFi预计风险调整后的11亿美元社会价值，将回报调整至5.34亿美元并除以其投资额，得出约5倍的IMM。计算IMM的巨大优势在于能够直接比较投资机会。然而我们还应意识到，这个数字并非精确倍数，而是接近股票的市盈率倍数。为了确保IMM计算的严谨性，其他分析师可能会通过完全不同、但同样有效的锚定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数字。

你还应将IMM视为定向测量，并确保计算中所有步骤都透明。当其他人理解了你的假设时，就能帮你近一步优化，生成更严谨的数字。如果你想更改假设前提，我们建议使用敏感性分析来显示IMM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个过程将帮助你确定社会价值的关键驱动力。




在2017年影响力
 投资峰会全球指导小组发言时，领先影响力投资创新者和倡导者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爵士认为，该领域的快速增长将达到临界点并“引发影响力创造的连锁反应”，将波及投资者、大企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因此日常业务流程和运营的影响力评估会更快投入应用。

但首先，企业和投资者必须研究出更好的方法来评估社会和环境影响力。这不仅是影响力投资者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乐见更多私人资本流向紧迫社会需求人们考虑的首要因素。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实验，证明将影响力核保与财务核保置于同等基础上的价值。这是睿思和布利吉斯潘致力于与其他投资者和企业分享的模式，促使睿思成立新实体来促进和汇总研究，为影响力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在世界上越来越多CEO谈论利润和目标时，IMM提供了一种严格的方法，推动了分配资本实现社会效益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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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艾迪
 是国际社会影响力咨询公司布利吉斯潘集团合伙人。玛雅·科灵格
 是影响力基金睿思基金高级合伙人，该基金隶属于私募公司TPG Growth。玛丽亚·科林斯
 是布利吉斯潘集团经理。迈克尔·埃泽尔是布利吉斯潘集团合伙人。





特写 Feature 分析




如何更好地

向决策者解释


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 & THE ART OF PERSUASION

斯科特·贝利纳托（Scott Berinato）| 文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李源 | 编辑






企业搜集了大量数据信息，从中分析出有用的洞见，但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传播知识。本文将阐述问题所在和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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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面对分析技术的热潮，企业尽全力招聘最优秀的数据科学家为其效力，但很多并未收获期待中的价值。




根源


如果你希望分析性项目带来价值，团队必须首先能够提出明智问题，整理相关数据，从中梳理出洞见。其次，团队要弄清这些洞见对公司业务的意义，以及如何向决策者阐述这些意义。具备两种能力的人才很罕见，多数数据科学家擅长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工作。




解决


优秀的数据科学团队需要6类才能：项目管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学科知识、设计和阐述能力。汇聚了相关人才的团队才能实现公司分析技术所承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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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正在迅猛发展。企业在过去五年间，投资数十亿美元，网罗最有才华的数据科学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实体店，搜集了以泽字节计算的“原料”，通过算法找出喧嚣数据中隐藏的有用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做法是有效果的。在诸如翻译、零售业、医疗和篮球运动等众多领域，数据改变了现有关系。




虽有成功案例，但很多企业仍未能从数据科学中获得应有价值。即使企业运营良好，分析效果出色，依然无法将洞见转化为利润。问题出现在最后环节——数据部门向决策者讲述这些洞见时存在不足。

Kaggle公司2017年针对7000多名数据科学家的调研结果表明，前七个“工作障碍”中有四个和最后环节有关，并非技术问题，其中包括“缺乏管理/财务支持”“解决的问题不够清晰”“决策者对结果不予使用”以及“向其他人解释数据科学”。数据科学家雨果·鲍恩-安德森（Hugo Bowne-Anderson）在他的播客中采访了35名数据科学家，得出与上述调研一致的结论，并于2018年刊登在HBR.org网站，“我的大多数客户告诉我，数据科学家的关键技能是在工作中学习，提高沟通能力，以便回答商业问题，向非技术利益相关方解释复杂的分析结果。”

我在大型机构讲授数据可视化（dataviz）和说服沟通，并提供咨询，数据科学家和高管都向我表达过他们的挫败。数据团队知道自己手握有价值的洞见，但就是无法推销出去。他们认为决策者误解或过度简化了他们的分析，对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认为他们能回答出所有问题。而高管则抱怨自己斥巨资研发数据，结果却无法得到期待中的指导性结果。高管看不到切实的结果，是因为数据团队没有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向其解释这些结果。

商业和技术之间的鸿沟早就存在，但隔阂正在加深。105年前，还没有出现编程和计算机时，威拉德·布林顿（Willard Brinton）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用图表法陈述事实》（Graphic Methods for Presenting Facts）中描述了最后环节的问题，“这事已经屡见不鲜，掌握事实的技术人员深思熟虑后提交了计划，但某个无知专横的委员会成员或董事会成员让他乱了阵脚，因为他没能充分准备好应对这些反对之声……数据和有效陈述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大教堂和地基。”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情况还是这样？最后环节的问题根源盘根错节，不一而足。首先，研究人员使用的工具含有可视化功能，这让大家觉得数据科学家应当承担起沟通责任。这些工具的默认功能比不上构思精细、设计优美的数据可视化，导致数据处理结果和可视化程度不匹配，数据科学家一般也不愿意沟通。很多数据科学家告诉我他们警惕可视化，因为这会简化其成果，掩盖科学分析的细微之处和不确定性，误导高管得出简单化的结论。但是，企业在争夺炙手可热的数据科学家时，重点放在他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技术导向型人才，并没有考虑到他们和外行沟通的能力或意愿。

如果企业雇用其他人才来填补断层也可以，但现实并非如此。企业希望科学家整理数据，在了解公司业务和战略的情况下分析数据、制作图表、对外行解释这些数据的意义。这并不合理，同时具备这些才能的人很罕见，属于独角兽。

要想解决最后环节的问题，企业必须停止寻找独角兽，开始思考数据部门所需的人才配置。本文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停止对数据科学家不切实际的期待，招聘新类型员工作为补充。解决问题需要跨学科团队，包括在相近领域工作的不同类型人才。让员工通过了解他人的工作培养同理心，从而进行互补性合作。工作不再在不同团队间传递，而是共同完成。

团队工作法并非新事物，此处是旧法新用，可以帮助数据科学团队跨越最后环节的障碍，交付为组织创造的价值。



背后的原因？

20世纪早期，现代管理学先驱为了通过可视化沟通将数据转化为决策，进行了复杂操作，通过跨学科团队完成，其中包括复穿孔机操作员、卡片分拣员、管理者和制图人员（当时几乎都是男性）。布林顿书中提到很多这类协作。铁路公司和大型制造公司尤其娴熟，他们了解了如何通过工厂找出最高效的配送原材料路线，实现区域销售绩效目标，以及优化节假日安排。




沟通是如何失效的

在工作中我发现，多数领导者承认数据科学能创造价值，但很少有人满意其交付方式。一些数据科学家抱怨老板不理解他们做的事情，自己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一些管理者抱怨科学家无法让外行听懂他们的工作内容。

总的来说，我听到的故事符合以下情境之一。看看你是否似曾相识。




统计学家的诅咒


掌握了先进算法和优质数据的一位数据科学家研究出一系列洞见，详细展示给决策者。他认为自己的分析客观，不容置疑。通过“一键可视化”，在幻灯片上添加一些文字，结果以图表方式呈现。他认为，严肃的统计学家不应在设计上花太多时间。他在陈述中使用了听众不熟悉的语言，令他们感到费解和挫败。他的分析完全正确，但是建议并未被采纳。




工厂和领班


一位商业利益相关方想通过一项宠物项目，但是缺乏数据支持自己的假设。他让数据团队进行分析，并为他的陈述准备图表。团队知道他的假设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更好的分析方法，但他只需要图表和发言稿。可能会发生的结果是：当有人问起数据分析，他无法给出答案，会议泡汤；或者他的项目通过了，但是由于分析有缺陷，最终失败。




“更容易”的真相


一位一流信息设计师觉得公司数据科学家的某个分析很有启发，主动提出帮助他们制作精美的董事会陈述内容，配色和排版极具个人特色，故事能引起共鸣、便于理解。但是当高管开始从分析中得出错误想法时，科学家感到紧张。清晰、简化的图表让一些元素产生了并不存在的直接关系和效果，并隐藏了数据分析内在的不确定性。科学家左右为难：决策者终于对他们的成果感到兴奋，但兴奋的内容却被曲解了。





团队工作法贯穿了整个20世纪。在玛丽·埃莉诺·斯皮尔（Mary Eleanor Spear）1969年出版的著作《实用图表技术》（Practical Charting Techniques）中，作者详细描述了理想团队的组成，包含沟通者、图表分析师和制图员（仍然是男性占多数），以及他们的责任。斯皮尔写道，“（三者）合作是明智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分裂。科学家纷纷使用新技术，利用技术他们可以在处理数据时（通过计算机程序）视觉化数据。很快他们不需要其他人帮助，可以独立制作出未经打磨的图表。在数据可视化的世界，计算机驱动的视觉化和更加经典的制图人员（终于有了更多女性参与）设计驱动的视觉化之间出现了裂缝。

Chart Wizard是微软在Excel表格上的创新功能，可以“一键视觉化”，彻底分割了这两个世界。忽然间，随便什么人都能立刻做一个表，辅以过犹不及的各种变形，把柱状图做成三维的或者将饼状图弄得跟甜甜圈一样。其影响之深远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让表格成为了商业通用语，在运营中融入了数据应用，最终发展出数据科学，因为它突破了设计师将数据转化为视觉化工作量的下限。更关键的是，它改变了工作的结构。设计师，即制图人员被低估，最终消失在数据分析领域。视觉化成为数据管理人员的工作，他们大多既没有受过视觉化培训，也不想学习这些知识，相比更耗时、需要更多资源、设计主导的视觉化过程，在陈述中粘贴一个Chart Wizard图更快速便捷，即使前者效果明显更好。

数据科学出现后，虽然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已经拓展到包括编程、统计学和算法模型，但大家对数据科学家的期待仍和过去一样——处理数据并向外界解释成果。在《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关于数据科学家里程碑式的文章中，将数据科学称为21世纪最性感的工作，用“独角兽”词汇来模糊描述这一职业：“成功的数据科学家应当具备哪些能力？TA的能力包含了数据电脑黑客、分析师、沟通者和可信赖的顾问。这种组合非常强大，且罕见。”

因此，在招聘这一最炙手可热的职位时，很多公司难以找到所需人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他们对数据科学家技能组合的要求，招聘具有不同能力的人才组成团队。



打造更优秀的数据科学团队

基于团队合作的高效数据运营可以借鉴布林顿和斯皮尔的例子，但也要考虑现代商业环境，包括需要处理的数据量、自动化系统、视觉化技能的发展。

此外，项目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包括标准分析学数据的简单报告（例如财务结果），以及使用最前沿的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大数据工作。

我们将在下文介绍打造团队的四个步骤：




1.定义能力，而不是团队成员。
 你可能觉得，在拆解独角兽思维时，第一步理应是将“完美”数据科学家的职能分配给不同的人：数据处理人员，数据分析师，设计师和沟通者。

其实并非如此。与其将人员分配到不同职位，不如找出成功所需的能力。一种能力不等于一个人，可能一个或多个人都拥有这项能力。一个人可能拥有几项才能，三个人可能有五项才能。在项目处于不同阶段时，让团队能够灵活配置或重新配置人员时，这是一个微妙但很重要的区别。（稍后我们会展开说）

每家公司所需的能力不同，但核心包括以下六种：


项目管理。
 根据项目类型和阶段，团队要足够敏捷，随时调整，采用类似敏捷开发的方法，会涉及运营的各个方面。一名优秀的项目经理要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强大的外交技能，通过在会议上弥合不同人才之间的文化鸿沟，让团队成员彼此顺利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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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整理。
 这种能力包含以下技能：构建系统；搜集、处理、结构化数据；创建并维护算法和其他统计引擎。懂得整理数据的人才会寻找机会优化企业运营，例如，他们会针对多个项目构建可重复流程，或创建模板，获得可靠、可预测的视觉输出，用于启动信息设计流程。


数据分析。
 这种能力是提出假设并验证，在数据中发现意义，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商业环境中。这点在很多数据科学运营中体现不足。一些机构非常倚重数据整理人员，让他们兼做数据分析。但是优秀的数据分析与编程和数学分离。这种能力往往出现在人文科学而不是计算机科学中。软件公司Tableau认为，2018年分析学方面最大的趋势之一是人文和数据分析的融合。人文学科中的一些核心学习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情境设定等，恰好也是分析、数据方面的核心技能，反之亦然。在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网络课程中，Tableau研究科学家迈克尔·科雷尔（Michael Correll）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数据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融合很关键。“将数据和人类分开是不可能的，”他说，“人文科学擅长帮助我们深入情境之中，通过某种方式体现出人类的存在，技术在这方面可能有所缺失。”


学科知识。
 过去大家常说，数据科学团队在地下室埋头做着晦涩的神秘工作，仅在公司需要时浮出水面。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数据科学不该被视作服务部门，团队应有管理层加入。掌握业务和战略的高管在项目设计和数据分析时可以担任顾问，让团队将精力放在产出业务结果，而不仅仅是构建最佳统计模型上。杰奎因·坎德拉（Joaquin Candela）是Facebook公司应用机器学习部门的领导，他的工作是让团队集中精力改善商业结果而非数据科学，并奖励有利于这些结果的决策。


设计。
 很多人误解了这种才能。优秀的设计并非善于选择颜色和字体，或者作出精美的图表。这些属于风格，并非设计中最重要的部分。富有设计才能的人会研究并开发出能够有效进行视觉交流的系统。在数据科学方面，他们懂得如何针对受众创造和编辑视觉图像，帮助他们提取信息。特别擅长理解和处理数据视觉化的信息设计才能对数据科学团队非常重要。


叙事能力。
 叙事是人类非常强大的发明，也是数据科学中利用最为不足的一项能力。

弥合算法和高管之间沟通鸿沟的最重要能力，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阐述数据洞见。“用数据讲故事”，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但被很多人误解了。它绝不是让讲述者变成史蒂芬·金（Stephen Kings）或者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s）（两位均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编者注），而是理解阐述的原理和结构，并将其应用在数据可视化和业务陈述中。




2.配置必要的能力组合。
 一旦你找到所需能力，无需让招聘团队觉得这是需要一一对应的职位。只要团队中的人具备这些能力就可以了。有些能力是相伴而生的：例如设计和阐述能力，或者数据整理和数据分析，可能会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有时候员工不具备某项能力，但是可以外包。我在工作中会储备一些智囊团，他们在我能力欠缺的领域是专家。比如说，可以联系一家信息设计公司，或者外包一些数据整理工作，以预处理和结构化新数据流。

区分人才和能力，会帮助公司解决最后环节的问题，这样他们就不会试图寻找既懂数据科学又会沟通的人。数据科学家在出色的设计师同事的帮助下，可以专注自己擅长的事。之前可能被忽视的人也因此有了新机会。例如某个擅长设计的程序员，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发挥作用。

Life Epigenetics公司首席数据科学家和Reddit 频道“数据之美”（分享和讨论优秀的数据视觉化）的策展人兰德尔·奥尔森（Randal Olson），曾经只关注数据科学的技术部分是否出色。“刚入行时，我完全不重视沟通的部分。”他说，“我觉得这是个普遍问题。”现在他会在某些情况下改变招聘流程，“你知道，候选人进来后我们马上在白板开始建模和数学，”他说，“这是数据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方式。但现在我有时候会找一个非技术人员，让候选人‘向这个人解释一下这个模型’。”




数据沟通所需的核心能力

以下我们介绍在数据科学项目的不同阶段：从搜集数据、研究洞见，到向利益相关方展示，不同能力发挥作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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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团队成员和其他成员接触，了解自己不具备的能力。
 要想避免文化冲突，我们要想办法理解他人的体验。设计人才往往接触不到统计学或者算法，而是专注于设计美学方面的打磨、简化、明晰和阐述。设计师很难充分表现数据成果的深度和复杂性，而另一方面理性的数据科学家重视客观性、统计的严谨性和全面性，沟通对于他们来说不但陌生而且是种干扰。“这不符合他们的气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数据部门的管理者说，“我在数据行业干了十年，一直都是这种方式，但是当我必须打造一个团队时，过程大开眼界。我发现哪怕是稍微学习下关于沟通的内容，也会让我们的业务获得更多支持。”

很多方法可以让团队成员看到他人才华的价值。设计师应该学习一些基础的统计知识，例如参加入门课程，数据科学家也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设计原理。彼此都不需要成为对方领域的专家，只要达到能够理解对方的程度即可。

不同人才都应列席敏捷开发“站会”等会议。司克兰模式（Scrum）敏捷开发的站会多数是为了讨论公司最新技术进展，营销部门的员工也可以参加并进行业务陈述，奥尔森的公司就是这么做的。学科专家应该让数据整理和分析人员参加战略会议。利益相关方和数据团队沟通的专门会议也能够促进彼此的理解。StitchFix的首席算法官埃里克·科尔森（Eric Colson，在一家由数据科学驱动的公司，他兼具统计学知识和沟通能力，非常接近独角兽）让团队成员向非技术受众进行一分钟的业务阐述，强迫他们以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解释问题。“迄今为止，”科尔森说，“如果你提到‘椰子’，公司的人都知道这是某人用来描述他在解决的某个统计学问题所用到的比喻。我们努力以大家都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述，因为公司不会做它不理解的事。”数据学团队的另一位管理者整理了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使用的词汇表，帮助大家了解彼此的语言。

如果你所在的机构拥有像科尔森这样兼具数据和沟通、设计才能的罕见人才，可以让他们来指导他人。如果员工表示希望能够学习自己不会但企业需要的知识，应当鼓励，即使这种能力（例如设计技巧）和他们已经掌握的能力（数据整理）相去甚远。在我的工作坊，数据科学家说他们想要提高自己的设计或者阐述能力，但是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人也希望团队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们的项目管理主要关注技术成果，而非商业成果。

所有交流都是为了能力不同的团队成员彼此共情。共情会带来信任，这是团队高效合作的必要基础。科尔森说又一次他使用叙事能力，帮助解释数据分析的一项成果：“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进行一个产品促销问题的业务陈述，我们认为公司当时的思路有问题。我希望促销和销售团队相信我们所说的。”他没有通过解释贝塔二项式分布等统计学概念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讲述了一个某人试图从缸中取球，随着时间推移，缸中球的种类和数量发生变化的故事。“大家很喜欢这个故事，”他说，“你能感到屋子里面的人对这个故事有共鸣，这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已经无需解释背后的数学逻辑，我们赢得了信任。”




4.根据能力安排项目。
 有了不同的能力组合，就可以用这些能力实现目标。项目何时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是不断变化的，这让项目变得棘手。出色的项目管理技能和敏捷方法的经验会在配置和重新配置能力、按需配置资源，确保整个流程按计划执行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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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其他步骤

项目想成功，还需要其他步骤。


任命一位获得授权的利益相关者。
 数据团队可能并不管理所有所需人才。设计人才也许效力于营销部门；学科专家可能是向CEO汇报的高管。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尽可能多的给他们决策权。利益相关方往往是具有商业专长，对商业目标负责或关系密切的人。毕竟，数据科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取得更好的商业结果，这些人能够为团队创造共同目标和激励因素。如果团队和几位各执己见的利益相关人打交道，你可能会陷入有责无权的境地。理想状况下，你可以借此避开这种情况。


任命主要负责人和支持性员工。
 团队由谁带头，谁负责提供支持，取决于项目类型和所处阶段。例如，在深度探究性项目中，公司需要处理并视觉化大量数据，以便发现规律，此时由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员工负主要责任，学科人才提供支持，由于不需要和外部沟通，可能不需要设计人员参与。相反，为董事会准备报告，提交证据支持战略调整建议时，则由叙事和设计人员负主要责任，数据人员提供支持。


同地办公。
 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让所有团队成员在同一个办公场所工作。再建立一个网上共享空间，供大家交流协作。如果设计和叙事人才使用Slack办公，技术团队使用GitHub，商业专家通过电子邮件沟通，这种情况并不可取。可以使用“配对分析”法，团队成员坐在一起，在同一台电脑前工作，像敏捷开发中的迭代过程那样。比如说数据整理和分析人员一起调整数据模型，测试假设，或者具有学科专长和叙事能力的人，共同完善一个业务陈述，在需要调整图表时叫设计人员来帮忙。


成为真正的团队。
 同地办公最关键要保证团队作为整体有力量。在Stitch Fix，“我们的规则是不允许‘传球’，”科尔森说，“我们不想在不同部门之间协调三个人。”为此，他首先确保团队在外部支持有限的情况下，拥有实现目标所需的全部能力。他还尝试雇用那些大家称为通才的人，兼具技术和沟通能力的人才。工作中，数据科学家需要叙事，或者学科专家需要理解一些统计学原理，在这类情况下，科尔森通过不断反馈强化了这一模式。


重复使用并建立模板。
 科尔森还创造了一个“算法UI团队”，即结合了设计才能和数据整理才能的一组人，编出可重复使用的代码，让项目团队得以创造出优秀的数据可视化。这类模板对团队的高效运营非常重要。比如说，通过代码，将信息设计师和数据分析师之间关于最优视觉化的对话固化下来，成为工具。格雷汉姆·麦克唐纳（Graham Mac-Donald）是Urban Institute的首席数据科学家，他成功地建立了很多这样的模板。他的团队为美国很多县制作县级数据。通过结合数据整理和学科专长，理解沟通需求，该团队打造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模板，为任意一个县制作出定制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团队对不同能力的整合，是很难做到这点的。




最后环节，
 也就是向外行解释数据科学，进化发展得不像数据技术那么快，或者说那么全面。这点必须尽快得到解决，要重新思考如何组建和管理数据团队，以及从第一个数据流到最后向董事会展示的图表——流程的每个节点由谁参与。数据科学团队如果不能成功跨越“最后一公里”，将无法履行对公司的承诺。用威拉德·布林顿的话说，他们会建起地基，但不会有大教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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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贝利纳托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著有《Good Charts Workbook: Tips, Tools, and Exercises for MakingBetter Data Visualization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9年即将出版）以及《Good Charts: The HBR Guide to Making Smarter, More Persuasive Data Visualization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6年出版）。





特写 Feature



全球化4.0：

特大组织如何防止

规模效应失灵

博克思（Sebastian Buckup） | 文 李全伟| 编辑






随着特大组织越来越多，它们都面临一个问题：越大越脆弱。如何解决规模效应失效问题？本文认为，组织从规模效应中持续获益要注意用正确的方式扩张正确的业务，主要应做到如下四点：扩大基础、修补裂缝、放松控制、不要沦为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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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年的夏天是有史以来最热的夏天，这时期的股票市场同样也出现了极端情况。8月，华尔街首遇史上最长牛市，让苹果公司成为了全球首家市值万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一个月后，亚马逊紧随其后，其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现在的身价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身价总和（
见图“2008年和2018年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对比”

 ）。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企业估值超乎想象的经济扩张时代。虽然无论是气温还是市场都在8月抵达顶峰后逐渐降温，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几乎已经无法以人类的大脑来理解。如果用长度“米”代替美元来衡量，亚马逊的市值已经足够从地球到太阳走三个来回。

特大公司的出现是否证明了创造力的重要性？或者又是否主要反映了权力的智慧——在运作环境中进行控制及租金提取的能力？



规模效应的前景

特大公司的崛起属于市场高度集中整合趋势的一部分。据资料显示，美国每5年对大约900个部门的经济统计表明，2/3的部门已经在过去的10年里进行了集中整合。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比，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已经减半。进一步说，集中化的增长并不只局限于美国。最新一项研究显示，134个国家里超过7万家公司的平均涨幅（出售价格除以生产成本）从1980年的1.1上升到了2016年的1.6，这说明了跨部门的市场力量有所增长（
见图“全球市场势力”

 ）。

大型企业与现代经济向来密不可分。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管理者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引导的经济活动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经济活动几乎一样多。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至少1800家公司在美国的第一次合并浪潮中消失，之后仅78家公司就控制了超过半数的生产。今天，30家大型公司产生的利润就占了美国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

高度集中的经济系统是非常直接的。如果“网络效应（商品或服务价值随使用者的增加而增加）”适用，那么大规模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就会降低单位成本，甚至提高商品本身的价值。此外，将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部，如通过收购供应商、降低成本并减少对知识流动的限制，最终会使每个人都从中受益。

决定一个组织是否从规模效应中获益的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生产力：早期的工业时代通过机制管理和分解制造任务来促进生产力。后期，内燃机引擎、电力和强大的通讯交流技术也加入了进来。然而，性能越强，操作也越繁复。因此，实现规模经济的第二个条件是体制架构。强劲的性能所需要的，是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框架，以此来指导和控制信息的流动以及执行计划。

不断增加的复杂情况也阐释了经济扩张时期，同时也是经济集中时期的原因。国家与地区的开放不仅让更多公司参与竞争与合作，同时也让它们有望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规模效应。例如，现在有60%以上的出口产品都是半制成品，这些商品通过全球供应链被运往世界各地，而这里的供应链便是构成全球制造工厂的大型制度框架（
见图“2017年参与跨境供应链的全球出口份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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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式扩张正确的业务

以下四大因素决定了一个组织能否顶住瓦解的压力，并从规模效应中获益：第一个因素是未能强化并重塑体系扩张的基础；第二个因素是忽视难以避免的裂痕，为系统带来压力；第三个因素是随着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未能对其加强控制；第四个因素是未能避免系统赖以扩张的基础仍存在风险。企业及社会能否持续从规模效应中获益，取决于其能否以正确的方式扩张正确的业务。


1.扩大基础。
 要想从规模中创造价值，就要确保能量进入系统，而非简单走过场。企业或经济体越是扩张，就应该有越多的能量维持其运营，直至达到一个临界点，即所有的能量都用于维持该系统本身。

而当一个经济体正在增长或一个企业正在盈利时，我们则认为其尚未抵达该临界点，或者已经通过生产创新推迟了临界点的到来。只要还在增长，我们就认为还可以投入更多，也还有更大的规模效应有待实现。

但是并不能保证上述情况一定会出现，因为企业或经济体的领导者们可能会发现，操纵增长信号要比扩大生产基础更加容易。例如，企业会为了提高其估值而购买自己的股票。回购并不是价值创造，而是价值提取。

然而，还有更为基本的挑战。“规模”这一概念的核心基础在于生产是我们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果创新能带来更高的产量，那它就是有益的；如果不能，则无益；如果创新会阻碍生产，那它就是有害的。但是，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足，是不是应该不再将以产量论规模作为第一要义来考虑呢？

“如果稀缺性不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通过扩大规模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去要求富足社会的居民以其所不能接受的方式购买舶来品呢？为什么自动化的效率增益还要胜过人们从掌控一项贸易中获取的满足感呢？

随着富裕社会中公众越发关心健康与环境问题，许多消费品公司必须在拓展业务的同时在原则上转型。以卢英德（Indra Nooyi）为例，在她担任CEO期间，她不仅改变了百事的形象，还将这一消费品巨头转型成健康产品公司。

与之相仿的是联合利华的CEO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将可持续的实践深层次地整合进了他的生意中。“可持续生活”这个招牌在2017年已经占其营业额增长量的70%。飞利浦的CEO万豪敦（Frans van Houten）作为循环经济运动的领军人物，引导了这家拥有126年历史的荷兰企业走上所谓的循环策略的正轨，预计到2020年，该公司将从这一策略中创造15%的收益。一个富足的社会若不能形成并持续发展出对于自身价值体系的清晰理解，那么它将有可能以错误的缘起扩展错误的事务，最终将自身富足的基础置于险境。


2.修补裂缝。
 第二点是没有维护就没有增长。很多发达经济体濒临崩塌的基础设施便是忽视社会平衡的鲜明例证。对道路工人和物业管理人员等维护行业人员的低认可和低回报又是另一证明。

对系统维护的普遍忽视是高度重视失序的经济范式的另一面。为追求创新而扰乱正常秩序的决心已经超越了政治阵营，也忽略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价值创造都源自维护：即投入到维护及维修工作中。

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失序”本身更具破坏性：首先，对维护的忽视即是对维持世界正常运行及其占据的维护其运行的劳动力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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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因对维护的投资不足而产生的盈余会造成价值创造的假象，但事实恰恰相反——这其实是价值提取。再者，没有意识到破坏系统只有在第一条原则适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

最后，我们喜新厌旧，却模糊了以下事实：创新不仅会带来额外的维护成本，有时也会给我们在维护方面带来意料之外的全新挑战。当事物以新的方式运行时，也会以新的方式瓦解。Facebook创立之初，没有人料到之后要有大量内容审核员负责审查发布于该平台的数百万图片与视频，以剔除不得体的内容。

若没有维护，那么更多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需要清理的残骸。无一例外，所有的事物都需要能量来维持其自身运转。这对于“数字化+去物质化的经济体”而言再贴切不过。连接断开，应用的性能会随着使用而降低，软件代码也会受损。

我们通常将进步描绘成一系列分散的破坏或革命，但事实上，进步是没有尽头的升级。今天的问题可能是昨天的解决方案引起的，而当下的解决方案，也几乎必定会在未来造成新的问题。

若经济体和企业不修复其赖以扩张的基础中的裂缝，那么规模的扩大将徒劳无功。没有了维护，规模的扩大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


3.放松控制。
 第三点是规模扩大可能会让我们过得更好，但并不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一直以来都不如其他大型动物强大。因此，我们会从大型社群中获取安全感。

我们也不仅仅渴望从足够的规模中改善生存方式，还希望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实体，比如城市、大型雇主或福利国家的一部分，从而寻求安全感。这种欲望过于强烈，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其中的风险：虽然大型动物的细胞寿命更长，但是这个动物的死亡意味着大量细胞的死亡。

大型组织的风险之一就是相继故障。大型系统复杂性更高，而兼容度更低。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连接网络中，细小变化产生较大后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灾难性的故障可能由人为失误或恶意导致：数据显示，每年，每三家企业中就有两家面临网络攻击，这些网络攻击正是利用大型计算机系统难以驾驭的复杂性进行的。不可预测的错误所产生的相继故障只能通过放松管控来避免：使系统各部分脱钩，构建松散的体系。这两种方法的代价都是规模效应的降低。

但是，相继故障并不仅仅是复杂性难以驾驭的后果；对复杂性处置不当也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在任何小型企业中，企业失败的概率都要高于大型企业。对于小企业所有者而言，这一点是不利的，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微观波动性意味着更大的宏观稳定性：个体餐馆总是频繁开张和倒闭，但人们总会有吃饭的地方。若集中于单一所有权结构，这一关系就会反过来：微观波动性降低（开一家星巴克连锁店的风险要比开自己的餐馆低得多），但是宏观波动性升高（一家星巴克门店的过失可能会影响其他所有门店）。

大型系统还面临以宏观脆弱性代替微观脆弱性的风险。它们失败的频率更低，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会很严重。因此，一个组织的规模越大，其组成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就会变得愈发重要。未能平衡规模效应与更大的微观波动性的组织架构从外部上看毫无波澜，实则灾难正在酝酿。

第一种类型的失败，即相继变化，是不可预测的。它需要安全阀，还需要足够的弹性，用以从灾难的打击中恢复。第二种类型的失败，即机制僵化，也不可预测，但能加以控制。它需要赋予想法和忧虑足够的向上流动性。还有第三种失败：易于预测、影响重大、由不作为带来的威胁。

喜欢否认的特点根植于人类本性。否认是人们在面对威胁时典型反应的第一阶段，它让我们能够应对打击，而不至于崩溃。但是该保护我们免受系统过载的机制恰恰也会将我们引入无意识的偏见和想当然之中。对于个体来说，这么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那么，如果这个自欺欺人的人是一个大型组织的领导，又会如何？

据期刊《脑》（Brain）一篇刊载于2009年的文章表明，“否认”与带领一个大型组织所带来的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该文作者将“狂妄症候群”定义为“权力迷恋性紊乱，特别是与压倒性胜利相关的权力，并拥有数年”。这会系统性地带来灾难性缺陷，如“脱离实际，持续行动或盲目行动以及无能的表现”。

这一发现表明，规模不仅会施压于体制架构，也会为我们的判断施加压力。自大带来的失败可能是大型组织中最悲惨也最危险的规模效应失效形式。其教训与前文所述的两种失败类型相似：通过收紧控制寻求稳定性并非好的选择。在不断扩大的系统中，寻求稳定性意味着放松控制。


4.不要沦为危险因素。
 最后，当那些站在组织制高点的人将自我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时，也会发生规模效应失效。

30年前，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曾警告，未来，最为成功的可能是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谋利、而非推动社会进步的企业。“非生产性企业家”将会吞并竞争对手或利用监管规则抑制竞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指出，高度集中让公司行为变得更糟糕。现在，大型企业将通过捐赠或游说来发挥政治影响力视为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手段。

规模的另一面是它需要强有力的控制系统，而这些系统可能会损害其本该服务的群体的利益。无论是企业系统中未能将价值创造优先于价值提取，还是政策制定者未能保护经济免受不公平与不稳定所扰，都会引发破坏性的体制创新，该体制创新有望遵守诺言，以非草率或剥削的方式扩张。

最明显的就是区块链。它不是通过赋予第三方机构惩治不当行为的权力来产生信任，而是记录每一笔交易，并将其与一种具防篡改特点的算法纳入相连的信息“区块”中。像以太坊（Ethereum）这样的平台通过将信息嵌入区块链，且在特定情况下能够自主执行的具体做法，进一步利用了“建立无等级化信任”的理念。

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完全避免规模效应失效。在区块链面临的众多挑战中，就存在“挖矿”过程（将数据嵌入区块）中的绝对能量消耗和难以把控的复杂性，它已因黑客入侵或漏洞而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另一个问题就是维护：如果出了问题，特别是如果修复的结果导致有人获益有人受损，那么又该由谁来决定修复方式？此外，在所谓的等级缺失中，又是什么在制衡与监管“自动的”制衡系统呢？我们真的信任那些比首席执行官和政客们还要更频繁地审查区块链算法的对象吗？

另一个兑现在大系统中创造稳定性的复杂技术就是机器学习。一个系统变得越复杂，系统部件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就会越难以预测。但是，如果存在反复出现的事件且可以收集足够的数据，机器识别模式的能力就会比人类更强。机器学习帮助我们提高了理解行为后果的能力，让我们得以更好地开展预测。

但是，机器学习既不容易，也不是绝对可靠的。首先是资源方面的挑战。据估计，再造一个拥有人脑计算能力的机器所需的能源相当于全球最大的发电站——中国三峡大坝的发电总量。其次，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塑造它们的决定会带来复杂的问题，比如告知机器决定的训练数据或价值体系的选取：是否应该根据机器做出的犯罪预测调动更多警力或建造更多学校？是否应该根据机器对于家庭暴力的预测惩戒罪犯或为处于危险的家庭提供更多资源？

对于所有上述两难选择，用“自动化”的方式解决大型组织内的机制问题是不现实的。而且，如果没有新的方式，被用以控制那些管理着我们所处的、且正在扩张的系统的对象（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那么规模效应失效将不可避免。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势必成为新的机制架构中的一部分，其作用不是代替我们履行问责领导的职责，而是强化我们履行这一职责的基础：提供可靠的信息。



建立一个新的架构

过去10年间，估值在10亿美元及以上的科技创业公司数量从不足10家增至250家以上（
见图“过去10年，价值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增长情况”

 ）。 这些新兴企业大多位于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即中美两国。

尽管两国对其所施加的监管压力与日俱增，而且低息借款正逐渐退出市场，但是技术的热潮丝毫没有消减之势。相反，在地缘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一国强大的技术产业很可能被视为其执掌政权的资产，而非负债。

向大型都市圈集聚的地理趋势仍在继续。未来几十年间，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将是全球在规模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到2050年新增的25亿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之中。容纳超过1亿人口的大城市数量预计也会到2030年从现有的31个上升到43个（
见图“城市人口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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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均表明，规模峰值还未出现。但是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节点：此时，将规模与进步相关联已变得更为困难；同时，规模效应失效的阴影牢牢笼罩着辛苦换来却未能平均分配的利益。这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好处、技术变革的目的以及大型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遗产都有着重大影响。

问题不在于是否“扩大规模”，而在于如何在一个大规模扩张的时代避免灾难性的失败、如何区分规模的好与坏，以及如何利用规模提升我们自身的能力而非执掌权力。

如世界经济论坛所言，世界正进入经济扩张的新纪元——“全球化4.0”。企业领导与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本文重点提及的四种情况。要使规模的扩大促进人类进步，我们必须要增强扩张的基础。我们需要在一个日趋富足的时代不断改变对于价值的普遍定义，需要意识到维护工作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环节，需要抵制对收紧管控的本能反应，或是让其他人来收紧管控，以此来掌握由规模化造成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提升问责领导的能力，要尽可能不厌其烦地严格问责，因为掌握我们命运的是比我们本身更加庞大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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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思
 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负责人。





特写 Feature



顾客主义：

数字化时代的战略逻辑

陈春花 廖建文 | 文 李全伟| 编辑






在数字化时代中，顾客是解开战略选择谜题的唯一钥匙。围绕顾客的不同需求，借助不同的技术力量，顾客主义的战略逻辑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径。本文提出了“推进者（II）”“颠覆者（RI）”“革新者（IF）”“引领者（RF）”四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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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
 庸置疑，数字化时代已然站在门口了。

在之前发表的《数字化时代企业生存之道》和《打造数字战略的认知框架》两篇文章中，我们表达了两个核心观点：第一，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加速度，而且是非连续性的断点，随之要求整个商业逻辑的改变。第二，商业逻辑的改变需要更新底层的认知框架——从“求赢”的竞争逻辑转变为“寻找生长空间”的共生逻辑。这当中的差异在于：前者将企业放在中心，考虑如何战胜竞争对手，而后者将顾客放在中心，寻求与顾客共生的广阔空间。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数字技术本身，甚至不是因数字技术而推动的协同共生的商业关系，而是我们能否转换一贯的认知框架，由此发展出一套区别于以往的战略逻辑。

我们把这一套战略逻辑称为“顾客主义（Customerism）”。在这套逻辑中，顾客是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不是行业变量或企业资源。而当顾客成为了共创的主体、改变了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方式后，可能导致爆发式（而不仅仅是线性）的增长。

在数字化时代中，顾客，是解开战略选择谜题的唯一钥匙。



顾客主义来临

为什么在今天要提“顾客主义”？


第一个原因在于：数字化时代，当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时，顾客反而成为相对而言更“抓得住”的一个群体。
 过去我们遵循的是线性逻辑——工业时代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我们判断行业的结构和利润率（外部）、评估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内部），再将内外部因素进行结合，得出战略选择的空间。但这有两个重要的前提：行业的边界相对清晰，资源能力相对可靠。

但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数字化环境下，这些前提都不成立了：物联网（IoT）、云服务、大数据、移动设备等打破了许多行业的藩篱。比如小米从硬件+新零售+互联网服务的“铁人三项”商业模式，发展到拥有90多家企业的生态链集群，围绕手机构建了手机配件、智能硬件、生活消费产品三层产品矩阵。美团打车，滴滴外卖，两家公司为了争夺本地生活入口而相互渗透核心业务……互联网公司的边界在哪里？“你的公司在哪个行业？”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行业，变得“抓不住”了。

同时，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一方面，资源和能力在不同企业之间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依靠资源和能力在企业间的不可流动或难以复制来获得竞争优势的传统理论，受到了极大挑战。例如，开源模式和共享经济的出现，代表了资源和能力从所有观到使用观的转变，如2014年特斯拉免费开放了所有的知识产权，以推动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另一方面，曾经的核心竞争力可能会成为核心刚性，阻碍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路径依赖往往始于成功产品或者模式，一旦发现某种方法或者流程特别有效，就希望把它固定下来，最终反而导致效率的低下和核心能力的退化。今天的优势被明天的趋势所取代。资源能力，也变得“抓不住”了。相对而言，顾客反而成为相对可以“抓得住”的那个变量。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我们更先进的理解和服务顾客的手段。
 过去企业必须进行昂贵的用户调研、焦点小组等方式去了解客户的需求。而且由于种种偏差，结果往往令人不满意。今天，企业和顾客之间的触点越来越丰富：用户论坛、社交网络、网页浏览记录、智能硬件交互等。这些触点留下了顾客的蛛丝马迹，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客户的需求，提高产品的定制化水平。企业间的合作又可以进一步放大数据的可用性。例如：优步获得的行车记录不仅可以用于优化派单算法，还可以提供给保险公司，基于个人的驾驶习惯进行个性化的车险定制。最终，企业对顾客的洞察会越来越精准。

另一方面，技术也在丰富企业服务于顾客的手段。通过无处不在的数字化触点，企业得以与顾客展开信息互动，对需求做出快速响应。顾客通过各类触点了解企业文化、试用新产品、进行实时咨询或投诉，这将极大地提升顾客体验，使得“顾客主义”在操作层面具备可行性。

可见，在今天的环境下，顾客逻辑相对比资源/产业逻辑更可靠。顾客主义来临，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顾客主义的战略逻辑

顾客主义来临，意味着战略的重点要从“挖掘确定性（exploit certainty）”转向“探索可能性(explore possibility)”——用不断更新的技术去洞察、满足和引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

顾客主义的战略逻辑沿着两个维度展开：


第一个维度是“洞见(insight)/远见（foresight）”：
 我们是满足顾客已有的需求，还是创造和引领顾客潜在的需求？我们把这个维度称为“需求态（demand dynamism）”，说明我们要区分两种动态变化的顾客需求：已有的和潜在的。对前者的洞察相对更依赖数字和事实，而对后者的洞察则相对更依赖直觉与灵感。


第二个维度是“渐进（incremental）/激进（radical）”：
 我们是沿着一贯的技术轨迹进行升级优化，还是试图实现技术的全新突破？我们把这个维度称为“技术态（technology dynamism）”，代表企业要在两种技术导向中进行权衡：升级与突破。其中，前者更强调技术的应用和优化能力，后者则更强调技术的原创能力。

将这两个维度进行交叉组合，就得到了“顾客主义”的RIIF战略模型，如图“顾客主义的RIIF战略模型”所示，企业可以选择II、RI、IF、RF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战略。


II代表用渐进技术满足顾客已有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推进者(promotor)”。
 典型的例子如智能电视、智能牙刷等，都属于这一类。在商业现实中，存在数量众多的“推进者”。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越来越多的顾客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推进者”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识别真实的需求和痛点，避免因为想当然而击中伪需求，无法获得市场的青睐。小米是一家拥有“粉丝文化”的高科技公司，其创办之初的理想就是，推动一场深刻的商业效率革命。“感动人心、价格厚道”是小米的价值观和精神信条。通过对顾客需求的精准把握，以及产品更新上不断的小步快跑，小米将设计精良、性能品质出众的产品通过高效零售渠道直接交付到用户手中，持续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RI代表用激进技术满足顾客已有的需求，我们称之为“颠覆者（disruptor）”。
 典型的例子有：精准医疗——用基因技术来实现病人们一直以来“对症下药”的需求；以及无人超市——用自助收银台等门店科技来满足消费者对购物便利和速度的期望。相对于“推进者”，“颠覆者”的数量会少很多。这是因为突破性技术本身的数量并不多。对于“颠覆者”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降低激进技术的成本，在经济可行的范围内推出产品。2017 年，华大基因对深圳居民免费推广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个检测项目在美国定价1000 美元，在香港6000 港元，技术的进步使得奢侈的精准医疗成为公共卫生项目，而科技的未来会变得更加普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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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代表用渐进技术创造和引领潜在的需求，我们称之为“革新者（renovator）”。
 “革新者”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这两款产品本身都并没有采用“前无古人”的技术，而是通过对一系列渐进技术（触摸屏、操作系统、指纹识别等）的组合，革新了我们对于手机和电脑的认知。“革新者”的数量很少，因为能够用渐进技术来引领需求的机会并不多，这要求企业必须对顾客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有极其精准的理解，因此，“革新者”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对顾客有独一无二的理解力和号召力。亚马逊推出Kindle电子阅读器时，类似的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多年。但是亚马逊独具匠心地优化了产品的使用体验——通过在设备内嵌WiFi、在线书店和直接下载内容，省去了繁琐的环节。同时，凭借亚马逊多年在线书店的经验，迅速聚拢了大量读者和出版社/内容资源，使得Kindle产品成为引领和改变大众阅读习惯的经典产品。


RF代表用激进技术创造和引领潜在的需求，我们称之为“引领者（pioneer）”。
 “引领者”的例子包括无人驾驶汽车和Echo智能音箱。前者是用无人驾驶技术重新定义出行；后者是用智能语音交互技术重新定义信息、内容与零售服务。成为“引领者”要求企业执迷于突破性技术的研发，同时对未来充满想象力，勇于引领全新的生活方式。埃隆·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对未来充满想象力的企业家。他的公司成功制造出了可回收的火箭，让全世界为之惊愕和赞叹。这不仅大大降低了火箭回收的成本，同时也让之前人们想也不敢想的太空旅行成为可能。从此，“太空漫步”不再是梦想，而是从潜在需求成为了现实的期待。



从“心”出发，选择战略

围绕顾客的不同需求，借助不同的技术力量，我们发展了“推进者（II）”“颠覆者（RI）”“革新者（IF）”“引领者（RF）”这四种不同的战略选择。那么，企业如何在这四种战略中进行选择呢？这四种战略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企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初心和基因——从而找到和自身“气质”最匹配的那个组合。

从“心”出发，企业不妨问自己下面四个问题，考察对于（1）顾客洞见，（2）顾客远见，（3）渐进技术，以及（4）激进技术的理解。


（1）你知道顾客的期待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了企业对顾客已有需求的洞察与洞见。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清楚地知道顾客的期待是什么，这是因为企业往往沿着自身既有的轨迹去开发升级新产品，而这些升级未必是顾客最期待的方向。要知道顾客的期待是什么，企业需要建立全面了解顾客的体系：将每一个与顾客的触点都转化为信息搜集与传递的起点，同时在组织内部将从不同触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合统一，进而持续、系统地监测顾客需求的变化。这样，企业才能够保持对顾客需求的敏感和响应。


（2）你能给顾客带来想象吗？
 这个问题考察的是企业对顾客潜在需求的预见和影响能力。乔布斯说过：“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就发现，这是我要的东西。”这说明洞察消费者需求的方式不只有一种，除了直接询问和搜集信息外，还可以依靠直觉和预判。有的企业更擅长后者，也就是给顾客带来超乎想象、令人尖叫的产品和体验。这要求企业具有非同一般的远见、与顾客群体的深度共鸣以及对顾客巨大的影响力。


（3）未来有哪些技术进步能够对我们的领域产生影响？
 如果企业能把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就代表企业在持续跟踪技术的更新，并不断将其应用于自身的产品，使其对业务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企业通常擅长利用技术的更新迭代来改进现有产品，对其进行升级换代。通常，当技术的整体发展处于持续演进（没有突破性进展）的阶段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产品迭代更新的持续推动力。


（4）你有突破常规、应用激进技术的决心和能力吗？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则说明企业具有追求突破性技术的准备，并已经为此进行了投入。相对于渐进技术，激进技术的风险更高、不确定性更强，因此激进技术的产生和应用通常需要长远的眼光和持续坚定的投入，也常常受到来自内部的阻力。微软CEO纳德拉在《刷新》一书中讲到，在推行“云为先”战略时，组织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处于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有一种态度非常令人挫败：我们一直在赚钱，而现在出现了一个“云”的鬼东西，我们不想为它分神！公司往往需要将收入/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具有突破可能性的研发工作，因此需要具有一定的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同时，组织通常也具有强烈的愿景，具有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希望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世界。

以上几个问题拷问的是组织对顾客需求和技术的一般态度。也就是说，通常而言，公司是更倾向于调查分析顾客的已有（而未被满足）的需求，还是感知和引领顾客的潜在需求？公司是更倾向于沿着现有技术的轨迹不断更新升级，还是总是期望用技术的彻底创新来重新定义产品和服务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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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这些问题的答案虽然不完全互斥，但企业的一般倾向还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现顾客主义战略的不同路径（
图“顾客主义的不同实现路径”和表“顾客主义不同实现路径的要求”

 ）。

今天的商业活动是由顾客主义的逻辑主导的。但是顾客主义的战略逻辑并不意味着只有一条路径。企业仍然可以根据自己对于顾客需求的理解，以及技术应用的倾向，选择成为推动者、颠覆者、革新者或引领者。这代表了顾客主义的不同实现路径。无论是哪条（或哪几条）路径，战略思考的起点都是从顾客的需求出发，再通过技术的应用创造性地加以实现。这是顾客主义的共性规律。毕竟，把顾客体验做到极致，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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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廖建文是京东集团首席战略官，长江商学院原副院长。





特写 Feature




完美世界董事长池宇峰：


经营企业重在打造特色制度


何刚 齐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创办14年以来，完美世界一直坚持打造创造幸福、传播快乐的公司愿景，在教育、影视、游戏、院线、动画、文学、媒体等领域收获颇丰。在池宇峰看来，除了创意做产品，经营企业最重要的是做特色制度，它才是企业不断吸引人才、能够长远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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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熟知的《完美世界》是一款客户端网络游戏，经历长达3年的开发，这款游戏于2005年上市，内容上以盘古开天地为引子，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技术上则是国内第一款3D引擎的网络游戏。不仅俘获众多国内玩家，也成功出海，成为中国网游的名片。




与产品同名，完美世界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完美世界”）在游戏领域获得成功之后开始进入影视、动画、院线、文学等多个文化产业领域，并且都表现不俗。2018年，国家政策给游戏和娱乐行业增添了变数，完美世界的业绩表现依然稳中有升，在其发布的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中，完美世界Q3营业收入18.46亿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3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62%。

教育一直是完美世界的基因，仔细分析完美世界的业务矩阵，你会发现它们的业务中心又开始发生转移。现在的完美世界将教育重新加入业务版图，以“5+1”的矩阵，期待影视、游戏、院线、动画、文学能够为教育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力。

虽然近年来国内教育产业形势大好，许多在线教育机构成功上市，但是对完美世界来说，做教育并不是出于追逐潮流的动机。完美世界创始人兼董事长池宇峰创业的第一桶金就来自教育领域。199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池宇峰创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计算机教育软件《开天辟地》，这款软件成为很多中国人学习电脑的入门课。但是由于当时盗版泛滥，无法把企业做大。1996年起，池宇峰开始专注做教育软件，开发了《洪恩GoGo学英语》《洪恩宝宝看世界》等多媒体产品，受到了大众欢迎。

因此，完美世界回归教育产业，体现的是池宇峰对创意和教育行业的深度理解，以及数十年来经营企业的经验积累。近期，池宇峰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回顾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完美世界几次重大战略转型。他依然坚持着打造创造幸福、传播快乐的完美世界的愿景，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也掌握了越来越多实现它的技巧和方法。在他看来，经营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打造自己的特色制度，特色制度是企业吸引人才、构建竞争壁垒的根基。




人物小传

池宇峰

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96年创建了北京洪恩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池宇峰创立完美世界游戏，并于2007年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08年，创立完美世界影视，于2014年登陆A股市场。2015年7月，完美世界旗下游戏业务从美国成功退市，完成私有化，2016年注入国内上市公司。2016年，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池宇峰担任董事长。

池宇峰一直致力于投身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坚持自主创新研发核心技术，成功地将互联网与传统教育、文创产业相融合， 同时还注重向全世界传播和推广优秀中国文化。





完美世界起源于人才



HBR中文版：
 创业至今22年，你是从何时下定决心要做企业的？



池宇峰：
 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想法。我当时读的是化学系，发现学校里数理化的高手特别多，估计自己可能很难达到科学家的水平，但是我比较擅长社会性事务，就给自己定了做企业的方向。

当时社会环境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1990年，我大二的时候就跟同宿舍小伙伴们一同定下了实业报国的志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尝试一些商业活动。

最早我在清华园内卖英文报纸《中国日报》（China Daily），还设立了自动售报箱，业绩出众。大三之后开始尝试办化工厂，做与专业相关的创业，生产化学涂料，卖给办公场所和家庭建筑的施工队，收益也不错。





HBR中文版：
 为什么没有坚持做化工行业？



池宇峰：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性格可能比较跳跃，不会墨守成规，就开始思索做什么会适合自己的性格。

在暑期实践活动中，我去中关村卖电脑开始接触到电脑行业，对软件产生兴趣。当时中国股票市场刚刚起步，我就想编一个炒股软件，自学了C语言等编程语言。通过一段时间与电脑的接触，我发现中国人对电脑知识非常渴求，毕业创业之际，我就想做一种教育软件来教人们使用电脑，于是就诞生了《开天辟地》。





HBR中文版：
 这款软件当时在中国非常火。



池宇峰：
 是的。几乎每一台销售出去的电脑里面都会安装，因为它可以帮助用户学会怎么操作电脑，减少返修概率。正版我们销售了200多万套。

后来我们的业务延伸到英语学习软件，并专注在儿童类教育软件。从1996年开始，我们推出了洪恩系列产品，包括《洪恩GoGo学英语》《洪恩宝宝看世界》等。这些产品不仅能在电脑上使用，还能在VCD中进行片段播放，市场反响非常好。到2000年，我们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教育软件企业。





HBR中文版：
 那怎么会转去做游戏？



池宇峰：
 这其实是一种偶然。我们在做教育软件时，内部也会设置一些小游戏。公司累积了一批高技术人才，他们觉得做这些小游戏太简单了，技术含量太低，可以把游戏做得更复杂一些。游戏是所有计算机软件中最复杂的应用。所以他们提出开发游戏产品，我纯粹是为了追随人才，留住人才，同意了这个方向，没想到年轻人很喜欢。

公司技术团队主要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们开发的是国内最好的3D引擎，所以我们在游戏方面有技术优势，前景可以预期。我们做的第一款3D游戏《自由与荣耀》是即时战略游戏。之后用这款3D引擎又做了《血战上海滩》《大秦悍将》等一系列游戏，在海外反响不错。

实际上这个团队一直坚持了7年都在做这种单机游戏，好像很难获得巨大的成功，因为国内的市场几乎是零。正在我们考虑要不要解散团队的时候，大量韩国的网络游戏进入中国。我们仔细一对比发现，自己的3D引擎甚至比他们的更好。所以我就说服大家，继续留下来尝试开发网络游戏。于是就诞生了《完美世界》，这是我们做的第一款网络游戏，非常成功。

这个游戏至今还在下载和运行之中，从2006年商业化开始就发展得非常好，而且连续9年是中国出口量第一的网游。因为它是一款3D引擎的游戏，在网络游戏方面拥有全球性的创新，比如捏脸的方式，能把它捏成像任何人，像每一个玩家；还有自由飞翔、服装变色、时装系统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现在网络游戏的标配。它的商业模式也有创新，是免费玩（free to play），装备配饰收费的模式。





HBR中文版：
 这应该是你很满意的一款产品，所以公司的名字也是完美世界，是因为它吗？



池宇峰：
 确实，游戏名字叫《完美世界》、公司名字也叫完美世界，主要是因为有一种憧憬。第一，我认为虚拟世界的产生，尤其网络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人们现实生活的质量，弥补现实世界的一些遗憾，使整个世界更加完美，所以我称那个世界为完美世界。第二，我们创办企业时有使命感。如果公司名称叫完美世界，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一些美好的东西，也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初心，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做公司就是在做特色制度



HBR中文版：
 人才促成了完美世界的诞生。在公司内部，你们有哪些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机制？



池宇峰：
 在企业发展初期，很多项目是我作为制作人和产品经理带着很多年轻开发者一起做。一旦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每一款产品都自己去做，所以一定要能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制作人。

培养人才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在内部实行了一整套的培养机制，包括我们比较特色的“人周一课”，每个员工每周都要接受一次培训。





HBR中文版：
 这是强制性的吗？



池宇峰：
 是的，员工必须参加，而且所有管理层必须要讲课。因为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给别人讲课的过程也是升华自己，在总结、梳理的过程中会忽然发现又想通很多事情。所以在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教员工、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相互交流和学习，最终让公司内部的知识循环起来。这是一个打造学习型组织的好方法。如果缺乏一些讲师资源，我们就从外部邀请。“人周一课”是公司非常有特色的制度，这种培训量级的制度在国内企业中并不多见。

另外，我们也在考虑年轻人成长需要不同层次的培训。针对刚毕业的员工，我们有“小凡计划”；针对经理人员有“完美经理人”培训，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沟通能力等；针对总监级有“雷霆战士”系列培训，是相对高级的管理培训；针对副总级有“尖锋骑士”培训体系，我们邀请很多外部专家和顾问来做培训；针对公司最高层有“哲学营”培训，因为带领公司团队的领导人需要哲学观。

正是由于地毯式、无遗漏的成体系培训，不仅让公司员工们增加了能力，也让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勇于求新求变。在公司所在的行业，面临多次的转折，我们通常都是冲在最前面，这是全面深入培训带来的正面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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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在激励方面，完美世界有哪些独特的机制？



池宇峰：
 在竞争加剧时，经营企业的核心还是激励机制。因此，我们做到给每人一个激励公式，无论后勤、市场、研发、平台服务人员都有自己的奖励公式。今年能拿多少奖金，员工自己非常清楚。在他们看到今年整体的销售额、成本、部门人员的数字之后，加上自己在部门的绩效排行，就能够立刻计算出自己的奖金。这对研发和市场人员是很直接的激励。

因为早期我办企业，更多的还是家庭式、情感式的激励。我希望能正向激励大家，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地工作，所以就决定设立这种机制，年初就设定好激励公式，这样等最后结果出来的时候，谁也不会失落。





HBR中文版：
 这样更能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池宇峰：
 对，因为做企业的本质还是要使员工能够更勤奋地去做正确的工作。所以你要发挥员工的能动性，一方面要培养，另一方面也要让员工知道自己的所得，付出越多收获越大，工作的积极性就比较大。大家都是为自己而努力。

此外，我们在体系内部建立了一整套通天机制。对所有有才华的员工，我希望能够打破他在企业内部的天花板。传统来讲，在一个企业能够成长到副总裁级别就很难再有上升空间了，但当真正有实力的人离开公司的时候，会令人很痛心，而且他还很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那么在完美世界应该怎么样？我认为大家应该有一种最佳的分配状态，能够非常真实地体现自己的贡献和价值，并且能够有正向回报。通天机制就是为此而设，如果你带领的团队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能达到上市标准，愿意上市的我们就会给他成立公司，帮助他们上市。愿意留在公司体制内的，我们也要保证他们能够获得同样数量级的收益。

这需要一些技术和技巧来实现，也正是管理者需要做到的事情。这种以人为本，为人的成长和未来成就感充分考虑的机制使我们企业的稳定性非常强，而且有大量新鲜的血液加入其中，大家一起做大一些事。





HBR中文版：
 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领导者？你的时间主要花在哪些事情上？



池宇峰：
 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特色制度，我只管特色制度。这也是基于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认为经营企业就是在经营特色制度。因为其他共用的制度，比如合规、财务，自然有专业部门负责。但是一个企业的特殊竞争力，尤其是规模大一些的企业，是在特色制度，绝对不是依靠个人。所以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不断建立、删减和完善特色制度。

第二个我比较花精力的方面是创意。我虽然是个比较理性的人，但热爱创意，是一个产品经理类型的领导者。当我跟大家一起创造新产品的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在我看来，创意是可以训练的，我们公司就是创意的生产线。我们需要在哪些地方产生创意，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按照一种熟悉的方式，就可以很快产生很多结果。之所以能够从教育软件，到游戏、影视、动画，再回归教育产业，我们依靠的都是自己掌握的生产创意的本领。

总体来看，特色制度和创意新产品大概各占我50%的时间。



与先进者合作



HBR中文版：
 除了做原创，完美世界还代理了一些优质游戏IP，但似乎原创始终是你们的核心？



池宇峰：
 公司有原创的能力，在这种波动的世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在内部有另外一种权衡标准，跟企业销售额不同步，但是有关。比如我经常会看，影视业务现在的生产带宽是多大，能力能达到多少分，有多少人才，它们分别能做什么级别的作品。

如果现在的生产能力是50分，目标定到200分，那么我们就要不断地扩充整个生产实力，游戏、动画也是如此。它跟销售额并不完全一致，因为销售额会有起伏，但是你的团队实力是相对稳定的，这是另外一套指标。所以我们在原创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如果一个企业能原创出很多IP，这些IP就会沉淀到企业，成为随时间而增值的资产。





HBR中文版：
 你们选择版权合作IP的标准是什么？



池宇峰：
 我们定的标准是一定要代理国际上最顶端的IP，其实是以一种向别人学习的心态来做代理。比如我们代理的Dota2和CS：GO属于全世界电竞三大游戏，都是顶尖的游戏IP产品，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它们，来做世界级的游戏。





HBR中文版：
 影视方面，你们和环球影业一次性50部影片的合作也很特别，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池宇峰：
 这跟在游戏领域做代理是一脉相承的逻辑。我们要想走向世界，为全世界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就要抱着学习的心态。在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当中，环球影业是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的公司之一，《侏罗纪世界》系列等都是票房大片，跟它们合作能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当然，它们也欢迎中国的合作伙伴，尤其希望在中国市场能有一些斩获。

经过前期的探讨和沟通，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合作意见，一共合作50部影片。大家熟悉的《侏罗纪世界2》《谍影重重5》等等。在2018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中，我们参与投资的电影有3部入围提名，其中有2部最终获奖。《至暗时刻》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化妆及发型设计，《魅影缝匠》荣获最佳服装设计。完美世界可以说是跟好莱坞六大制片公司直接大量深入合作的第一家中国企业，也是离奥斯卡最近的中国影视公司。

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不断提升自己，未来有机会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高质量内容制作当中。





HBR中文版：
 除了学习，从商业角度考虑，这是一笔划算的投资吗？



池宇峰：
 好莱坞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合作标准和方式，会有一个平均的利益回报。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这次合作出的片子都非常精彩，票房成绩不错，所以我们的投资回报收入还是不错的。

另外，与其他公司跟好莱坞零星的合作不同，我们是 5年不少于50部作品的投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获得的是永久性的全球版权，也就是说，我们投资的《侏罗纪世界2》《谍影重重5》如果30年之后又被播放，到时我们还会收到分红。





HBR中文版：
 这种通过投资获得全球优质IP的永久版权，学习海外成熟IP运营经验模式能够被其他中国企业复制吗？



池宇峰：
 要想达成这种级别的合作需要一定基础，主要是企业的人才结构要能够匹配，因为这涉及大量的国际化的沟通和协作。完美世界从成立之初，就立志做成一家世界级的高品质内容产品提供商，所以我们一直很注重与世界接轨，储备了大量国际化人才。2008年，我们就在美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并且投资了很多游戏工作室。从没有人、到找到人、然后共同创意产生一个选题，再去制作发行，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完整的循环，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

与海外员工合作，非常讲究规则，不能照搬中国的工作方式。所以在海外，完美世界的模式是，总部指派总经理，其余员工都是当地招聘。我们的经验是，海外员工从业经历丰富，理性并且注重契约精神，年初拟定好计划之后，不需要太多关注，就是在按计划执行。但中国的员工更加年轻有冲劲，国内市场变化也更多，如果你3个月不去查看，可能方向都会发生很大改变。



IP创意激发教育行业活力



HBR中文版：
 完美世界在文学板块也收购了纵横中文网，布局文学领域是出于什么原因？



池宇峰：
 确切地说纵横中文网跟我们渊源颇深，它本来就是我成立的网站。10年前，我认为网络文学会有很大发展，自己也天天在看，就创立了纵横中文网，发展得还不错。随后在与百度、红杉资本的合作中，纵横中文网的盈利状况越来越好，百度也再次注入了很多流量，希望大家共同把它发展成中国最好的文学网站之一。

我们对网络文学一直情有独钟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业务定义为以IP为中心，文化创意产业的多种业态的协同发展。针对任何一个IP我们有开发原创游戏、影视、动画、漫画的能力，加上文学，我们称之为IP的五种形态。





HBR中文版：
 IP的协同会激发更多活力。



池宇峰：
 没错。任何一种IP都可以改编成其他四种形态，协同效应会很强。我们在内部的激励机制上也强调大家能够更多地进行协同，不同业态相互支持，共享积累，这是我们的战略方向。





HBR中文版：
 你认为中国的IP到大爆发的时刻了吗？



池宇峰：
 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大家应该拥有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培养IP应该已经到了很好的时机。公司最近刚推出一部动画片《宇宙护卫队》，收视率就不错。我们的制作非常精良，现在也有很多海外的播出机构在采购这部动画片。

在它们看来这可能是第一部走向世界的中国制作的儿童动画片。也许以前有零星走出去的作品，但真正普及各国都开始播放的，这将会是第一个。我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特色，从中国走出去的IP也有自己特殊的生命力。很多海外的播出机构认为《宇宙护卫队》具有鲜明东方文化特色，有独特性，所以愿意尝试播放。





HBR中文版：
 你们重新回归教育领域是因为看到了新的市场机会？



池宇峰：
 我们现在做教育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积累，感觉到了成熟的时机。也跟我自己的经历很有关系。最早，我们做PC端教育软件时，只是理解教育。但是在寓教于乐方面，经验不足，手段有限。做出来的产品对于想要努力学习的人来说很适合，但是对于稍微缺乏一些学习动力的人来说，产品就显得无趣。

通过这么多年的游戏开发，我忽然想通了寓教于乐的很多关键点。我们的娱乐、动漫与教育再次进行结合的时候，就迸发出了极大的创新能力。因此，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系列儿童教育App非常受欢迎。《洪恩识字》等洪恩儿童系列App成为苹果APP Store 推荐精品。

考虑到儿童的好奇心，《洪恩识字》强调互动性，设计的游戏要避免沉溺，但也不能只有知识，要做到恰到好处的互动。所以我们给每一个汉字单独设置了互动环节，还设计了彩蛋，产生很多惊喜感。中国汉字本身是象形文字，相对容易用互动游戏来体现。这款App很受孩子们的欢迎，有些孩子已经用它学会了1000多个汉字，我们也非常有成就感。

通过《洪恩识字》我想达到的目标是，让中国孩子的阅读年龄提前两岁。我发现，西方孩子很早就开始阅读，因为英文的书写和拼读是相匹配的。但中文不是，所以我们希望开发这种互动式方式，让中国孩子更早学会识字，可能在学龄前的四五岁时就开始阅读了。我们预测这款App未来会使全世界学习中文的门槛大大降低，也能够帮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HBR中文版：
 所以教育领域未来会是你们很重要的业务布局？



池宇峰：
 我们设计的是“5+1”的业务矩阵，影视、游戏、动画、漫画、文学加教育。教育这块比重会越来越大，尤其我们还在做一些教育方面的知识型网站。随着很多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认为在教育方面人们会产生很强的创新，使得教育的效率大大提高。对于完美世界整个集团的使命来说，未来在教育领域我们会做大量的内容，成为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门。

我自己本身从教育起家，所以对教育情结很重。我相信其他领域还会继续发展，我们希望成为全球高品质游戏供应商，以及全球高品质影视内容的提供商。教育领域我们也希望能国际化。公司的英语教育产品也会推向全世界，未来日本、韩国、阿拉伯人学习英语都可以用我们的App，这也是我们的愿景。





HBR中文版：
 你个人比较尊敬哪些企业和企业家？



池宇峰：
 我很佩服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科技企业。在IP领域里，环球影业和迪士尼也是我学习的榜样。像乔布斯和马斯克这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我也很钦佩。

虽然对他们的性格褒贬不一，但我佩服他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能够带领一大批人，给社会创造巨大价值，这也是企业家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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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刚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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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你具备

会议领导力吗

WHY YOUR MEETINGS STINK—AND WHAT TO DO ABOUT IT

史蒂文·罗格贝格（Steven G. Rogelberg）|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万艳 | 编辑






最新研究发现，一次糟糕会议的不良影响可以让与会者持续抱怨好几个小时。如果领导者继续召开低效会议，最终可能会导致团队成员离职，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被削弱。是时候学习如何掌握会议领导力了！








戴维是美国
 一家大银行的高级副总裁，也是一位能干的“面对面”风格管理者。然而360度反馈显示，他在“组织高效会议”这一关键指标上表现不佳。多名员工称他的会议“是一种煎熬”。他们抱怨他开会过于频繁，纵容少数人主导对话，并且没能创造让参会者真正碰撞观点、进行批判性思维的氛围。这些评论令戴维始料未及。他认为自己很擅长组织会议，至少和多数同僚相比是这样。

戴维并不是第一个高估自己这方面能力的管理者。研究表明，每周高管花在会议上的23个小时中，平均有8个小时没有成效。大约90％的人承认在会议中做白日梦，73％的人承认他们利用会议时间做其他工作。然而，我自己和他人的研究表明，领导者始终对自己的会议评价颇高，与其他参会者的评价相比尤甚。例如，对1300多名管理者进行的电话访问显示，79％的人表示他们发起的会议极其或非常富有成效，但只有56％的人认为他人发起的会议同等高效。该结果清晰地证明了“问题没出在我身上”的态度。其他研究揭示了个中原因：在与北京大学童佳瑾（Jiajin Tong）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发现最活跃的参会者是那些认为会议最有效和最令人满意的人。最活跃的人是谁？正是组织会议的领导者。

当领导者认为他们的会议进展顺利时，就不太愿意征求反馈并寻求改进机会。因此，与会者在调查中抱怨的不相关议程、会议时间过长、缺乏重点等问题持续存在，导致他们心怀不满，并影响他们的敬业度。此外，会议还付出了高昂的相关成本。除了实际浪费的时间，仅在美国，每年会议支出超过了3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员工本可以用来完成更重要、更创新或更有成效任务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而员工敬业度降低，会导致绩效、创新、服务受损，并影响他们帮助别人的热情和团队精神。

最新研究发现，一次糟糕会议的不良影响可以让与会者持续抱怨好几个小时。这种现象被称为“会议修复综合征”。最后，领导者继续召开低效会议，并未做到人尽其用，最终可能会导致团队成员离职，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力被削弱。

当这些后果被指出时，管理者往往都会有宣布取消所有会议的冲动。然而，尽管对大多数组织而言，削减会议数量并非难事，但“零会议”政策并不现实，而且适得其反。会议可以有效地汇集想法和意见，并鼓励员工在工作中的协同与合作。会议还能让个人形成更具适应性、复原力和能够自我引导的协调整体，在危机时期尤为如此。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会议有助于建立和促进共识，从而成为集体能量与活力的焦点。

因此，取消所有会议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要消除无效或不必要的会议，并提高所保留会议的质量。领导者需要了解他们在会议中的优点和缺点，但大多数组织很少有举措来提高管理者这方面的自我认知。在参加一次大型人力资源会议时，我询问与会高管（其中许多人来自《财富》500强企业），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员工敬业度调查中设计了有关会议效率的问题，或收集了关于会议领导力的360度反馈？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在审视许多顶级公司的入职培训、领导力培养和高潜力项目时，我发现尽是些“如何”类书籍里的陈词滥调（例如，不要忘记设置议程）。一项研究表明，尽管现如今会议盛行，但75％的受访者从未接受过如何组织或参加会议的正式培训。

通过客观评估做出积极的改变并提高自己的会议技巧，是管理者的职责所在。以下是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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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过往表现

提高会议领导力，需要领导者能更好地审视自己。每次会议后，你不妨花几分钟进行反思，想想与会者的行为、对话互动，以及谈到的内容。你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人们分心了吗？是否在私下交谈了？想想谁说得最多。是你吗，还是有另外一两个人？讨论是否偏题了？表达的所有意见和想法是否比较相似？如果你对部分或全部问题的回答为“是”，那就出问题了。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会议的积极方面，比如全员都出席了，以及进行了有意义的辩论。激励人们的要素有哪些？在未来的会议中，你如何做才能提高员工参与度？

除了这些例行检查外，你还要定期听取参会者的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面对面进行，但一定要强调你需要坦诚的反馈，也可以使用技术来评估参与者的态度。例如，为了跟进360度评估，戴维进行了一项包括三个问题的在线调查，询问同僚和直接下属他在会议中的优点和需要改进之处，以及大家对会议的建议。

一旦你进行了反思，并征求了其他人的反馈，就能发现自己的主要优劣势，并制定改进计划。就我的咨询经验而言，我发现将重点放在两方面最有效：做好准备和提高参会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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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

我们中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一观念：写报告、处理客户事务，以及很多其他商业活动都需要思考和规划，哪怕只花几分钟都有用。但在开会时，人们经常忽略这种最佳实践。特别是定期的例会，很容易流于形式，墨守成规。但是当你占用别人时间的时候，你理应适度进行“前期投入”。

召开会议前，你要强迫自己做出慎重选择。首先，明确召开会议的原因，并确定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奠定基础。该过程可能包括要求其他人对议程设置提出建议。这样做不仅开会不容易跑题，还能提高人们的责任感和参与度。如果你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议程表，最好就不要开会。

一旦你知道为什么要开会，就需要决定能配合自己的参会者。与会者太多，会导致人多嘴杂或浑水摸鱼（即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指个人在“群体”掩护下减少努力的行为），更不必说后勤上的挑战了。但你也不能邀请太少人出席，导致必要的人缺席，或者让其他人感到被轻视。要找到平衡点，就必须慎重考虑关键决策者、影响者和利益相关者。你可以在会前询问“局外人”的意见，并向他们承诺分享他们的意见，并及时向他们更新进展，确保他们不会感到被孤立。你也可以考虑设置定时议程，让与会者仅参加与他们相关的部分。

接下来的关注重点是时间和地点。在同样的会议室、同样的时间以及同样的布置下开会，是人的本性。但这些习惯可能会令人麻木。你不妨创造新鲜感：比如选择不同的会场，在早上而非下午开会，调整会议时长（例如50分钟而非一小时），或改变座位安排，让每个人的邻座和对面都是新认识的同事。如果只有2-4人开会，不妨建议边走边聊。对于较大的团体，可以尝试站会——站会被证明可以提高会议效率和与会者满意度，但前提是会议时间很短（约15分钟），防止人们产生不适感。

对于特别重要的会议，你的准备应该更加周到。你可以尝试“预先检验”的方法（也称为前瞻性后见之明）。你可以设想如果会议失败，反过来思考原因是什么。这样你计划会议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或减少问题的发生。

戴维的一大问题是，无论值不值得开会，每周组织的会议都太过频繁。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所以他把会议频率调低到隔周一次，在不开会的那一周，设置“魔术时间”。 在这段空白时间内，每位团队成员可以选择埋头工作，或者就新出现的紧急状况召集临时会议。这样一来，会议数量减少，质量提高。尽管如此，戴维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提高参会积极性。



提高参会积极性

从与会者走进会议室的一刻起，你就该关注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人们经常将会议视为一种打扰，要被迫停下手头“真正的工作”，所以领导者的首要任务是提升与会者的存在感。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门口问候与会者，表达对他们付出时间的感激，提供零食，播放音乐，并要求人们关掉手机和笔记本电脑。

同样重要的是，进行有意义的开场陈述，阐明召集所有人开会的原因。在谈话开始时，认可团体或个人的成绩，或提醒与会者“会议价值观”——已经商定的参会规则，例如保持发言简洁。所有这些技巧都能让人们感到受欢迎，并准备好解决手头的任务。

谈话中，你应该抱持主人翁心态，提出问题，鼓励他人，以身作则积极倾听，征集问题并管理冲突。当然，领导者有时也需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指示，推动讨论进行。但促进积极性的关键在于，明白你主要扮演的是辅助角色。这确保会议真正能做到有商有量，与会者能畅所欲言，并且觉得自己对会议结果做出了努力。

让参与者积极参与还有哪些技巧？你可以尝试为每个议程项目分配具体时间，看看是否有助于确保公平的发言时长。为了评估人们对某个想法感兴趣的程度，可以让他们举手表决。如果你认为匿名可能效果更好，也可以使用快速问卷App或网站。与会者用手机就能参与，然后分享并讨论汇总结果。为了防止团体迷思（groupthink），你可以考虑在会议期间加入几段沉默期，让人们在没有听到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想法或形成意见。例如，“头脑写作（Brainwriting）”要求个人先安静反思并写下想法，再大声说出来。研究表明，与头脑风暴相比，这种方法能产生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无声阅读（silent reading）”也很有用。开会讨论前，让与会者阅读提案，可以增加他们对新想法的理解和记忆，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戴维有两个关于积极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让更多人愿意发言，希望他们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和辩论。为解决参与度问题，他开始定期提醒与会者，希望每个人都参与，并期望同事互相鼓励发言。他提前征求了人们的想法和意见，确保每个人的关切都会得到重视，或者询问人们是否愿意这么做。他还提议，让更沉默的与会者贡献想法，或领导特定的议程项目。当有人发言过长，他使用肢体语言进行提示，例如通过转移目光，或将肩膀转向别人，表明他需要其他人回应。当事态转好时，他会说：“我喜欢这次讨论，非常感谢每个人的参与”来强化正确的言行。

为了推动团队进行更深刻和富有意义的对话，他有时会邀请一些人在会议中故意“唱反调”。如果目标是解决具体的问题，他会在幻灯片上匿名列出团队成员私下建议的所有选项，并就每个选项进行分组讨论。他有时还将评估问题与决策分开，确保辩论能顺畅进行，不会因被迫当场做出决定的压力而受阻——吉百利和波音等很多公司都青睐这一策略。



重新评估

即使管理人员主动诊断会议问题，并学会更好地准备会议和积极鼓励参与者，依然有改进余地。所以这一过程还需要循环进行。戴维在实践了我描述的策略数月后，要求团队进行另一次坦率评估。好消息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组织的会议有了很大改善。但又有了新问题。一些与会者认为会议比合理的议程还要长，讨论有时漫无目的。所以戴维决定，将会议时间缩短5到10分钟，来创造更多的紧迫感和专注力。

有趣的是，人们还提出了与会议无关的建议，指出了部门中的流程问题。起初戴维吃了一惊。但后来他意识到，在改变参会方式的同时，他也改变了团队的文化。他展现了自己是一个不故步自封、重视反思、学习、灵活性，并愿承担合理风险和尝试新事物的领导。员工也投桃报李，积极地帮助他解决问题。组织会议似乎只是管理者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但会议的积极变化可以为公司及其员工带来真正的收益。如果你的公司没有相关培训，那么你可以利用本文中的策略培养这项关键技能。




HBR.org延伸阅读


《叫停疯狂会议》


“Stop the Meeting Madness”

莱斯利·帕劳、康斯坦斯·哈德利、尤内斯·恩




《用设计思维开好会》


“Plan a Better Meeting with Design Thinking”

玛雅·波恩斯坦、雷·里戈尔




《停止浪费宝贵时间》


“Stop Wasting Valuable Time”

迈克尔·迈金斯




《合作超载》


“Collaborative Overload”

罗伯·克劳斯、雷布·雷贝尔、亚当·格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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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罗格贝格
 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校长教授，在美国和海外以及跨学科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是该校组织科学项目主任，并著有《会议的惊人科学：如何领导团队创造业绩巅峰》（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Meetings: How You Can Lead Your Team to Peak Performance，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当公司高层内斗

BAD BLOOD ON THE SENIOR TEAM

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Boris Groysberg）

凯瑟琳·巴登（Katherine Connolly Baden）| 文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公司的CFO和销售负责人关系恶劣，争执不断。公司正处于上升期，CEO不知自己是该设法化解两个人的矛盾，还是该将他们一起开除。







360度评估本应是匿名的，但一位高管得到的负面评价出自谁手，却再清楚不过。





兰斯·贝斯特是Barker运动服装公司的CEO，他正与公司法律顾问兼HR负责人妮娜·柯尔克开会。在英格兰伯明翰的公司总部，大家度过了漫长的一天。现在是傍晚时分，两人正逐一讨论兰斯手下的评估结果。当看到CFO达蒙·尤恩的评估报告时，兰斯吓了一跳。对达蒙的大部分反馈都比较中性，这很正常。达蒙能力很强、很受尊重，但他性格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个人给达蒙打了最低分。兰斯能从评论中看出，这是公司销售负责人阿赫迈德·伦德：“我从没遇到过比他更严重的控制狂。”

“这些评论够恶毒的。”兰斯说。

“你很意外？”妮娜说。

“不算吧。”兰斯承认。

CFO和销售负责人不对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阿赫迈德的评估报告里也有几条对他工作方式的尖锐批评
1

 ——无疑都来自达蒙。

兰斯叹了口气。五年前他接替公司创始人、父亲埃里克出任CEO，一直在努力将公司发展壮大。Barker拥有职业体育联盟商标的许可权，通过与大品牌合作，生产面向零售市场的商品。兰斯接手时，公司营收约1亿英镑。不久后，他签下公司最大的合作伙伴Howell。与这家国际品牌谈合作很不容易，但谈成后公司的业务量大增。兰斯和手下现在仍觉得白天的时间不够用，绝对没有时间浪费在处理内斗上
2

 。

“所以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评估报告？”兰斯问。

妮娜耸耸肩。“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个。”

“好吧。但我至少得做点什么。我知道阿赫迈德和达蒙不是哥们，但我确实希望他们能和平相处。”

妮娜点点头，但兰斯感觉到她在犹豫。“你可以有话直说，妮娜，我需要你的建议。”

“那个，我觉得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妮娜试探性地说，“你希望我们和平相处，但这跟充分协作是不一样的。我们都信任你，但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并不高。”
3



“所以大家都受不了达蒙？”他指指评估报告问道。

妮娜摇头。“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从反馈中能看出，阿赫迈德也不是什么圣人，他主动跟达蒙找茬。他们两人之间和各自团队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到我们其他人的团结。人们在相互指责，好像每个人都只顾自己。”

兰斯很不愿意听到这些，但这都不是新鲜事了。他本来试图说服自己，这都是公司成长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最终会过去的。毕竟，销售和财务打架是常事，而且Barker的营收也没受到大影响，去年和前年分别增长22%和28%。

当然，增长来得绝对不容易，错过的机会也不少。曾有几家零售商对公司产品感兴趣，结果因为内部协作出问题没谈成。现在兰斯意识到，严重问题也许还在后面。他必须摆平这件事。“我爸总想组织团建。”
4

 他微笑着说。这个笑话已经在高管团队流传多年。每次埃里克察觉到火药味就会说这话，但从来没行动过。

妮娜乐了。“很遗憾，那个阶段好像已经过了。”



一团糟

“能聊一下吗？”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兰斯收到产品和营销负责人詹芭·班达利的信息。

兰斯知道出状况了，赶紧给她打过去。

对方开门见山：“你得让他们合作点。”兰斯并没问“他们”是谁。“阿赫迈德答应给Clarkson那边的新产品线提供样品，但数量超过了财务规定的上限，所以我们需要达蒙签字，但他不签。”

又是这种事。阿赫迈德指责达蒙利用自己的权力给销售部门制造障碍，达蒙则回敬说阿赫迈德这样把产品白给出去会把公司整破产。兰斯每次看谁表现更差，就支持另一边。但他不想再介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互妥协呢？

詹芭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你不出手，他们会一直僵着。他们好像是在统治各自的领地，根本不像是一个团队的。”

“你跟他们谈过吗？”

“Clarkson的事？当然谈过，但是没用。状况一团糟。”

最后一句扎心了。团队确实不完美，但运营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能和他们谈谈，真的会有帮助。”詹芭轻声请求。

兰斯回想上次与阿赫迈德和达蒙坐在一起。每个人都带来一大叠打印出来的邮件，是关于一单没谈成的生意。看到他们费了这么长时间准备，更别说浪费这么多纸，兰斯很是惊奇。

“我看一下吧。”兰斯说。这是他的标准回应。

“能说一下如果我是你会怎么办吗？”詹芭说，“把他俩都开掉。”
5



兰斯一向欣赏她的直率，但听到这话还是吃了一惊。“开个玩笑，”她赶紧加了一句，“给他们找个导师如何？我是说，如果请人来给我们讲讲如何处理冲突，并建立一些新规范，大家都会受益。”

兰斯怀疑开掉的说法是否真是玩笑，但他没再抓着不放。“我去年确实和那家领导力公司谈过，”他说，“他们有几个辅导方案看着不错，但大家都觉得要应对新客户，没有那个时间。”

“也许我们需要挤出时间了。”詹芭说。

挂上电话，兰斯还在琢磨让阿赫迈德和达蒙都走人这个提议。虽然有点可怕，但会让人轻松很多。他也听说过CEO清理门户、同时更换几名高管的例子。他会留下詹芭、妮娜等几个人，再引入新鲜血液。这绝对能让团队关系焕然一新。



“一切都好”

当天下午，和财务团队的常规会议结束后，兰斯让达蒙留下。

“听说给Clarkson那边的样品有点问题？”他说。

“老问题。销售那边得减量。只要阿赫迈德同意，我就签字。”达蒙语气平和。

“阿赫迈德好像不会让步吧。”

“他会的。”

兰斯决定挑明。“你们俩没事吧。”

“老样子，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季度数据很不错，我们一切都好。”

“我部分同意，但也有顾虑。现在竞争很激烈，而我们需要六个月才能拿下新客户。”

“是因为360度评估吗？我给反馈的时候尽可能公平。”达蒙有点介意。

“反馈是匿名的，我不知道谁说了什么，但你和阿赫迈德之间的矛盾很明显。”

“当然很明显。我是CFO，他是销售负责人。如果我们都称职，那一定会有冲突。
6

 我只是在做本职工作。我要守住公司的利润，这就意味着我要跟几个人顶牛。”兰斯听过他这套，但这回他又有了新说法：“你不喜欢冲突无助于解决问题。”
7



两人沉默着坐了一分钟。兰斯知道，反省自己的领导力也是360度评估的一个环节。他的评估报告确实带来一些新信息：下属认为他是个有激情的创业家，富有远见；但他们认为他倾向于一对一指导下属而非引导整个团队，并指出他喜欢看全局而非关注细节。

“好吧，我了解了，”兰斯终于开口，“这是我的问题。但你也要想想你能做什么来改善局面。建设性的冲突和不健康的冲突是有区别的，眼下后者好像多了点。”
8





愿景会崩塌？

“你有没有考虑过团建？”晚上聊过后，兰斯的父亲问，“我知道你们从没当回事。”

兰斯乐了：“因为你从来都只说不做！”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埃里克接着说，“没人说得清什么样的冲突算是建设性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你需要学习。”

“我在考虑，老爸。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调整薪酬体系呢？”这是另一件埃里克总挂在嘴边的事。担任CEO时，他意识到公司的薪酬结构不鼓励协作：在奖金评定标准中，个人、部门、公司业绩的权重分别为25%、70%、5%。

“也许是时候把那5%上调到10%甚至20%。”埃里克说。

“我想这么调整，但我需要达蒙的帮助，他实在腾不出手，”兰斯说，“还有就是，专家说很多人觉得所有问题都可以用薪酬解决。CEO希望待遇能解决所有问题，但通常需要的是其他工具。我可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你不是要辞退谁吧？”现在所有的高管都是埃里克亲自招募的，他对他们的感情和对家人的差不多。

“说实话，我考虑过。我不知道公司没了阿赫迈德或达蒙会怎样。我们每年的业绩都有他们的重要贡献，是他们帮助公司成功。但回过头看，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我需要一个共同朝长期目标努力的团队。”
9

 埃里克退休时，他和兰斯共同设定了2022年营收5亿英镑的目标。“感觉这个团队随时会散架，我们的愿景可能会随之崩塌。”
10



“抱歉，”埃里克说，“你觉得你从老爸这里继承了一堆麻烦吗？”

“我觉得是我造成了这个问题，或者至少让问题变得更糟了。”

“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老板，所以你必须来决定怎么做。”




案例教学笔记


1
 .很多《财富》500强公司都会做360度评估，但研究者已对评估结果的价值提出质疑。




2
 .根据CPP Global的一项研究，36%的美国员工认为自己在工作中持续或经常面临冲突。




3
 .团队中的信任有多重要？Mars Inc.的一项研究表明，相比信任和人际关系，个人动机是驱动协作的更常见因素。




4
 .团建活动能否真正改善协作？或者只是一时让人感觉良好？




5
 .RHR International的研究发现，更换高管团队成员的CEO通常认为自己本该更早做决定。




6
 .销售和财务部门应该有冲突吗？二者的矛盾对组织有益吗？




7
 .如果不喜欢面对冲突，你能成为一名成功的CEO 吗？




8
 .关于如何完成任务的争执，可能会带来建设性的讨论，从而提升决策质量。但私人性质的对立会损害团队中的信任。




9
 .谷歌的一项研究总结出高效团队的五个关键因素：心理安全感、可依靠性、结构和清晰度、意义、外部价值。




10
 .如果Barker不是家族企业，两人间的冲突会有不同走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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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
 是哈佛商学院Richard P. Chapman教席教授、《谈话公司》（Talk Inc.: How Trusted Leaders Use Conversation to Power Their Organizations）合著者。凯瑟琳·巴登
 是哈佛商学院助理研究员。



《哈佛商业评论》的虚构案例展示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真实问题，并提供专家解决方案。本文基于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Blake Sports Apparel and Switch Activewear: Bringing the Executive Team Together”，作者为鲍里斯·格罗伊斯伯格和凯瑟琳·巴登。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兰斯

应该怎样处理

阿赫迈德和达蒙的

矛盾？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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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萨米尔斯（Scott Salmirs）


是ABM Industries总裁、CEO。









兰斯面对的不是
 个别员工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相比阿赫迈德和达蒙之间的冲突，他更应该关注高管各自所在的竖井。他为这些竖井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甚至起到助推作用。调整奖金结构、聘请外部导师、组织团建都会有帮助，但前提是兰斯要明确他对团队协作的期望。

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目标与同事密切相关，团队协作就出现了。CFO仅凭自己无法保证组织取得成功，他需要与销售负责人探讨增长的最佳方式、与HR负责人讨论人才需求、与法律顾问商定合同条款。这样说也许有点老套，但高管团队是一个生态系统，而非某个人的领地。

ABM是美国最大的设备服务提供商之一，四年前我就任CEO时，公司竖井化相当严重。所以我制定了一条规则：要做任何决定，房间里必须至少有三个人。CFO向我提议某事，我会说，“咱们问问HR负责人怎么想”。我始终认为，听取意见越广泛，决策就会越成功。开始时的确有些尴尬，大家认为我对他们不信任。但六个月后，高管们积极接受了这个改变，CFO会和HR负责人、法律顾问一起来我的办公室。现在任何人来找我之前，基本都会先跟几个同事进行讨论。

我并不主张增加工作负担。兰斯一定要留意团队的工作时间。我并不推荐长时间的咨询辅导，或开会讨论所有细节。我只是认为，阿赫迈德、达蒙以及其他人都应该有更多坦诚对话，这能让团队避免冲突，共同做出高质量决策。

兰斯可以先试试两周开一次会，让高管们坦诚讨论组织目标，以及如何共同实现目标。他甚至可以请所有人共同参与一个项目，比如调整薪酬体系，让大家有充分的业务理由进行协作。

我在ABM上任后不久，公司将各服务线进行垂直整合，并采用共享服务中心模式。为顺利完成这项工作，我组建了由公司资深领导者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我明确要求大家充分争论，而一旦做出决策，就不要挑刺或马后炮。大部分人都能遵守规则。少数几个人不断挑起冲突、破坏工作，最后被要求走人。

如果阿赫迈德和达蒙无法化解矛盾，兰斯可能也得让他们走人。但在此之前，他必须明确鼓励高管团队加强协作。如果文化问题不解决，“新鲜血液”也无济于事。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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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温斯顿（Dale Winston）


是高管寻聘公司Battalia Winston董事长、CEO。









我同意
 詹芭的看法，情况真是一团糟！兰斯五年前继任CEO以来，真的一直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吗？Barker能保持增长算他运气好，因为这种内斗可能把组织搞垮。我觉得如果他不尽快解决阿赫迈德和达蒙之间的矛盾，好运可能会到头。

在当前情况下，外部帮助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兰斯应该聘请组织顾问和导师，对这种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和诊断，并给出中立的解决方案。

也许达蒙的沟通方式需要改进，或者他和阿赫迈德需要探讨彼此冲突的工作方式。Battalia Winston是美国最大的女性所有的高管寻聘公司之一，在27年的经营中，我聘请了很多导师来帮助高管理解，自己的工作风格可能会影响身边的人。

对于埃里克建议的团建活动，我也有过成功经验。集体外出是很好的机会，能让大家跳出平时的摩擦和冲突，讨论一下工作风格和理想的协作方式，从而对基本问题取得一致。团建组织者非常关键。找对组织者，兰斯就有机会让团队朝正确方向前进。虽然有些人也许尤其需要改变，但团建会让所有人受益。

我完全不建议兰斯现在就辞退阿赫迈德或达蒙。当两个高管不对付，员工自然会开始站队。如果兰斯仅因为这种冲突就辞退两人或其中任何一人，大家会觉得他软弱、无力处理团队中的建设性争论。

每个组织中都有冲突。达蒙说得对，销售部门通常把营收看得高于利润，而CFO的工作与之相反。我经历过的高管之间的冲突，大多数与地盘、客户、抢功有关。但我们会强调团队的价值观，并让大家明白每个人都对集体的成功有贡献。这样，我们总能解决问题，并防止矛盾演变为危险的个人对立。

在案例中，兰斯没有及时处理，才让矛盾不断升级。作为新上任的CEO，他应该一发现问题就处理。但现在还不晚。只要重新认识到高管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并聘请外部专家，我相信他能化解阿赫迈德和达蒙的矛盾，最终实现公司的营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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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成为中间人

兰斯需要把阿赫迈德和达蒙叫到一起，强调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并让他们坦诚表达各自的情绪。在此基础上，他们应该能找到新的沟通方式。


萨拉·科尼希

Advantage Home Health Services副总裁





强调客户价值

我会把因为内部协作不力而影响到的客户请来，让他们在焦点小组中讲述自己遇到的问题。这应该能让达蒙和阿赫迈德理解，他们的矛盾已经给公司整体带来威胁，并影响客户对公司的信心。


兰热·阿迪根

Verizon高级管理顾问





着眼全局

兰斯应该与两人面谈，问他们是否有想共同实现的目标。如果任何一个人拒绝合作，兰斯应该辞退他。


杰西卡·刘

IGT技术项目经理







杂谈 Synthesis



做模范员工还是完美妈妈？

IDEAL WORKER OR PERFECT MOM?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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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二者兼得？别做梦了！






我是一名职场妈妈。
 很多时候，这好像定义了我的整个存在。我要上班，在《哈佛商业评论》做编辑。我还要养两个孩子，他们分别9岁和10岁。我也有丈夫、朋友和兴趣爱好，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两件事上：工作和孩子。实话实说，尝试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好，是一场无休无止、让人愤怒的消耗战。我可以同时是明星员工和模范家长吗？我应该让这两件事相互平衡还是融合起来？低调生存还是“向前一步”？争取“拥有一切”还是“差不多就好”？

这类问题，千百万女性每天都在问自己。答案很难找。不过，关于职场妈妈（更准确地说，需要外出工作的妈妈）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倒是层出不穷。

不过，近来关于这个主题的新书激起了我的兴趣，是因为它们从更宽泛的层面来讨论职场妈妈。这些书并未讲怎么更好地规划早上的时间或如何平静地入睡，也不是关于家务安排、拼车、邮件筛选或任务分派之类家里和工作中的技术性问题。

这些新书的视角更广阔，承袭了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Unfinished Business）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叙述方式。它们考察不同地域的文化规范和公共政策如何逐渐塑造职场妈妈的生活、深入分析我们面临的挑战，并告诉我们如何团结起来改善局面。

社会学家凯特琳·科林斯（Caitlyn Collins）的《妈妈要工作》（Making Motherhood Work）分析了瑞典（长期被视为性别平等的堡垒和职场妈妈的天堂）、前东德（部分遗留的共产主义体制鼓励妈妈们工作）、前西德（社会文化尚未跟上支持职场妈妈的政策）、意大利（女性看似得到家庭和国家的支持，但她们自己并不这样觉得）和美国（女性得到来自企业和政府的支持最少，因此“压力山大”）的状况。

科林斯采访了135名女性，其中大部分是中产阶层的白人（她自己承认这一局限），叙述方式非常学术。但她捕捉到一些引人唏嘘的瞬间。例如，在华盛顿工作的律师萨曼莎说：“有孩子前，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做到最好。结果那是扯淡。我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什么都顾着，我会崩溃。”

多涅塔是罗马的一名教授，她记得读博时的导师说：“不要怀孕，否则事业就吹了”。所以，“在工作中，你都不会提到家人，假装在家什么都不用做。”她说。从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海尔布隆的受访者那里，科林斯听到了“职场婊子”和“乌鸦妈妈”这两个词，指的是抛弃嗷嗷待哺的孩子妈妈。一位斯德哥尔摩的工程师享受着充足的产假、做着兼职工作，并处于提倡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文化里。就连她也承认，自己感受到“内在压力”。她说：“我觉得我能照顾到身边每个人，但要让自己确信这一点却没那么容易。”

科林斯的论点是，虽然进步的公共政策能改善职场妈妈的生活，社会文化规范和话语也必须相应改变。立法部门和企业必须了解有违初衷的政策效果，例如女性享受长时间产假虽然很好，但会强化母亲在养育孩子方面责任更大的刻板印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夏尼·奥尔加德（Shani Orgad）也给出了类似观点，她的新书《回家》（Heading Home）深入讲述了35位英国女性的故事，她们都曾放弃有前景的职业生涯，选择当全职妈妈，而现在默默悔恨。奥尔加德认为她们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工作和家庭的广泛危机”。虽然较小的样本和宏大结论有点不匹配，但本书揭示出，媒体对工作和不工作的妈妈们的报道和真实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论点很有说服力。“我采访的女性并不会将问题归结于家庭生活和职场文化的不可调和，而是将之视为个人的失败。”奥尔加德总结道。这些女性不知道怎样才能面面俱到，而且更糟的是，她们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的错。

另外两本书则更关注美国的状况，分别是记者艾米·维斯特维尔特（Amy Westervelt）的《忘了“拥有一切”吧》（Forget “Having It All”）和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的《女佣》（Maid）。在后一本书中，作者真切回忆了依靠低薪的保洁工作抚养年幼女儿的经历。在某些方面，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维斯特维尔特通过全面回顾美国女性的雇佣史（有些地方有点无趣），厘清当下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引入LGBT等少数群体父母和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职场妈妈案例，有效拓展了分析的广度。兰德则非常个人化地讲述了“做没人愿意做的工作”，而且需要“七种政府补助才能活下去”的经历。

不过，这两位作者传达了相同的信息：除非得到多方支援，职场妈妈（尤其是没钱的）完全无法撑下去。和科林斯和奥尔加德一样，维斯特维尔特也呼吁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变革，并详细讨论了实用的细节问题，包括政府补贴两性均等的家庭假、企业负责的日托，以及鼓励男孩参与幼儿看护工作、提倡男性承担更多家务等。

总体来说，这几本书描绘的图景很不乐观，但也以某种奇怪的方式让读者感到安慰。它们让我觉得，我作为职场妈妈感受到的张力和内疚，并不是我自己能化解的，甚至重视家庭的老公、尽职尽责的保姆、相互支持的姐妹圈子、很有同理心的老板和同事，也不能帮我解决问题。要想真正卸下重担，需要整个社会（也许有点像瑞典那种）的努力。

虽然和大多数我认识的职场妈妈一样，我想在工作和养育孩子上都拼尽全力，但这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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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斯·霍洛伊德（Janice Howroyd）

员工管理公司Act-1 Group创始人、CEO



我在读……

我和家里其他孩子都在种族隔离的南方长大，我们住的那一片没有图书馆，但父母总让我们有书可读。我们会在餐桌旁分享故事和信息——母亲总说书籍是最好的食粮。为得到零花钱，我们还要向父亲汇报读书情况。

我现在仍然是热心的读者，会同时看几本书。眼下我看的书包括约翰·特伦（John Train）的《财富大师》（The Money Masters），一本财富管理方面的老书；小勒罗恩·贝内特（Lerone Bennett Jr.）的《五月花号之前》（Before the Mayflower），讲的是美国黑人的历史；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小说方面，我喜欢沃尔特·莫斯利（Walter Mosley）等黑人作家的系列小说。因为经常出差，我会用Kindle阅读，但如果特别喜欢某本书，我会买一本纸质版的放在家里。我现在已经有超过60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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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

除非是在候机室，我一般没时间看电视。在家里或在公司会议间歇的时候，我会用iPad或手机看CNN、CNBC和Fox Business上的新闻——团队会给我发链接。我也经常关注网络上的黑人媒体。能翻翻杂志是一种享受，不过我年轻时读的Jet、Ebony、Essence等都已经是多媒体平台了。




我会在书上加注。我女儿说这就像是在跟作者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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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哪……

我是女性和少数群体领导者相关活动的热情支持者，特别是全美女性企业协会（Women’s Business Enterprise National Council）、WEConnect、女性商业领袖组织（Women Presidents’ Organization）、全美少数群体供应商发展协会（National Minority Supplier Development Council）举办的活动。虽然住在加州，我也经常去东海岸，在白宫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哈佛大学的女性领导力委员会工作。同时，团队会帮我打理去公司在美国各地和欧洲办公室的行程。







“感觉我们只是勉强维持。总迟到，总在车里，总急着吃完饭然后收拾好。我们总是在动，几乎没有喘息之机。”


斯蒂芬妮·兰德，《女佣》




《妈妈要工作》


凯特琳·科林斯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9年




《回家》


夏尼·奥尔加德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19年




《忘了“拥有一切”吧》


艾米·维斯特维尔特

Seal出版社

2018年




《女佣》


斯蒂芬妮·兰德

Hachette Books出版社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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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比尔德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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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好莱坞金牌经纪人

迈克尔·奥维兹：

与有冲劲的人合作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 文

蒋荟蓉| 译 王晨| 校 万艳| 编辑






Creative Artists Agency（CAA）联合创始人迈克尔·奥维兹（Michael Ovitz），彻底改革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影视、音乐和企业媒体领域做生意的方式。在迪士尼和自己的移动内容创业公司短暂工作后，他在硅谷回归职业生涯原点，成为一名顾问。







HBR：
 成立CAA之初，你如何获得客户？



奥维兹：
 那是一场艰难的战役。当时我们是一家新公司，所以必须跟其他公司拉开差距。我们无法向传统代理公司那样坐等电话，把项目推销给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的一大使命就是实现客户的梦想，共同完成项目。




你如何判断人们能否顺利合作？


如今，在硅谷，我会跟那些相信自己势不可挡的人打交道。娱乐行业的人也都是这种劲头。不过，你可以从他们接受建议的态度上看出这些人能不能合作。比如马克·扎克伯格，他不怕让聪明人为他工作，跟他说他们的想法。我跟同伴们一起制作《捉鬼敢死队》（Ghost Busters）的时候，剧本是丹·艾克罗伊德（Dan Aykroyd）写的，但要经过比尔·默瑞（Bill Murray）的认可，还有（导演兼制片人）伊万·雷特曼（Ivan Reitman）和已故演员哈罗德·雷米斯（Harold Ramis）的建议。了解创作过程，了解要合作的人们，我们就能知道他们能不能参与进来。




“我们要把事情做好，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们对人有点粗暴。”






我必须问一句，好莱坞的性骚扰和伤害事件，你当时都知道吗？


现在我们知道的事情，当时并不知道。我们跟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做生意，但对他的事情毫不知情。而且，没有很多客户向我们投诉他的问题。要是接到投诉，我们就会加以处理。但我们不允许客户在奇怪的地方见面，多数时候我们的员工会陪同他们前往，特别是女性客户。

你如何让经纪人之间相互合作？

我们知道，你可以让员工相互竞争。或者，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也就是将美国的运动队式团队精神和日式哲学的“事前协调沟通”（根回し）结合起来。这样，你就可以让员工投入工作，互相帮助。我们仔细记录每一件事，并且分享信息。在员工会议上，可能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有位歌手想拍电影”，然后一位作家经纪人说：“我来帮忙”。他本不必帮忙，但他帮了，于是我们做了一部电影。歌手Prince（普林斯·尼尔森）出演的电影《紫雨》（Purple Rain）就是这样来的。没人说这个想法很蠢，六个经纪人都说：“让我们来试试。”




你在迪士尼的任期很短是为什么？


我觉得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并不想有个跟他平起平坐的人，他不想失去控制权。好玩的是，那段经历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很充实，但说不清分手该归咎于谁。




有过那段经历，其后又创业失败，你如何重整旗鼓？


每次我遇到挫折，好友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就会告诉我，“总会有下次机会的。休息一下，然后去做下一件你感兴趣的事情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对技术感兴趣。1999年有人邀请我去任职。我疯狂迷恋硅谷。我在那里的第一年参加了400场会，就是为了建立起以前在CAA拥有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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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RETHINKING EFFICIENCY


Beginning with Adam Smith, business thinkers have steadfastly regarded the elimination of waste as management’s holy grail. But what if th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 eclipse the rewards?

page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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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 Price of Efficiency


The managerial belief in the unalloyed virtue of efficiency is as strong as ever. It is embodied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imed at making trade more efficient; ensconced in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and waste-fighting governments; and promoted in the classrooms of every business school on the planet. But, argues Roger Martin, director of the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 an excessive focus on efficiency produces startlingly negative effects and creates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disorder, as rewards go to an increasingly limited number of efficient competitors. The remedy, he says, is a stronger focus on a less immediate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silience. To this end, organizations can limit scale, introduce productive friction, promote patient capital, create good jobs, and change the way we teach.




Success Breeds Inequality: What the Data Shows


Graphical depictions of the state of play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showing that the wealthiest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are pull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the rest.




“The Costs of Complexity Are Hard to See”


Jim Hackett, CEO of Ford Motor Company, talks with HBR about what he calls

corporate fitness and how he has applied it at Ford and, previously, at the office

furniture company Steelcase.


HBR Reprint
 R1901B






FEATURES



CULTURE


THE HARD TRUTH ABOUT

INNOVATIVE CULTURES


Gary P. Pisano | page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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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cultures are generally depicted as pretty fun. They’re characterized by a 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a willingness to experiment. They’re seen as being psychologically safe, highly collaborative, and nonhierarchical. And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se behaviors translate into bette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novative cultures are desirable, and that most leaders claim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entail, they are hard to create and sustain.

That’s because the easy-to-like behaviors that get so much attention are only one side of the coin. They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some tougher and frankly less fun behaviors: an intolerance for incompetence, rigorous discipline, brutal candor, a high level of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and strong leadership.

Unless the tensions created by this paradox are carefully managed, attempts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culture will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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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IMPACT

INVESTING


Chris Addy et al. | page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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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investing—directing capital to ventures that are expected to yiel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s well as profits—provides investors with a way to “do well by doing good.” But whereas the business world has tools for estimating a potential investment’s financial yield, it lacks them for estimating social rewards in dollar terms. Now the Rise Fund and the Bridgespan Group have developed what they call the impact multiple of money (IMM)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putting impact underwriting on the same footing as financial underwriting. In this article they explain their six-step process for calculating it: (1) Assess the relevance and scale of a potential product, service, or project. (2) Identify target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outcomes. (3) Estimate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ose outcomes to society. (4) Adjust for risks. (5) Estimate terminal value. (6) Calculate the social return on every dollar spent. The IMM, they write, “offers a rigorous methodology to advance the art of allocating capital to achieve social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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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ANALYTICS


DATA 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


Scott Berinato | pag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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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heavy investments to acquire talented data scientist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analytics boom,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disappointed in the results. The problem is that those scientists are trained to ask smart questions, wrangle the relevant data, and uncover insights—but not to communicate what those insights mean for the business. To be successful, the author writes, a data science team needs six talents: project management, data wrangling, data analysis, subject expertise, design, and storytelling. He outlines four steps for achieving that success: (1) Define talents, not team members. (2) Hire to create a portfolio of necessary talents. (3) Expose team members to talents they don’t have. (4) Structure projects arou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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